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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我从1973～1995年间主要论文选集的序里，我希望说明几件事，一是对这些内容迥异的论文背后共通的概念做一些评论，一是介绍在此期间以及之前我的思想发展历程。


  我于1965～1970年在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接受研究生教育。此系的三个因素深深影响了我的智识发展，值得一提：①社会关系学系并不是一个纯社会学系，而包含了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的师生；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虽然还是此系的要人，但他的影响力正在减弱；③一位名叫怀特（Harrison White）的年轻教授刚好来到系里，他即将成为社会网分析的奠基人之一，也将成为我的导师，对我的智识成长造成极大的影响。


  围绕在怀特身旁的一群学生十分活跃而且积极打倒偶像。我们自认是反抗社会学中传统的帕森斯统治的勇士，所以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的学术关怀。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无疑是帕森斯及其徒子徒孙们建构的一套复杂的分类系统中空洞又循环论证的推理。


  取代“社会系统”或“共同价值”这类大而无当的语汇及臆测，我们将希望寄托在远为具体又可以切实分析的社会网之上。如此，我们意在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连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


  我们明显地将这样的新思想与另一个反帕森斯的思想划清界限，那就是同样出现于本系的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心理化约主义，他对社会交换的论证部分建基于他的好友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请参考Homans，1961）。我们虽然都很欣赏他对个人动机的兴趣，但又觉得他把所有社会行动理解成为个人行为动机及社会制约的结果，实在是太过头了一点。社会网分析骨子里仍是一种社会分析而非心理分析。关系而非个人才是主要的研究主题，我们不可能靠着理解个人动机就能掌握社会网的整体结构。这一点，我们自认坚定地立基于韦伯及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上，强调社会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不能化约为心理现象。


  因此，从这个形成期以来，社会网理论的学生就很少加入化约主义的阵营。然而社会网分析却在两条战线上面对了失败。一是他们花了太多力气去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较大问题毫无兴趣，而研究这些大问题却是当初推动网络分析发展的起始动机。所以不少社会网的研究只为了一己兴趣而研究社会网的数量性质，投入十分专精却几近于狭隘的工作中。我曾两度对此倾向十分抱怨，一次是在我1979年的论文中，一次是在1990年社会网研究年会上的演讲（参考Granovetter，1990）。另一不好的倾向，也是我不免会犯的错误，是贬抑了对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架构的兴趣，而社会网又镶嵌在此一架构之中。


  撇开这些缺陷，多数进行网络分析的学生自始就相信，一如我在1973年那篇《弱连带的优势》一文中前两段所说的，我们对社会网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些分析提供了连接个人行动成为总体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网络比它连接的两端更重要，但它却是变个体行动为总体形态的因果联结的关键媒介；尤有甚者，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工作都集中在个体与总体的两端，而忽略了这两端之间的一层，这一层却提供了社会行动与形态大略的成因，所以我们有正当理由特别注意这被忽略的一层。这“特别”地投注于网络这一层的研究，误导了很多读者，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注意网络这一层，而且视网络独立于社会架构之外。


  在我1985年那篇文章（即本论文集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的最后，我就指出，“镶嵌观点处理的是直接因果的分析。我并不曾讨论广泛的历史与结构环境会导演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特征，所以我不以为这个分析可以回答现代社会的本质或政治经济变迁的来源等大型的问题。我有意地把焦点放在直接因果关系上，因为必须要先了解镶嵌的机制，以及全面变迁可能造成的效果，这类大型问题才能被满意地回答”（Granovetter，1985：506）。这样说，我正是希望自己不要落入“方法论的互动主义”（methodological interactionism）中，以为社会网可以独立于更大的社会建构以及权力结构之外，只是这一小段话可能并不曾把我的意思说清楚。在我最近与经济学家吉本斯（Robert Gibbons and Granovetter，1990）讨论克罗奇埃（Crozier，1963）笔下的法国企业时，我就扎扎实实地批评了经济学模型，他们不能总是预设行动者可以独立于文化、政治及历史的脉络之外而追求个人的目标。


  误解的第二个来源，如同稍早指出的，来自经济社会学者未能有效地正视并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以我本人为例，我即炫目于社会网可能作为个体与总体间的因果之桥，以至于置研究重点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如何构成并运作个人的社会网。举例来说，在我1978年的那篇论文（即本论文集的《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中，我便试图挑战社会规范可以引导集体行为方向这样的模糊理论。相反，我以为抽离出规范的架构是很重要的，应该观察人际间复杂而非线性的互动如何导致集体行为的结果，这结果常常与规范或思想无关。也就是说，不管个人的偏好或思想是什么，个人行为如何加总为集体行为却是不相关的另外一个复杂问题。这样论述确实想将研究焦点从个人思想转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此一层次强调个人长时段的互动。


  同时我必须说，在这篇文章的架构里，并无必要把个人行动视为理性成本效益的计算成果。“门槛”这个概念十分有用，事实上它并不需要预设一个人类行动的模型。我因为周遭有一半的人参加了暴动也跟着参加暴动，这其中可以有成打的理由，却不必然牵涉个人的成本效益分析。或许只是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或许是对地区风俗习惯性的顺服，或许是由家庭对人格的影响所致，甚至牵扯到每一个人对某些意识形态拥抱程度的不同。不管这些个人“门槛”背后产生的认知或规范的因素是什么，这篇文章以及其后几篇我讨论“门槛”相关议题文章（Granovetter and Soong，1983，1986，1988）的结论依然有效。


  让我回到另一议题，就是我在1988年论文《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本书有收录）中第一段讨论到的，大多数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其实也是采取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这是因为这篇文章是写给经济学读者的，目的在于尖锐地批评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并为两门学问间的讨论建立共同基础。但更精确地说，社会学如经济学一样，其实也对个人行动十分关切，只是前者更加注意内含在其中的社会角色。


  我很高兴地知道罗家德教授把我的论文翻译给中文读者。结构社会学（structural sociology）——也就是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重要的一席；因为学者们长期都在争论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好、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而且每个经济行动者的社会接触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经济社会学在了解新中国经济过程中势必极有价值，毕竟中国经济正超越了它固有的疆界而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此一令人兴奋又前所未有的大成长与大改变中，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接受挑战，延伸它们的理论境域以帮助了解人的行为。如果我的思想能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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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序


  ——我所认识的格兰诺维特[1]


  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新经济社会学”[2]，听到格兰诺维特以崭新的角度来诠释经济现象，开启了经济解释的另外一片天空，遂深受吸引，乃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就读，自此和格兰诺维特结了不解之缘。至今每年都会趁着去参加美国社会学年会或美国管理学年会的机会，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盘桓一两个礼拜，请其指点我的研究及新写的论文。虽然已经毕业二十几年了，我还是不断地得到他的指导。能有此良师益友实为我一生的幸运。


  格兰诺维特虽是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一代宗师，但与之相处却丝毫不见其咄咄逼人的霸气，反而如坐春风，如逢化雨。他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却从来不会责备我们，反而抱持着教学相长的态度。犹记得我刚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时，他因为想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加以对话，所以喜欢找我聊聊我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虽然其“镶嵌理论”与组织经济学大师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对话已在学界激起大波大浪，他还是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去探索更多的知识。他要我去多读书，读到好的，就去借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给他，我们好一起看书一起讨论。对一个初入社会学之门的学生，他说要与我一起学习，这些话出自大师之口，至今让我觉得难以相信。


  格兰诺维特指导我读书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大师风范。他从来不“教导”我什么，谈话时总让我自由发挥，说说最近的读书心得。我说到哪里，他就把相关的最有价值的一些书目开给我，也会提出几个概念让我回去继续想。他往往让我在求知的路上思而学，学而思，他点出的新方向又为我开出一片桃花源。比较一些具匠气的教授只有一套东西，一定要学生跟着亦步亦趋地学，格兰诺维特却让我自由地驰骋，我走到哪里他就能跟到哪里，并随时指引我更新的方向。因为博学强记，使他能保有这番大师气势，以这样的方式循循善诱学生，给我空间，发我深思。


  能造就格兰诺维特大师气质的除了他的博学，还有他的儒雅。他说话总是不疾不徐，待人体贴谦和。记得第一次找他谈话是为了想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我侃侃而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及为什么觉得社会学可以弥补经济学的不足，一谈一个小时，出来感到十分满足。能和大师对话那么久，我颇感自豪。后来快毕业时我们闲聊，他说我英文进步多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讲的一嘴破英文，他听得有时懂有时不懂，但可以感觉到我对学术的热情，所以还是让我入学而且给了我奖学金。我这才发现，他只是鼓励后进，不忍浇熄我的学术热情，所以耐心听完不太懂的话，而且一听一小时。其为人着想的同情心，鼓励人向学的风范，让我这个十分没有耐性的人每一想到还觉得十分自惭；不断惕厉自己要如此对待学生，我不只以他的学问为师，也要以其人品为师。


  格兰诺维特对中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最爱吃的食物首推泰国菜，其次就是中国菜。毕业后有一次到芝加哥看他，他当时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任教，竟能对芝加哥中国城里的中餐厅一家一家比较，还告诉我哪几家可以去，哪几家不要去。最后他推荐了一家叫红绵的中餐厅，小小破破的，但口味却十分道地。因为他爱吃中国菜，当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同学固定每年与他聚会一次，大家带去中国菜请其一家人欢聚。他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好，所以美国同学还十分吃醋，说大师爱中国同学甚于本国同学。


  谈完格兰诺维特的生活点滴，当然更要介绍他的理论成就。首先，必须谈他的镶嵌观点。在解释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点（Granovetter，1985，1992a）之前，我先要介绍一下此一观点的发展背景。因为国内学者亦曾有人提起此一观点，却加以扩大解释，以为“镶嵌观点”就是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与文化的架构之中去研究。我们自然可以把这种说法视为广义的“镶嵌观点”，但本文所欲引用的却是格兰诺维特原初的观点，后文中“镶嵌”二字也一概指称格兰诺维特的观点。简单地说，此观点指出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这种说法固然道出了格兰诺维特的原意，但仍然略嫌空泛，并和社会网方法（Network Approach）无法区隔，也未掌握此一观点的精义。镶嵌观点的精义必须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一是它的方法论的个性，可以上承大理论（grand theory）的社会网理论，下开可检证的因果推论模型。下面让我分述这两项特性。


  自从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亦称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不断对外扩展它的“霸权”以来，一群社会学内以社会网方法为研究取向的学者便起而应战。比如，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能提高边际生产力。公司依生产力决定用人、升迁与加薪（Schultz，1963；Backer，1964），个人则依个人与工作的配合效率来决定找职和转业（Mincer and Jovanovic，1981）。这群社会学家却强调就业与转业有赖于职业信息的流通与就业机会的多寡，这些信息又取决于一个人的关系有多广（Granovetter，1995；Lin，Ensel and Vaughn，1981）。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加薪则受影响于一个人在公司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Granovetter，1992b；Krackhardt，1992；Burt，1992）。在消费行为上，新古典经济学视个人极大化效用函数为消费行为的决定过程，并将之加载于个体经济学教科书中（比如，Nicholson，1985）。这群社会学家却把个人影响、传播效果（diffusion effects；Rogers，1995）、示范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s）、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带入消费者行为的讨论之中，认为人们进行消费时，会视他人的消费而做决定（Granovetter and Soong，1986）。当探讨公共物品与集体行为时，理性选择学派会假设一个人会为了极大化自身利益而做公共物品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所以必须要有一种制度设计使搭便车的成本大于利益（Olson，1965），让人们不会坐享其成。这群社会学家则发扬光大示范效果与门槛模型的理论，强调社会影响与社会压力在解决“搭便车”问题上的功能（Macy，1991）。当组织经济学（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Williamson，1981）与新制度经济学以最小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观念来探讨组织与制度如何成形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试图把两个变项——人际关系连带与信任——结合起来讨论交易成本如何决定，更进一步批判了“市场或层级”（market or hierarchy）的分析概念。这个观点也正是本文要介绍的镶嵌观点。


  自从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1947）建立现代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50多年来，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最大化效用与最小化成本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二方法，亦为理性行动理论奠立了方法与理论的基础。镶嵌观点在上述的攻防战中逐渐成形，它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过于窄化（注意，它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错了），忽略了经济行动都是在人际互动中做出的决定。如果能把人际互动带入经济分析之中，人们必然能对经济行为提出更有力的解释。所以若不能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就很难理解镶嵌观点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既然镶嵌观点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攻防战中成长与茁壮，面对一个已建构50多年，理论模型、实证检证灿然具备的大敌，绝不是借助一些观点、概念与描述、观察，说明了人际关系对经济行动有影响，就能说服“敌人”；它还必须提出新古典理论模型的替代模型，并在经验检证中证明它有更强的解释力才行。所以镶嵌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有承先启后性的，它上承社会网理论的一些概念与观点，下启和新古典模型对话的理论模型。为了建构可检证的因果推论模型，它必须从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庞杂概念以及大量的观察数据中，简化萃取出一组抽象的概念，以有效解释某一类现象。进一步地，为了检证理论的解释力，好与新古典模型一较高低，这组概念必须确立操作化定义与方法，这样才能建构出解释概念与被解释现象间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见Swedberg and Hedstrom，1996），从而导演出因果推论理论。比如，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社会网（以及其中的人际互动）、弱连带（weak tie）与信息传递被提出来作为关键概念（Granovetter，1973）；在市场机会的社会研究里，社会网、“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Burt，1992）与信息传递是核心变项（Geertz，1992）；在消费行为的讨论上，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门槛效果（Lazarsfeld，1957）与传播效果是所有解释模型的基础（Granovetter and Soong，1986）；在组织理论里，社会网与信任关系则是掌握问题的关键（Granovetter，1985）。在操作化方法与理论模型的建立上，人际关系连带的强弱被衡量了（tie strength；Marsden and Campbell，1984），社会网的性质可以被数量化描述（Wasserman and Faust，1994），结构洞可以被计算出来（Burt，1992），传播效果被统计模型化（Morris，1994），门槛效果也被理论模型化（Granovetter and Soong，1986）。为了硬碰硬地和新古典理论模型一比高下，魁克哈特等人甚至用计算机仿真（computer simulation）来计算社会网模型的解释能力 （Krackhardt，1996）。亦有人试图以镶嵌观点发展可仿真的动态网络模型（simulated stochastic network model；Watts，1999；Chang and Luo，2002），以描述人际互动的动态过程（dynamics of network）。自怀特（Harrison White，1970）建立“新经济社会学”的传统以来，社会网的操作化与模型化的发展就不绝如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标示了“新经济社会学”与其他“经济社会学”的不同。而镶嵌观点则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如果不能掌握萨缪尔森所建立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自萨缪尔森以来理性行动理论在各个研究领域建立的“霸权”，我们就很难理解镶嵌观点的简化与抽象化，更难掌握它的方法论特性——也就是它建基在社会网方法与社会网理论上，却承先启后，向下开启因果推论模型的大门。


  本书第一章即格兰诺维特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即是镶嵌观点的原创之作。此文一出便引起美国社会学界的注意，往后十年它一直是被引用最频繁的论文之一，镶嵌问题遂成一时显学。只是镶嵌二字被使用太滥，连格兰诺维特本人都感慨，此义已有失真。再加上镶嵌语源于波兰尼（Karl Polanyi，1957），两人用词之意略有不同，所以张冠李戴的情况不免多有。此一借词发挥的情况，在国内亦可见及，所以编者把原文译出，以资辨正。


  此文除了为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上述架构外，也应用此一架构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对话，探讨信任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其实镶嵌观点自波兰尼提出以来，主要是强调经济行动乃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而格兰诺维特则指出这个社会过程应被视为人际互动过程，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必要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点并不强调交易成本是决定组织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也不排斥交易成本在组织建构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只是他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高低选择或淘汰制度的观点有所批评。这从格兰诺维特对理性行动理论的态度可以窥知一斑：他从不认为理性行动理论错了，只说其假设“太狭窄”（too narrow），需要补充社会情境的解释变量。比如，格兰诺维特在对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社会情境补充”时，除了提出信息传播之外，也在行动者动机上补充了模仿他人行为与屈于社会压力等社会性动机。然而在组织理论上，他并未在交易成本之外补充更多的中介性因果机制，以有效地连接信任与组织建构间的关系。


  谈到信任与交易成本，就必先谈谈欺诈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早在17世纪的霍布斯就已经谈到“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的人如何漫无秩序，任意而为。当然也如众所周知的，霍布斯提出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方就是威权统治，置“自然状态”中的人于一个权威之下，大家就会循规蹈矩，社会秩序因此恢复。霍布斯的结论早已不值一驳，但他提出来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亚当·斯密在建构那只“看不见的手”时，就面对了经济秩序在自利的个人间如何维持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自由竞争与完整信息可以使经济欺诈消失。功利主义论者（utilitarism）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承袭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强调理性自利的个人因为欺诈所得的利益不抵付出的成本时，欺诈行为便会被遏止。所以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之下，“经济人”比较利弊得失，就会循规蹈矩，经济秩序因此可以维系（如Okun，1981）。犯罪经济学基本上也采取了非常类似的观点来探讨犯罪和欺诈的防治。


  完全竞争实际上并不是普遍现象，完整信息更无疑是天方夜谭。制度设计不可能巨细靡遗地规范每个人的每项经济行为，更何况，即使是法律规范的行为，也还有法律漏洞可钻、法律边缘可走。但是经济秩序依然存在，否则，我们的经济生活就无法得以持续。一些经济学家因此转向社会层面寻求答案（如Arrow，1974；Akerlof，1983），采用社会学家惯用的文化、规范、社会化这些概念去解释诚实行为，以为“一般道德”会使行动者的经济行为信实守分。


  前者，功利主义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预设了一个拥有完整的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以经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决定其行为，格兰诺维特称其为“低度社会化观点”（Undersocialized Approach；Granovetter，1985：483）。后者又刚好相反，预设了一个完全没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百分之百地屈从在社会压力之下，所以“一般道德”就足以保证人人遵守规范，也间接保证了经济秩序。格兰诺维特称其为“过度社会化观点”（Oversocialized Approach；Granovetter，1985：483）。“过度社会化”的个人，一旦其所属的社会及社会类型为已知，则其行为亦为已知，因为他/她毫无反抗地会满足他/她的社会或社会类型的期待，表现出文化、规范或次文化要他/她做的行为。不过，两个观点都预设了“社会性孤立”（Atomized）的个人，因为它们都忽略了行为当时所存在的社会情境，以及行为往往发生在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这一事实。


  镶嵌观点如何看待经济秩序与欺诈问题呢？它以为，过度社会化观点认为一般道德可以使人信任别人不会欺诈，并未掌握事实的全貌，而低度社会化观点用法律与制度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失之偏颇。其实，信任主要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对某人的了解以及听到某人的声誉，这些才会使我们信任一个人，而乐意与其从事交易（Granovetter，1985：490）。经济行为之所以发生，经济交易之所以顺遂，信任是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商业世界并不是一个冰冷冷的，只有制度、法律、经济利益与成本效益分析的世界。像在超级市场购物那样，只面对物不接触人的经济交易，其实只占了我们经济行为的一小部分而已，大多数的交易都是镶嵌在社会网内的。在这样的交易网络中，为了使交易关系持续，交易行为顺遂，也为了取得良好的商誉，让别人产生信任，扩大自己的交易网络，互动双方都会自制，欺诈行为因此受到制止，经济秩序也因此能够维系。


  我们从事任何一笔交易，都会有防止欺诈及处理争端的交易成本。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建立我们对交易对象的“信任”时，查询信用、契约与法律，以及必要时付诸诉讼，就成了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最后保障（前提是，该社会的法律系统能执行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功能），随之而来的法律事务的相关费用也成了这笔交易中必要的交易成本。“信任”关系可节省的正是这项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交易成本。


  这笔交易倘若是长期合约，交易内容复杂，交易商品有特用性，因为交易外在情境在长时间中的多变，要想规范交易双方的每一项行为，契约就必须订得洋洋洒洒，巨细靡遗。执行契约所需的法律行为也会特别复杂，发生争端或不履行契约所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也特别高，所以在市场上从事这种交易的成本便会很高。依照威廉姆森的见解，这种交易就应该内化成为公司组织内的交易，因为将其置于一个权威体系之下，由这些权威体系协调相关的各部门从事交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格兰诺维特则批评威廉姆森忽略了市场上存在的信任关系，也高估了科层体系内权威的协调能力。实际上，市场上的信任关系可能使得长期、复杂而特用的交易，“闲话一句”就成交。而公司科层组织内的权威系统，也不必然能有效地规范、协调这种交易，由公司内的浪费、联合欺诈或内斗内耗，即可见一斑。有时，这种类型的交易，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可能反而比公司内的交易成本低，所以适合把这种交易留在市场上，台湾的“网络式劳力过程”的外包体系就是一个好例子（Luo，1997；Luo and Yeh，2002）。在市场上，有了信任关系，即使相当不愉快的情境产生，如交货延迟、交货有瑕疵、发生亏损等等，双方也会保持“善意”（goodwill），共同努力应付难关，甚或一起认捐损失金额（Dore，1992）。相关的防止欺诈成本的法律，反而变得多余了。


  镶嵌观点一方面调和了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一方面也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它一方面保留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又把个人的行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强调行动者在做一项经济行为时，固然有自己的理性算计与个人偏好，但他/她的理性与偏好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他/她会和周遭的社会网不断地交换信息，搜集情报，受到影响，改变偏好，所以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正是这样的理论架构试图调和个体行动的分析与总体结果的分析，为个体分析与总体分析之间架构一座桥。《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即为如何架构这座桥的一篇代表之作。


  本书第二章《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Granovetter，1978）解答下述问题：为什么会有集体行为产生，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暴动；为什么这个城市发生暴动，那个城市却不发生。过去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城市的人口的社会经济组成状况来加以解释，比如黑人比例、平均收入、平均教育水平等；也就是以总体统计中的平均数（mean field）来预测某一集体事件是否发生，个人行为与个人动机则变成了次要。另一类解释则认为是暴众的情绪感染，好像暴动只是一群人的非理性行为。门槛理论则预设了理性的个人行为，经过示范效应，可以变成集体行为。人际网络内的传播就是这个微观行为变成宏观现象的“桥”。


  “门槛理论”预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定的参与集体行为的动机，但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别人的参与会激发自己的动机：一方面，示范效应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参与的人数与参与的风险会成反比。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门槛：多少人参与了，我就跟着加入，这个“多少人”就是基于示范效应与风险考虑后设定的心中门槛。只要一个地方此类门槛的几率分配适当，刚开始只有少数人（可能是无理性行为，也可能是想当“烈士”）上街头；但超过另一批人的门槛，后者继之加入；另一群人受了示范又跟着起事；最后就如滚雪球般成为一次暴动。如果此一门槛的几率分配不当，则一小撮人无法引发后继加入者，暴动就不会形成，而只是街头的小骚乱。门槛理论强调的是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人口社会经济比例，所以在乎一个变量的几率分配状况，而不是一个变数的总体平均数值。透过人际传播与示范效应，个人的理性抉择就变成了集体行为。


  本书第三章《弱连带的优势》，则是格兰诺维特的成名之作。此文在20世纪70年代亦是一时之选，此后大凡人际传播、消费、劳动力市场诸领域皆引用此文，成为网络理论中谈信息传播者之标杆，亦开启了以后一连串以强、弱连带为中心的研究议题。依据格兰诺维特“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Granovetter，1973），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举例说明，A有两个强连带B和C，基于好朋友频繁互动，所以B和C有很高的机会因为A的中介而认识。A传了一个信息给B及C，B又转传于C，而C早就知道了，所以B与C间的信息通路就是重复的（redundant；Burt，1992：18）。强连带很多的一个关系网中，重复的通路也往往很多，而弱连带则不太会有此浪费。格兰诺维特又进一步指出两个团体间的“桥”（bridge）必然是弱连带。一个团体之内成员间往往互有连带，所以信息传播容易；但从一个团体传信息于另一个团体，有时仅仅赖于两团体中各有一名成员相互认识，而形成唯一的一条通路，这条唯一的信息通路就被称为“桥”。桥在信息扩散上极有价值，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但它必然是弱连带。否则，两个人间的强连带会呼朋唤友在一起，使两团体间很多成员互相认识，这条信息通路就不再是唯一的，不再具有“桥”那么高的价值。


  一系列的实验曾被用来测试人际关系在信息扩散上的效果（Milgram，1967）。有一个实验让学生指名他们的朋友，并对交情的亲疏远近给予评等；然后按指名绘出学生的关系网络，结果强连带（评等第一、二名者）往往形成小圈圈，弱连带（评等倒数第一、二名者）却会连出一张大网络。另一个实验，随机抽取一个人，要他/她把一本小册子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传出去，收到的人会被要求以自己的关系再传出去，依次传递，直到给一个指定的人。有一次指定者是一个黑人，结果传递过程中，从白人团体手上传入黑人团体的“桥”，往往被传递双方圈为“认识的人”（acquaintance），而不是“朋友”（friend）。这些实验说明了强连带需要较多的时间加以维系（强连带之所以强，就是因为互动较多），对社交时间产生排挤效果，使一个人的关系网较小，从而产生信息通路上的重叠浪费。所以一群好朋友间，信息常常会转来转去好久，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这同时也说明了“桥”往往是弱连带。若一个人拥有很多弱连带，尤其是拥有“桥”，那么他/她在信息获取上会有极大的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也常常居于关键地位。同样的，一个小区内若有许多内部连带紧密的小团体（cliques），小团体间的弱连带却很少，则信息会局限在某些团体内，传播效果很差；反之，小团体少弱连带多的小区，则信息传播快速。


  本书第四章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力市场分析》即是格兰诺维特沉潜劳力市场理论二十多年之后的总结之作，对经济学劳力市场理论的“低度社会化”观点一一加以辩正，并以社会网理论补其不足，可说是社会网理论中劳力市场研究的精髓所在。格兰诺维特以弱连带的优势来研究劳力市场，发现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中，找人与求职其实很大部分并非由市场力量来运作，而是透过人际关系的介绍，人际关系至少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提供双方讯息，一个是提供推荐，而弱连带优势理论即指出拥有弱连带多的人可以拥有讯息流通的优势，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而选择更好的工作。


  本书第五章“再访科斯”，格氏分析了企业集团这样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了“中间形式”问题——为什么在自然人或法人这样的具法定权利的个体行动者之上，还有一种以非正式关系为纽带结合出来的网络式组织，也就是企业集团？并且这一组织形式遍布世界，在多国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而格氏提出了不同于科斯定理的回答，前者强调组织形式的选择来自于理性地最小化交易成本，而格氏则看到了此一答案之外的另外一面，问到是什么样的人际信任使网络式组织之所以结合紧密？这信任来自什么样的连带？比如大多数的企业集团建基在一个家族或数个家族及其盟友之间，也有很多企业集团的连带基础是多元的，如印度就是家族血亲加上阶级（caste）和宗教关系。同时什么样的社会规范提供了这样人际信任的坚实基础？以及人际信任和威权结构如何配合运作而使得网络式组织内部的交易秩序得以维持？内部交易秩序的治理机制正是科斯之问的精义所在。


  本书第六章中格兰诺维特对社会网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他设定的议程，其核心概念置于大范围整体网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这正是复杂系统中行为与结构共同演化的主要议题，其中最引我入胜的是弱耦合结构（weakly coupled structure）的提出，强耦合结构是过分紧密的网络或权力高度集中的网络，强脱耦结构则是一片散沙或分裂出多个圈子的结构，前者丧失了多元、创新、演化的能力，后者则缺乏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只有弱耦合结构是多个圈子并存，同时圈子间又有桥相连，既保持了多元，也保持了互动。这些想法和晚近发展的复杂网和动态网研究的理念深深契合，开启了大网络（larger network）整体结构如何影响个体行动、集体行动以及系统演化的研究之路。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学知社会网理论与社会网分析方法，对国内此一蓬勃发展的实况，我甚感兴奋。只可惜此一研究取向仍未普及于全国，应用在经济现象上的研究亦不多见。国内新近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社会网理论与社会网分析尚未被有效地运用进去。近年来，社会网观点在国内甚受重视，可惜其发展止于概念的传布，而非实际地以此观点从事实证研究，枉论引介现在在美国正积极发展的“形式化”（formalized；也就是建立可实证理论模型的模型化）社会网观点。社会网理论有它自己的方法，可以把个体行动者与总体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能为个体行动者建构“情境模型”[3]。因此它不像经济学的“理性行动”理论[4]，抽离了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只谈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理性抉择，犯了“低度社会化”的失真之误。同时它视社会结构为个体行动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与结构性条件，而非决定性的力量，所以不会有“过度社会化”的社会决定的论调。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网理论的理论结构已经不止于大理论（grand theory）阶段，它的中层理论甚至理论模型都灿然具备；社会网分析又有一套完整的数学工具，可以做精密翔实的逻辑分析与假设检证。基于网络研究的前景有无限的可能，此一方法在国内的发展又正在起步，所以多年来亟思翻译一些在美国被学者高度肯定的论文，以增加国内学子对这方面的理解。格兰诺维特这本论文选集正是这样的一次努力，感谢清华大学沈原副教授的鼓励，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的支持，得有机缘来介绍这个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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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由译者罗家德撰写，首次成稿于2007年，2015年8月再次修订。


  [2] 这是格兰诺维特用语，与其他“旧”经济社会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要以网络分析为基础，并且要与经济学保持对话。


  [3] 这是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的用语。


  [4] 这是戈德索普（Goldthorphe）的用语，意即人是以极大化本身效用为目的而行动的。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1]


  简介 镶嵌问题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是社会理论中一个古老的问题。既然这类关系总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它不存在的情境只能经由人们的“思维实验”来加以描述，比如霍布斯（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始情境”（Original Position）。多数的功利主义者，包括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而自利的，鲜少受到社会关系影响，因此也预设了一个和上述思维实验相去不远的情境。另一端的思想则强调“镶嵌问题”：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极大的错误。


  这篇文章就是在探讨镶嵌问题。镶嵌的观点长久以来就被多数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认同。他们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社会网的，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类行为已经变得比较独立了。这类观点视经济为现代社会中逐渐分离并分化的领域，经济交易逐渐取决于个人基于自利的理性算计，而不再与社会及亲属责任有关。他们有时甚至还强调传统也反向而行，不但经济生活不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反而是社会关系反映了市场力量。镶嵌的观点向来为人类学的“实质论学派”所主张，尤其是波兰尼（Karl Ploanyi，1944；Polanyi，Arensberg and Pearson，1957），这种观点也与历史学与政治学中的“道德经济”相仿佛，马克思的思想也明显与之类似。


  经济学家很少持上述看法，多数认为早期社会中存在的镶嵌问题在现代市场中相对不甚重要。亚当·斯密即持此论：“人性中有一种以物易物或交易商品的倾向”（Smith，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他同时假设劳动力是产品的唯一要素，所以劳动力成本决定交易价格——这是古典交易理论的主张（Smith，1776/1979，第一卷第六章）。自1920年以降，一些人类学家也采取了与经济学家相同的看法。这些所谓的“形式论”者认为：即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仍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因此新古典经济分析依然有效（Schnei-der，1974）。这个论点近来有了新的发展，一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史学和政治学的同道发展出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一般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先前所说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其实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比如，North and Thomas，1973；Williamson，1975；Popkin，1979）。


  我的看法与上述两个学派都不相同。一方面，我以为经济行为的镶嵌程度在前市场经济中比“实质论”者想象的低一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没有那么剧烈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以为镶嵌现象如“形式主义”论者与经济学家所言的那么不值一提。在本文中，我不试图将问题局限于非市场社会之中。相反，我会以镶嵌问题的理论发展为文章主轴，并将以现代社会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显示镶嵌观点的价值，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哪些交易由市场负责，哪些交易则留在科层组织（hierarchy）之内？这个议题最早被威廉姆森提出，现在则以“市场抑或科层”的争论成为相关学界的研究焦点。


  社会学与经济学内的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


  罗恩（Dennis Wrong，1961）曾抱怨，“在现代社会学中，人被过度社会化了”——亦即人被视为完全敏感于他人的意见，并完全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这些价值和规范经由社会化过程成功地内化，所以这种屈从十分自然，人们毫无反抗。在那时，这种观点多少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立场。它多半导因于帕森斯认识到霍布斯所提的社会秩序问题，并试着提出不同的解答，以有别于霍布斯和功利主义论者的低度社会化观点（Parsons，1937：89-94）。罗恩不同意功利主义论点，也强调行动者必镶嵌于社会脉络之中——这是与霍布斯之思想不同的关键处——但他却警告说，不应该夸大镶嵌的程度，以及镶嵌消弭冲突的能力。


  
    社会学家经常提醒人们去注意，人在不同的情境中都渴望并努力争取同侪的好评，尤其是那些强调人的动机的理论与意识形态……所以社会学家总是证明，工厂工人对同僚的态度比经济动机还敏感……我当然不试图批评这类研究，但我所反对的是……虽然社会学家批判那些忽略了一项人类行为重要动机的研究，然而，争取他人认同以形塑良好自我形象的这一动机，已先入为主地占据在他们的思维之中（Worng，1961：188-189）。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相反地，延续着功利主义的传统，主张社会性孤立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这些论点假设，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内，没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能明显地影响总体需求与供给，并因此而操控市价或其他交易条件。一如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言，如此理想的完美市场，“由一群无名的价格接受者——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所组成，他们拥有完整的信息，彼此之间却毫无社会性的接触。在完全竞争之下，没有讨价还价、折冲樽俎、反驳抗辩与相互调适的余地，仿佛使人们相互认识及维持关系的立约过程都不存在”（Hirschman，1982：1473）。


  一般人们相信，理想的自由竞争市场之所以能逃过学理上的攻击，部分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对许多人具有政治性的吸引力。另外一个比较不为人所熟知的原因则是，去除了社会关系，人们就可以在经济分析时去除社会秩序这个因子。在霍布斯的论点中，不引发冲突的社会或经济交易端赖信任与诚实；但社会失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下，当人们既无社会关系也无制度规范时，信任与诚实是不存在的。霍布斯以为解决失序的良方就是威权统治，而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相对应的古典经济学的主张，却恰好与之相反：威权政治完全无益于自由竞争市场。自由竞争使得任何个人无法操控交易条件。如果一个交易者遇到了复杂或困难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不信任或不诚实的情形，他/她只需换一个愿意以市场行情诚实交易的对手就好了，社会关系的功能多多少少是不切实际的。


  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因此以为，交易双方有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只是自由市场的累赘而已。最常被引用的话是亚当·斯密的抱怨：“交易的参与者很少见面，即使为了余兴欢娱，他们的对话不是为了联合图利，就是为了涨价的奸计。”然而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却没有考虑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强调应该有一项规定，强迫所有的交易参与者公开登记；因此，可以让“原本互不知晓的交易各方互通消息，有个渠道去找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不完美的政策建议，而是斯密把社会性孤立当作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Smith，1776/1979：232-233）。


  许多经济学家对“社会影响”的看法，是视其为行动者熟悉社会风俗、习惯与规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机械性的，自动自发的，完全枉顾个人的理性选择。这种观点则又接近于罗恩的“过度社会化”。一如狄森帕瑞所开的玩笑：“经济学家讨论的是人如何做决定；社会学家则讨论人如何不能做决定。”（1960：233）。以及布朗在描述“社会学家式决定”时所言，人们的行动总是被假设“依从于风俗习惯，或义务，或做当然该做的事，或正确而适当的事，或公平正义的事”（1977：17）。


  不管过度与低度社会化有何明显不同，很讽刺的是：两者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在低度社会化观点中，孤立来自褊狭的自我利益追逐；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孤立则来自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内化，当时情境的人际关系只有敲边鼓的效果而已。来自社会的内化的行为规则并不曾明显地与功利主义区隔开来，因为后者的效用函数的来源仍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它可以是来自社会价值与规范——一如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两个观点对社会秩序的解答因此合而为一，共通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这项合而为一早为霍布斯的《利维坦》所预见。在“自然状态”中不幸的居民们，原本因为他们的自由自立而导致社会失序，如今欢娱地臣服在威权之下，因而有了良好的行为；靠着社会契约，他们由低度社会化一跃而为过度社会化。


  当现代经济学家考虑社会影响时，一变低度社会化观点而为如上所述的过度社会化观点。他们一反社会影响是虚幻的态度，反而坚持在社会影响如何运作的问题上进行讨论。举劳动力市场二元论为例，皮奥雷（Piore，1975）强调，不同劳动力市场区隔内的工人有着不同的决策模式，相对应于中产、劳工与低阶层次文化，高初级、低初级以及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也因循理性选择、习惯与指挥控制而做出决定。同样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在研究美国教育时指出，不同的阶级因为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展现了不同的认知方式。那些要进入低级工作的人会被教育成规则的服从者，而精英分子则加入精英的四年制大学，“学习适应与上流社会打交道……当他们要掌握一种行为法则时，他们不是被导向同一社会阶层就是较有野心地向上一个阶层学习”（Bowles and Gintis，1975：132）。


  然而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社会影响个人行为实在是太机械化了：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或职业市场区隔一旦已知，完美的社会化就使他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决定。社会影响就像自然神论者（deist）的上帝，一旦以一股力量让静物动了，就放任不管，不再加力——这是一股足以改变人的行为，并注入人身心之内的力量。我们一旦知道这股决定性力量，当时正在作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好像都变得无足轻重似的。社会影响已经注入人的大脑之中，所以在实际下决定时，个人就像“理性的经济人”一般，只是依照不同的规则下决定。比较精密的理论（也是比较不过度社会化的论点）则指出，文化的影响不是一次决定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不断在人际互动之间塑造或重塑个人。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因为个人的需要而受到重塑。


  即使有“异数”的经济学家认真地考虑社会关系，如莱宾斯坦（Leibenstein，1976）和贝克（Becker，1976），他们也一致地忽略了社会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关系在各类关系中的相对位置——也就是社会关系历史性的与结构性的镶嵌问题。人际连带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被定型化、一般化了——缺少特定的内容、历史与结构位置。行动者的行为被视为导源于他们的角色位置与角色集合。我们因此有很多理论讨论工人与老板、丈夫与妻子，或罪犯与执法者之间如何互动，但却缺少这些角色名目之外自主性个人的人际关系内容。这也是帕森斯社会学中结构主义论者受到批评的一点——相对于依附基本价值的、恒常不变的角色结构，个人关系的特殊性在概念架构上被弃于一个次要的地位。在经济学的模型之中，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十分吊诡，即使个人决定似乎包含了他人的影响，但仍旧是社会性孤立的决定。因为经济学分析的一组个体——通常是两人，也有时是较大的团体——都被抽离于社会脉络之外，他们的行为孤立于其他团体及自己内部的关系历史。孤立问题并没有因为分析单位变成两人或多人而消弭。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行动者完全依从于被赋予的角色——被用来补足孤立的、低度社会化的观点。


  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造成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在下文中，我将显示镶嵌观点如何在理论上与实证上改变对经济行为的研究。我先集中关注经济生活中的信任与欺诈问题，然后借着“公司外市场抑或公司内科层”的议题来显示镶嵌观点如何分析问题。


  经济生活中的镶嵌、信任与欺诈


  溯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已经对过去一向被忽略的信任与欺诈问题发生兴趣。威廉姆森就曾注意到，行动者不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且追求“机会主义”——“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人远比自利假设所揭示的人来得更复杂，更不可测”（Williamson，1975：255）。


  这点明了一个现代经济理论的假设，那就是人们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霍布斯的问题——那些自我利益追求者如何可能不使用暴力与欺骗——在这个假设之下被巧妙地避过了。如同霍布斯清楚看见的，“自利动机”之内没有内在的力量可以排除暴力与欺诈。


  这个假设之所以能被持续下来，部分是因为在自我规范的市场内，竞争压力在想象中能压制暴力与欺诈。然而这个概念也“镶嵌”在经济学史之中，有史脉可循。在《热情与利益》一书中，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77）展示了从《利维坦》到《国富论》的一段人类知识史上充满张力的时期。霍布斯关于社会秩序的论点，强调人有把别人置于掌控之下的动机，尤其是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动机，但这种动机不再是不可控制的“热情”，而变成了被驯服的温和的日常活动。这一论点的被广泛接受是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互补的有力证据：孤立的行动者把行为的规范标准完全内化，因此保证了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有秩序的交易。


  对这种论点的信心近来却受到侵蚀，主要是因为个体经济对不完全竞争的注意。在这类市场内，往往有少数厂商拥有超低成本或垄断技术。如此一来，自由竞争无从发挥功效以阻止欺骗，于是乎，经济生活中欺诈与不信任的老问题又重新浮上台面。


  就此一问题，在经济学文献中可以找到两个答案，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的答案，另一个则是过度社会化的答案。低度社会化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这一派人的主要兴趣是拿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比如，Furubotn and Pejovich，1972；Alchian and Demsetz，1973；Lazear，1979；Rosen，1982；Williamson，1975，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1981）。他们认为，法律、历史、政治、社会的力量其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解决一定的经济问题。这种论调听起来类似于20世纪40～60年代的结构功能论社会学家，但多数的论点却通不过默顿（Robert Merton）在1947年对功能性解释定下的基本检证。举例来说，斯科特的观点强调，欲了解任何经济制度，只要我们“推论，相对应于演化的问题，必有一个制度发展出来。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Schotter，1981：2）。


  欺诈是令人生厌的，聪明的制度设计会使欺诈行为付出高昂代价，这种讲法——早先并不曾被用来作经济功能上的解释——现在则渐渐被用以解释欺诈的防止。注意！制度设计并不是用来产生信任，而是取代它。主要的设计是明确或暗含的契约（Okun，1981），包括延迟补偿计划和强制退休——可以减少躲避工作或卷款潜逃的意图（Lazear，1979；Pakes and Nitzan，1982）——以及权威结构以直接命令做重大决定用来矫正机会主义（Williamson，1975）。这些都是低度社会化论调，因为去除了制度化的设计，他们并没有考虑具体的个人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义务在防止欺诈上的功效。用制度设计取代信任导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也就是理性的个人会有动机发明各种方法钻制度的漏洞；于是乎，很难想象日常经济生活不会为更多欺诈的诡谋所污染。


  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必有一定的相互信任存在才能遏阻暴力与欺骗；但他们却将信任的来源解释为由于“普遍道德”的存在。比如，肯尼兹·阿罗就认为，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地运作贡献良多”［Kenneth Arrow，1974：26；也可参考Akerlof（1983）对为什么有诚实的探讨］。


  很少有人现在仍会怀疑“普遍道德”的存在，否则的话，在加油站加了5元的油，你就不敢把20元一张的钞票交出去。但是这个概念却采用了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认为诚实是普遍而自然的反应，然而道德行为在经济生活之中既不普遍也不理所当然（众所周知，加油站常常到了晚上就不找零了）。


  试想一个“普遍道德”确实发生作用的例子：传说中的一个经济学家，不符所有经济理性地，在离家很远的路边餐厅里留下小费。注意至少有三点使这项交易很不寻常：①交易双方过去不认识；②他们不太会再一次交易；③他们交易的内容也不会传扬给交易双方的熟人听。我以为只有在这种情境之下，没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才能归功于“普遍道德”。即便如此，如果交易金额相当庞大时，我们仍要怀疑“普遍道德”还管不管用。


  镶嵌的观点则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每个人都喜欢和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这说明大家并不满意于普遍道德以及制度设计的防弊功能。经济学家曾指出，不欺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伤害到一个人的名誉；但这又是以低度社会化观点看待名誉，视其为一种一般商品，认为名誉可以由“几次欺诈机会中骗了几次”加减乘除地计算出来。实际上，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使用这种“一般商品”式的信息；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寻求更好的信息。比“听说某某人很可靠”更好的信息，是你所信任的人与这个人有过打交道的经验，而且说他/她可靠。自己与这个人打交道的经验甚至是更好的信息。这个信息好是因为：①它便宜；②一个人最信得过自己的亲身经验——这种信息最丰富、详尽而精确；③一个人如果与交易对方有持续的关系，就会有保持诚实的动机，以免伤害到未来的交易；④除了纯粹的经济动机之外，长期的经济关系常常带来社会满意，进而使人对信任有所期待并避免机会主义。


  我们绝不至于怀疑亲密朋友间这四点的功效。它确实让我们觉得好友的行为会符合预期，因而消弭了和陌生人互动时所带来的恐惧与困难。举例来说，为什么人们会在失火的戏院中惊慌失措而推挤向大门，导致可悲的灾难。集体行为的研究常以为这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但是布朗（Roger Brown，1965：ch.14）却以为，这情形基本上是博弈论的“N名囚徒困境”（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其实推挤者都是理性的，但他们却没有信心相信其他人都能冷静而有序地走出大门，即使大家都知道这样会使大家都好一些。然而在充斥于夜间新闻的火烧屋事件中，我们很少听到家人会互相推挤践踏。毕竟在家庭之中没有“囚徒困境”，大家对别人都有信心，相信家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


  在商业关系中，信心的强度会有极大的不同，“囚徒困境”却可以因为人际关系的强固而被消弭。这种强固并不是交易者的资产，而是具体关系的本质。标准的经济分析忽略了交易者过去的关系史，但是理性的个人凭着他们对关系的了解却知道要利用这些关系。他们对一般声誉不太感兴趣，却对特定个人是否会诚实地与自己做生意有兴趣得多——后者主要来自他/他们或她/她们的接触经验是否满意于过去的交易。个人往往以这种眼光看事情，即使置身在一个几近于典型的自由竞争市场中，如格尔兹分析下的摩洛哥市集（Geertz，1979）。


  直到现在，我已经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但是如果我拒绝乐观的功能论，而代之以另一种功能观点，以为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则是有些危险的。两种论点可以降低这种危险。第一，视其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个答案，但镶嵌观点却不如另两个观点那么全面，毕竟社会关系网络穿透经济生活的方式很不规则，也随着不同的生活层面而深浅不同，因此我们熟知的不信任、机会主义与失序也不可避免。


  第二，认为社会关系确确实实是信任和诚实行为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保证这些的充分条件，甚至还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集体舞弊与冲突。三点原因需加以说明。


  （1）因人际关系带来的信任会真真切切地造成更好的欺诈机会。如众所周知的，“你总是伤害你所爱的人”；对人的信任会比和陌生人在一起更易受到伤害（在囚徒困境中，如果知道共谋者会否认罪，则更理性的抉择是承认犯罪，个人关系在打破这个困境中会比被欺骗的一方想象的不对称得多）。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是“信心”游戏中的一体两面。人际关系，有时甚至是长期关系，往往包含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商业世界中的一些犯罪，如盗用公款，如果没有预先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帮助操纵银行账户的话，则不可能发生。愈完整的信任常常导致获利愈丰的欺诈。这种例子毕竟不多，主要是因为人际关系与名誉所能发挥的力量的限制；它固然定期发生，却又不是经常可见，足证这种力量的有限性。


  （2）团体的暴力和欺诈往往最有破坏性，而这个团体内部一定会有相互间的信任——“道上朋友间的道义”——这信任常来自先前存在的关系。回扣及图利他人，或操控、围标、绑标这类精密计划是不太可能一个人完成的，事件曝光往往表示一群人已经秘密运作了很久。执法的努力往往包括找到一个犯罪网络的切入点——一个肯认罪的人，并导引他人认罪，然后滚雪球般地互相指认直到真相大白。


  坚实的信任与可怕的欺诈都来自人际关系。波瑞斯（Yoram Ben-Porath）本着新制度经济学中功能论的论调，强调光明的一面：“持续的人际关系会使精明、自利甚至有点作风大胆的个人有所自恃，否则这种好行为一定会被视为愚蠢或利他主义。价值不菲的钻石竟然可以在握握手之间就交易成功”（1980：6）。接续这个正面的说法，我要补充的是，这个交易之所以可能，部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镶嵌在钻石商的紧密圈子内，大家监控相互的行为。就像其他紧密的社会网一般，他们也有明确的行为标准，易于监控也易于快速传递欺诈的消息。但是随这种程度的相互信任而来的诱惑也不容小觑，钻石交易就曾有几起众所周知的“内贼”盗窃，以及1982年4月赫赫有名的“CBS谋杀者”一案。案件中，钻石公司的老板试图从假交易里开出发票从事欺诈。这需要他的会计人员配合，其中一人接受调查人员调查并要出席联邦法庭作证。老板下令谋杀这名会计连同她的助理，结果三名前来帮忙的CBS技师被一并枪杀了（Shenon，1984）。


  （3）暴力与欺诈造成的失序程度端视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而定。霍布斯夸大了自然状态内的失序程度，在缺乏持续社会关系的情形下，人们只能期待毫无计划的冲突。更大规模的失序导因于交战分子的结盟，没有先前的人际关系，结盟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不用“战争”这个字眼形容冲突，除非冲突各方不断结盟直到变成两边对立。战争只发生在关系无法分割时，且参与者分别加入主要的交战双方，以在未来的冲突中攫取利益。商业世界亦然，往往冲突不会太剧烈，除非各方召集其他公司做盟友以升温冲突，像在企图接管的时候那样。


  失序和欺诈当然也会在没有社会关系的情境下发生。这种可能性在前文中谈到社会关系可以阻遏欺诈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但是欺诈程度在社会性孤立的情境下也势必不高；顶多是偶发、不关联的小骗局而已。霍布斯的问题的确是问题，但是当使用社会结构的平抚效果解决问题时，我们却见到远比“自然状态”还严重的失序的可能性。


  镶嵌观点分析经济生活的信任与秩序问题时，在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以及低度社会化的非人性制度安排之间，发展出对具体的社会关系形态的分析方法。不像另外两个观点以及霍布斯的立场，它不做出（也不太可能做出）普遍秩序或普遍失序的预测，只是假设社会结构会决定哪种结果。


  “市场抑或科层”的问题


  为了举一个镶嵌观点具体分析经济生活的例子，我批判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市场及层级》（1975）与其他文章（Williamson，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1981）中的一个有力论点。威廉姆森问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他的答案反映了典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以为在任何情况下组织形式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那些经常发生、结果不确定，又需要特殊投资的——如金钱、时间、精力的投资不能轻易转成与其他人做其他交易者——交易较可能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比如只买一次标准化设备的——较可能在公司间交易，也就是跨越界线，进入市场。


  前一类的交易为什么留在公司之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理由是“有限理性”，经济角色没能力妥切安排复杂的一连串偶发事件，尤其是处理长期合约。当交易内部化后，它不再需要处理这些偶发事件；相反，它可以利用公司内的“控制结构”掌控这些交易，而不再仰赖复杂的协商。第二个理由是“机会主义”，经济角色在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会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包括欺诈。机会主义会受制于威权关系以及公司内交易各方同仁的交互认同，而这个认同在跨出公司的市场对手间就小得多了。


  诉求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让我们对霍布斯的分析有了再认识，虽然这限于经济领域之内。威廉姆森论点（Williamson，1975：30）内的霍布斯风味可用下面的话一语道出：“当争执发生时，内部组织不像独立合约（相互独立公司间签订）那样受到一些难题的困扰。虽然公司之间的争执也多半在法院外和解……但有时十分难解而且公司间关系受到伤害。所费不赀的诉讼有时在所难免。内部组织，相反地……可以借命令平息争端——一个极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工具性的差异。”他注意到复杂而重复的交易需要相关各部门长期的关系，但是机会主义会打断这种关系。在长期关系历程中，要适应多变的市场状况，对一纸合约而言是太复杂也太不可测了，而且善意的初始承诺在没有更高权威当局时也变得无法强制执行。


  
    一个常见句子——“在情境改变的时候，我会负责地行为，而不会寻求私利”。在没有机会主义时这是可以成立的。然而这话在无法强制执行时，并且人们总有倾向说一些错误从而误导别人（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当一方提出因应情境改变的提案时，买卖双方会战略性地为新增利益的处置讨价还价。为了避免收益会被次要目标的追求浪费殆尽，有效的因应法或被提案也导致花费不赀的往来争辩，或者干脆大家都不提了。为了抑制机会主义，以带来信心，一个监控结构明显是需要的（Williamson，1979：241-242）。

  


  这段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主权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孤立而看不见的市场，但少了因完全竞争而有的纪律——一个低度社会化观点，忽略了在不同公司中社会人际关系带给经济生活的秩序。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06-108）也认识到这个市场图像并不很合适：“诚实行为的规范有时也伸入市场之中，并被团体压力强制执行……公司间重复的人际接触会让交易各方保持最起码的善意与关心……另外，对更多生意的期待也会劝阻赚一次就跑的念头。不管是在社会上或交易时，个人的野心因预期会被同侪排斥而遭遏止。一个公司公平的声誉是不容浪费的商业资产。”


  这里开辟了一条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市场行为的路。但是威廉姆森却把它视为例外，也不认为他所谈的双边关系其实是镶嵌在更广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我则强调，新古典模型中所谓的“市场”实际上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所有的交易都充斥着上述的社会接触。公司间交易并不必然比公司内交易更甚于此——很可能，公司内社会关系网络平均起来比公司间网络更密集也更持久——但我所需要展示的是，（以威廉姆森的话说，在“市场”上的）公司间交易有充分的社会性质可以保证，如霍布斯自然状态般的复杂市场交易必须要内化进公司的行政科层来解决。


  我们四周围绕的证据显示，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亚当·斯密所深恶痛绝的商业结盟仍然是很重要的。众所周知，不论大小的很多公司，其指挥系统是相互牵连的，所以公司主管们也有着紧密的人际关系。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互相濡染，尤其是商场精英间的关系，是商业社会学研究的最主要成果（如，Domhoff，1971；Useem，1979）。在马考利研究法律诉讼到底对解决商业争端有多大帮助时，他注意到争端“被解决，多半不会用到契约或可能的甚至实际的法律制裁。大家在协调时都不喜欢谈到甚至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的‘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一边凉快，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因为合约执行有瑕疵而告官的事几乎没有”（Macaulay，1963：61）。他进一步解释：


  
    两家公司的最高主管可能互相认识。他们也许会在政府或公会的委员会中坐在一起。他们或许也有社会性关系，甚至参加一个俱乐部……即使合约可以在谈判中完成，但细心擘画的安排往往也带来双方不愿见到的交易关系。在如此小心翼翼的关系中，所能得到的商业成果也止于一纸合约上所列的。如此小心安排意味着不信任与拒绝友谊，使合作关系变成了对立的商业关系……威胁要诉诸法律只需要付点邮费和电话费就好了，但很少人能巧妙地使用它而不中止公司间的关系。（Macaulay，1963：63-64）

  


  不止是公司的最高层之间会有人际关系的纽带，与交易有涉的任何一层都会有关系。举个例子，如在工业采购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买卖关系绝对不像古典理论里的现货市场模型。有人指出，“证据一致显示，一定要有一些‘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使它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我们很快就可以想到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毕竟找新供货商并建立新关系是所费不赀的，而且人们喜欢使用已有货源。和熟人打交道，相对地可以降低交易风险，并且很可能他们已经和供货商代表建立了有价值的私人关系”（Webster and Wind，1972：15）。


  相同地，马考利也注意到销售员“经常十分熟识采购人员。相同的两个人也许生意来往达5～25年之间，互利互惠。销售员会告诉对他们好的采购员有关竞争者、缺货或涨价的闲话”（Macaulay，1963：63）。卖方如果不满意他们的顾客“会变成销售员与采购员闲言闲语的话题，而这类话题却充斥着采购协会、商业公会，甚至乡村俱乐部或社交场合……”（Macaulay，1963：64）。在这些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生意里，解决争端变得容易很多：“即使各方对问题发生时有清楚细心的协议，比方说送货被延误了，他们从不会依照协议行事，反而会立刻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好像没有协议存在似的。一个采购员说出一般的商业态度，他说，‘假如事情来了，你会把对方找来在电话上解决问题，但不会把契约中的法律条款读给对方，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做生意的话。如果一个人还想保持商业关系，他/她不会随便把律师找来，必须保持良好的风度’。”（Macaulay，1963：61）


  这种商业形态在其他国家中或许更容易看到，这常常被解释为“文化”使然。如一个记者报道的：


  
    友谊与长期关系在任何地方都会影响商业关系，在日本尤其如此……在下班后的酒吧或夜生活俱乐部里，重要的个人接触在此建立并渐渐获得滋润成长。一旦这些关系被建立，它们是不容易破裂的……这种日本商业界内紧密的联系长久以来一直是外国公司想打入日本市场的大障碍……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一个伯克利的教授）相信……日本企业集团内基于数十年关系而有的排外的相互交易，并不以经济竞争为考虑……才是真正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日美之间的贸易）。（Lohr，1982）

  


  在很多产业中，密集使用的外包制使公司间持久关系有机会萌芽，这种关系不需要在公司内层级地组织起来。比方说埃科斯引述很多国家制造业的例子，当工程计划“不需由制度化的竞标来发包时……承包商与转包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稳定的而且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关系很少是经由竞标建立的。这种‘准整合’形态导致了我所称的‘准公司’。对纯粹的市场交易或正式的垂直整合而言，这常是很受欢迎的整合形态”（Eccles，1981：339-340）。埃科斯认为，这种建基于承包商与转包工间社会关系的“准公司”，是一种介于自由市场与垂直整合之间的组织形式。我则认为它不是经验上的中间形态，毕竟真实的自由竞争不常存在。制造业的例子比其他的商业互动，如买卖关系，更接近垂直整合，因为转包工不但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承包商，而且还要接受后者的监督。尤有甚者，在经常是固定价格的合约中，“明显地鼓励了对质量要求的规避”（Eccles，1981：340）。


  一个垂直整合的公司内的科层结构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强调承包商与转包工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深深镶嵌在制造业的小小区域内，可以造就符合期望的行为标准；比起纯粹的威权关系，它更能满足防止欺诈的需要。埃科斯对麻省住宅制造的实证研究显示，这种转包关系不但是很长期的，而且不管一个承包商一年之内有多少工程计划，他很少在一件工程中雇用两三个以上的转包工（Eccles，1981：349-351）。除非有过多的转包工可供选择，否则一般都是如此。这个现象也可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明——经由“持续合作，双方会养成一起工作配合良好的癖性，并从中得利”（Eccles，1981：340）——但这也必然牵涉个人的主观欲望，想从日常工作里的社会互动中获取满足，这种满足在每次交易对象都是陌生人的超级市场内，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像在其他的经济生活中一样，社会关系与纯经济交易的相互重叠扮演着关键角色。


  有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评论也顺道一提。威廉姆森认为，科层结构的公司比市场交易有利的一点，是能够在员工间传递精确的信息。他强调“公司内考绩评量（experience-rating）的最大障碍就是沟通。与公司比较，市场缺少一个丰富而通用的评量语言。如果判断是十分主观的，则沟通问题尤其严重。如果由几个对某位工人个性十分熟悉的人——经常是他/她的顶头上司——来评量，则科层的优点在这时候特别明显”（Williamson，1975：78）。认为对某一位员工的认识只会在公司内流传，却不会在公司间流传的想法，显然忽略了公司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的社会互动网络。关于一个员工的信息会在公司与公司间流传，不只是因为这些公司间会有个人关系，也是因为，如我所述的（Granovetter，1974），美国公司间跳槽风气盛行，保证了一些人员在其他公司中亦有名气，如果这些公司有可能需要他们的服务的话。更进一步说，公司内的评量信息必须精确并公正地遵照升迁规章得来，这想法实在是幼稚了一点。我们可以说，如同威廉姆森所说，“内部升迁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措施，因为员工可因不同的才干与合作程度，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报偿”（Williamson，1975：78）。这实在是一个“理念范型”，它竟然以为升迁是对努力工作的报偿，但我已经指出，在现存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升迁与努力只是有限相关（Granovetter，1983：40-51）。


  我的另一批评是，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他的术语，“命令”）的效率。他主张，举例来说，内部组织有强大的稽查力量：“外面来的查账人员典型地只能看看档案纪录……而一个内部稽查员相反地却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内部稽查员虽不是同党，但他/她看待自己及别人看待他/她都以工具的眼光视之，外部稽查员则被视为另一边的人，他/她的动机令人起疑。稽查员所得到的合作也因此不同。外部稽查员只能得到表面公事的合作。”（Williamson，1975：29-30）有关公司间稽查的文章很少，但有一篇全面详尽的文章，就是道尔顿的《经理之人》（Men Who Manage）对一家大化工厂的研究。公司中枢对零件的稽查照理该是抽查，但事先往往会给通知。下面解释了内部稽查时高度合作的实况：“盘点零件的通知会在经理人间引起一阵骚动，他们会把一些零件或设备藏起来……不要盘点的原料则被移到①没人知道也找不到的地方；②脏的没人想去的地下室；③在检查人员巡回检查的路上已经检查过的部门；④原料可以被制作成零件的地方……事情发展下去，部门主管间相互利用对方地下室或储藏间的行为已经变得组织化、有效率了”（Dalton，1959：48-49）。


  道尔顿的文章很技巧地显示，任何成本会计决算都是高度模糊的，所以也可以被政治化，而不单纯取决于讲求效率的技术过程。他利用化工厂内之维修部门与制造部门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地加以解释：维修工作如何被估算成本，往往和部门主管与维修人员的私交有关，而不会谨守工作时间会计决算的原则。尤有甚者，急进型的主管还会不断地催促维修人员，“或靠着交情，甚至靠着恐吓及暗示的威胁。当所有主管的科层都相同时，一个主管的影响力往往和他/她部门未修好的设备数量成反比”（Dalton，1959：34）。当被问及为什么可以逃得过稽查人员的耳目时，消息来源告诉道尔顿，“假如稽查员必须逛着没事管闲事，他/她能看到什么？假如就算被他/她看到什么，也会被示意不要乱讲……那些家伙（部门主管）在成本会计部内都有内线。这里有一堆方法逃避独立稽查”（Dalton，1959：32）。


  道尔顿所说的会计人员可惜不是代表性样本，所以总有人争辩这只是例外。但是相同问题却发生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上——一个公司内各成本中心间交易物品的价格。这里，威廉姆森论及虽然贸易部门“有利润中心立场，但这只适用于非常有限的范围……成本加总的计价原则，以及加以一些变化，排除了供应部门利用它在公司内的独占地位寻求垄断价格。同时，贸易部门的管理会更倾向于寻求合作”（Williamson，1975：29）。但是在深入对转移价格做实证研究时，埃科斯对13个公司内150名经理访谈后得出结论，以成本为基础的计价方法并不能以纯技术方式加以执行，因为“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去判定成本……当购买的部门没有足够管道去了解成本是如何估计得来的时候，以成本为基础的计价方式总是问题丛生……市价则很难被精确算出，毕竟内部采购是基于命令而进行，这些中间半成品并不卖到外面去……对于利润涨了多少没有明确的答案……”（Eccles，1982：21）在决定转移价格的强烈冲突中，政治运作将有力地影响谁界定的“成本”会被接受：“一般而论，当转移价格的决定实际上增强了我方的权力和地位时，就被认为公平合理可被接受的。反之，则有数不尽的策略或听起来十分合理的原因冒出来争辩它的不合适性。”（Eccles，1982：21；也见Eccles，1983：26-32）埃科斯注意到，“讽刺的是，很多经理人觉得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还难，虽然内部的垂直整合假设上应该带来一些好处”（Eccles，1983：28）。


  因此，过度社会化观点认为，公司科层内的命令可以导致服从，让员工把公司利益带回公司内来，压制员工间的冲突。这似乎经不起上述实证研究的验证（或是违反了我们在实际组织中的经验）。更进一步指出，尤其如道尔顿巨细靡遗的民族志研究，拒绝组织利益对个人或部门的入侵需要人际网络的紧密结合。从管理的角度看，这种结合会产生集体欺诈；这是不可能由社会性孤立化的个人掌控的。实在地说，道尔顿指出，部门主管们联合起来突破中央稽查的合作程度，“在正式活动中是绝无仅有的”（Dalton，1959：49）。


  此外，在低人员流动率的多科层大公司中，内部劳动力市场及升迁渠道都十分制度化，这种联合突破稽查的情形就更加可能。当很多员工都有长期合约，分享了紧密与稳定的关系与相互了解，政治同盟得以建立，联合欺诈的条件也就成熟［参考Homans（1950，1974）相关的社会心理学讨论；以及Pfeffer（1983）有关“组织人口学”的讨论］。詹姆斯·林肯（James Lincoln）在相关议题中注意到，在典型的韦伯式科层制里，组织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关。科层制预定了各职务间的固定关系，人员流动在理论上丝毫不会影响组织的运行”（1982：26）。他接下来的总结说，然而“当人员流动率低的时候，职务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1982：26）。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论及，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的要重要些，而公司内的威权则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力。一个较均衡而对称的想法会注意到市场内各公司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公司内的社会连带。权力关系必须被注意，以免过分强调社会关系在市场中做润滑剂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冲突是真实存在的，从众所周知的公司间诉讼到商业杂志上报道的偶发的“割颈竞争”。既然有效的权力运作可以阻止流血的公开战斗，我们可以假设这些战斗只是实际利益冲突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已。冲突会公之于世都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的缘故；回想一下，这差不多等于霍布斯“自然状态”中“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但是当一家公司的权力地位具有明显优势时，另一方会很快签下降书以免更多的损失。这种降书也许根本不用明显的冲突，只需清楚地了解对方的要求就好了［一如最近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商业生活霸权，参考Mintz和Schwartz（1985）］。


  虽然一个公司到底能够多大程度地掌控另一家公司仍有争论，但是已经有成篇累牍的公司间指挥、工业公司对财务机构以及二元经济（Dual Economy）方面的文章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显示，权力关系不能忽略。这还提供了理由去怀疑，为什么平起平坐的各方协调无法解决时要靠置各方于更高科层之下来解决。事实上，很多这种情形是靠着或明或暗的公司间权力关系来解决的。


  最后，一个简单的评论，也是工业社会学以及组织社会学所熟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公司内具有重要性。“正式”及“非正式”公司组织的分野是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我们实在不必再重申，“公司乃是依照正式组织章程建构的”。这种观点在社会学眼里实在幼稚无知。与目前讨论有关的是，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确实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但却不能明确地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另有一说，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参考Feld，1981），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如果交易发生在市场上，则各独立单位间的连带将较不紧密。也许，人际互动网络才是解释新组织形式效率或高或低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威廉姆森“市场或科层”观点与这里谈的镶嵌观点有什么不同。威廉姆森以让复杂的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我所举的实证研究却显示，即使在处理复杂交易时，市场上——也就是在公司之间——仍可见到高度的秩序，公司内也可以见到相当程度的失序。并不如威廉姆森所预期的，相反，这些实际上取决于公司间及公司内个人关系及关系网络的性质。我以为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较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


  一笔交易会留在市场上或垂直整合进公司内，我们可以由此得到一些启发。比方说，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当交易的公司间缺少社会网或关系网络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交易就有压力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反之，若存在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的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样的压力便不复存在了。


  我使用“压力”一词，而不武断地预测垂直整合都是这样来的，是为了避免隐藏在威廉姆森假设中的功能主义：认为能够观察到的组织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在我们接受这个假设之前，两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①以效率为准的物竞天择方式运作良好；②行动者要有能力和资源建构垂直整合的公司以解决效率问题。


  但是威廉姆森从来未谈到产生有效率组织的物竞天择的压力。就像大多数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样，这项亟待阐释清楚的道理却被晦涩不明的达尔文式论点一笔带过，以为在生物界自然淘汰的结果自然产生有效率的解决方式，不管方式从何而来。所以一般咸信，不是所有的商业主管“都能精确地掌握他们的商业机会且正确地反应。但是时间一久，（垂直）整合会走向让有较高理性者（基于交易成本与规模经济的计算）拥有较大的生存能力”（Williamson and Ouchi，1981：389；也参考Williamson，1981：573-574）。但是达尔文式的论点，带着骑士传统的风味，不管分析哪一类制度，都倾向一种潘格罗斯（Pangloss）式的过分乐观。自然淘汰的压力如何运作，既不是一个研究主题也不是可证伪的命题，而是一个信心的产物。


  即使可以列举一些物竞天择的压力说明哪些类型的组织较可能残存，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类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用生物进化的比喻，视它们为突变而来只是在逃避问题而已。就像其他的功能论解释一样，问题的解决方法总被假设是可能的。垂直整合所需的资源也许来自市场力量，如资本需求来自保留盈余或资本市场，以及其他适当的与法律或规章权威当局的关系。


  当自然淘汰的压力不大（尤其是在威廉姆森所言的制造垂直整合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内），而且整合的资源有问题，我所谈的社会结构形状就与交易成本的效率有关，但并不保证有效率的解决方式一定会出现。与效率无关的想整合的动机，如执行总裁在兼并公司时的自我优越感，这时候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这里呈现的观点是，将来在“市场或科层”这个议题上的研究应该有系统、更细心地注意经济交易中人际关系的种类。这样的注意不仅可以找出垂直整合的动机，而且也可以帮助了解理想中的社会性孤立化市场与完全整合公司间的种种过渡形式，比如上面讨论的制造业中的“准公司”形态。这一类的中间形式往往和个人关系及关系网络紧密相连，以至于那些忽略这些关系的观点无法看清这种“组织形态”从何而来。现存的产业组织实证研究很少注意人际关系形式，部分是因为比起技术或市场结构的数据，这类数据比较难寻；也是因为主要的经济学架构保留着社会性孤立化观点，所以人际关系被认为只有次要的效果。


  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论述，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镶嵌在社会网之中，而此一论点可以避免极端的过度社会化或低度社会化观点。虽然我相信所有人类行为皆是如此，但这里我只集中讨论经济行为。原因有两点：①讨论经济行为的学者职业性地把人们的行动社会性孤立化，从而使这类行为成为未获适当阐释的典型例子；②很少例外地，社会学家退出了所有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他们似乎隐约地接受了经济学者的观点，“市场过程”并不是社会学家适合的领域，因为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只是一个细碎琐屑的角色，而不占有中心位置（近来有一些例外见解，如Baker，1983；Burt，1983；White，1981）。即使在处理以市场为中心议题的社会过程时，社会学家仍然试图躲避相关的分析。直到最近，举例来说，有相当多的社会学文章以“所得地位取得”（income attainment）研究薪资问题，模糊了决定薪资的劳动力市场过程，代之以研究个人的背景与成就（参考Granovetter在1981年的一个批判）。或者，如斯特恩指出的，讨论谁能控制公司的文章暗示，分析必须建基在政治关系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本质的探讨上。即使大家都同意公司取得资本的方式是决定控制权谁属的主要因素，但大多数的相关研究“自世纪之交以来就不再探讨市场了”（Stearns，1982：5-6）。即使在组织理论里，相当多的文献研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加诸经济决策的限制，却很少有人企图把这些见解带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之中，或进一步对生产及总体的成长、通货膨胀和失业进行全面了解。


  为了显示所有的市场过程都适用于社会学分析，而且这种分析可以揭示最重要而非次要的市场特质，我将焦点集中于信任与欺诈的问题上。我也用了威廉姆森“市场或科层”的论点来展示，镶嵌观点如何得到与经济学家不同的理解与预测。威廉姆森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观点，不同于完全忽略制度与交易问题的新古典理论。在这一层上，他仍然比一般经济学论点带有更浓厚的社会学色彩。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依旧偏离了社会学、历史学与法学对制度的研究，而代之以和解决经济问题效率取向相关的研究。这个使命与它意涵的功能论阻碍了对社会结构的进一步研究，而我在这里要论述的正是社会结构是了解一个制度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关键。


  理性选择论点，到目前为止，都被窄化而限于研究社会性孤立的个人与经济目标，他们和这里论述的镶嵌观点确实格格不入。很多在我上面讨论过度社会化及低度社会化时所批判的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修正理论靠着我所谓的“心理学的修正主义”——企图放弃绝对理性做决定的假设，借以改造经济学理论。这个策略导致在他“X效率”（Leibenstein，1976）中的“选择性理性”。举例来说，在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的主张里，在不同市场区隔中的工人有不同的决策原则，理性选择只是上层初级（upper-primary，如专业、经理与技术）劳工的决策方式。


  我却认为，相反的，理性行为的假设总是值得怀疑，但也是一个不该轻易放弃的假说。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镶嵌问题考虑进去，仍然可能是有意义的。当非专业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情境被充分考虑进来时，人们的行为并不是自动自发地反映“文化”对角色扮演的要求，而更像是对当时情境的合理反应（如，Liebow在1966年的讨论）。经理人对稽查的逃避，以及在转移价格上的计较争斗，就极大化公司利润而言都是不理性的；但把焦点放在公司内关系网络里的个人野心、所占地位及政治结盟上时，他们的行为变得容易理解了。


  如果我们把研究目标不止放在经济目的上，而更广及社交、认同、地位与权力的目的，这些行为是工具性还是理性的，就更清楚明白了。经济学家很少视这类目的为理性的，部分是因为，如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77）指出的，有史可循的，经济学家任意将“热情”与“利益”分开，而后者只跟经济动机挂钩。如此看待事情导致经济学家只专长于分析“利益”动机的行为，并假定其他动机发生在完全分开且不理性的领域内；结果是萨缪尔森经常被引用的“许多经济学家会依理性和非理性行为来区分经济学与社会学”（Samuelson，1947：90）。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影响会造成理性行为的偏差，因此抑制了对经济生活的社会学分析，也导致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修正幼稚的心理学假设以改革经济学。我在这里的主张是，不管经济分析的心理学假设是多么幼稚，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忽略了社会结构。


  最后我要加述一点，镶嵌观点处理的是直接因果的分析。我并不曾讨论广泛的历史与结构环境会导演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特征，所以我不以为这个分析可以回答现代社会本质或政治经济变迁来源等等大型的问题。我有意把焦点放在直接因果关系上，因为必须要先了解镶嵌的机制，以及全面变迁可能造成的效果，这类大型问题才能被满意地回答。我以为最重要又最少人探究的机制之一就是，这类变迁如何影响人际关系，而经济生活又深深镶嵌在这类关系之中。如果一如我所认为的，除非这类关系能被充分研究，否则我们就无从建立个体与总体理论间的联系。


  在“市场或科层”问题上，人们已使用镶嵌观点来研究总体理论里利益形态的直接原因。垂直整合的程度与小公司为什么利用市场进行运作，并不狭隘的只是企业组织的关心，它们也是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兴趣。相同的问题也发生在“二元经济”、依赖发展和现代组织精英本质的分析上。然而小公司是否真的为大组织所凌驾于上，我们总是着眼于广泛而全面的总体政治及总体经济的观点，却很少注意直接的社会结构的原因。


  二元经济的分析者认为，比方说，在“边陲”会有大量的小公司存在，是因为大公司需要它们来分散市场气候的波动与研发活动的风险；小公司的倒闭将不会影响大公司的收益。我则认为，小公司在市场上能够生存是因为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变成联结它们的商业关系网，从而减低了必须要垂直整合的压力。这并不排除分散风险是表面的有效的解释。但是只有镶嵌观点才能更有效地解释为什么大量小公司并不必然处于卫星或边陲地位（要参考小公司内就业惊人的成长，请见Granovetter，1984）。这个观点被限制于直接原因：它逻辑地导演出，在不同的领域里市场展现了多样的社会结构，但却不回答为什么。但这些问题却和总体层面的分析相关联，除非我们先注意到社会结构对市场的重要性，否则我们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


  “市场或科层”的分析，本身是一个重要议题，在这里只是用来做一个说明范例。我相信镶嵌观点可以有十分广泛的运用，它不仅提供了社会学家研究经济生活的一个切入点，而且也是经济分析十分需要的观点。为了避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家很没有必要地自外于了一个社会生活的重要面向，而且乖离了欧洲传统——尤其是韦伯的传统——把经济行动视为社会行动的一个特殊（如果重要）类别。我希望在这里已经说明，这个韦伯的研究课题和现代结构社会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也能被后者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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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1]


  这篇文章发展了一个集体行为的模型，适用于行动者有两个以上的行动选择而他的成本效益又取决于其他人如何选择之时。关键概念在于“门槛”：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从一群人的门槛分配几率开始，此一模型可以计算出最终或“均衡”地采取此一决定的人数。因为门槛几率分配的变化而影响均衡结果的稳定性也在本文考虑之中。文章重点将置于几率分配对结果影响的重要性上。个人偏好平均起来相同的两群人也许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从总体结果去推论个人习性，或是假设个人行为最终为集体同意的规范所指导，都是极端危险的。这个模型可以适用于暴动行为、新发明及谣言的传播、罢工、投票和移民。相关的变量衡量、模型检证及否证也在讨论之列。


  模型描述与背景说明


  因为社会学皆倾向由制度化的规范及价值来分析人的行为，本模型所意涵的行为分析方式只占了有系统的理论的一隅之地而已。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个人或集体的偏差行为——通常又都企图解释是什么缘故使偏差行为模式不受正常规范所左右。在集体行为的研究中，一类努力集中在新规范与新信仰如何在旧的解体或一片混沌中产生（Turner and Killian，1957；Smelser，1963）。


  这样的解释要比粗糙的心理解释来得进步些，后者只专注于参与群众如何摆脱文明的束缚。但我在这里却要论证集体行为的参与者知道民俗规范、个人偏好、动机及信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提供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以理解其行为结果；此外，我们也需要一个模型解释这些个人偏好如何相互作用并整合。


  可惜以探讨社会规范为主的理论欠缺这样的解释，所以它们只能假设一个集体行为与个人动机简单的关系：假如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做了相同的行为决定——比如参加一个暴动——我们可以推论大多数参与者最终会分享相同的规范和对此一事情的信仰，不论最初他们是如何想的。


  而我所想描述的模型刚好与此相反，即把一个群体中的个人在规范和信仰上的差异视为最主要的影响行为结果的因素。即使是此一模型最简单的形式也很清楚地表达出集体行为结果似乎可以十分吊诡——直觉上和产生此一结果的个人企图完全不相一致。如果我们只是坚持集体行为结果反映了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规范，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结果。只要放弃了集体行为是老规范崩解及新规范产生之时的产物，则行为结果的可能性就变得多得多。因此，此一模型也可以被运用在一些不常被称作“集体行为”的行为上，如投票、居住隔离、新发明的传播、教育成就、罢工、移民及市场行为，以及典型地被认为的群众行为和社会运动。


  在文章开头最好也说说此一模型不涉及的方面。这些模型处理个人偏好的总合结果，却不讨论这些偏好从何而来。这问题十分重要却不在讨论之列。我一开始就假设了偏好已是如此。大多数的既有理论相反地置努力于研究规范、动机及偏好如何产生，并假设这些就是集体行为的全部。我却认为即使这些都知道了，仍有一大段路要走，简单地计算偏好是无法决定行为结果的。当个人偏好的几率分配十分小的改变却造成结果的截然不同时，这个理论就尤其明显。纯粹对个人偏好进行分析是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的。


  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


  门槛模型研究两者择一的情况——行动者有不同且互斥的选择。大多数的情况中，行动者可以被认为有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决定——决定去做一件事或不去做，比如是否要加入一个暴动。更进一步，一个人决定采取一项行为的成本效益比较部分取决于有多少人采取相同的决定。以参加暴动为例，一个人参加暴动的成本会因为暴动规模的扩大而逐步降低，因为参加的人愈多，被逮捕的机会愈小。


  在此一模型中的个人仍被假设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目标、偏好以及对情境的评估都给定的状况下，他们的行为准则是极大化个人效用。个人的不同是本模型的焦点。不同的人在决定加入暴动之前要求不同的安全感，因此在暴动中所能获得的利益也不一样。描述这个人人不同的关键概念就是每个人加入行动的不同“门槛”。一个人加入暴动的门槛被定义为“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一个极端分子的门槛会很低：他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很高，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低。有些人会“极端”到门槛是0%——就是那些没人参加暴动也会主动引发暴动的人。他们是煽风点火者。保守者的门槛则很高——他们会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不高甚至为负值，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高，因为他们是“可敬的公民”而非“恶名昭彰的群众蛊惑家”。门槛高达80%或90%者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死也不会参加暴动的人，而给定他们的门槛为100%。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从一个人的门槛去分类谁是极端者，谁是保守者，这个概念的长处之一就是可以避免这样粗糙的分类法。因为门槛是复杂的成本效益组合出来的结果，两个门槛相同的人也许在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就像俗语所说的“同床异梦”者。门槛只是一个人做一件事前认知会得到的利益超过预期成本的那一点。


  这篇论文的焦点在于形式模型，而非暴动行为的实质探讨。在描述模型时，我会不时谈到“暴动门槛”，只是因为这例子十分易解而明白；但它并无特殊意涵，读者要常想到这例子可以应用在任何两者择一的选择上。在讨论模型之前，我因此提出一份清单，列举门槛模型适用的两选一决定。


  （1）新发明的传播。比如韩国村庄的妇女会对采用家庭计划生育犹豫不决，直到同村中一定比例的妇女使用了才会放心。不同妇女会因为不同的教育、年龄、丈夫意见、村中非正式地位以及个人品位而有不同的门槛（Rogers，1975；Dozier，1977）。


  （2）谣言与疾病。在传播谣言之前，必先听到谣言。但每个人相信谣言的程度不一，一个人也许比另一个人要更多听几次才会相信而传播它。谣言易信程度就是一种门槛。相同的情形也可以用在疾病传染上，这时易信程度就变为易感染程度：需要暴露在多少带病者的环境中才会感染因人而异。


  （3）罢工。工人必须先计算有多少人已经承诺加入才会决定是否罢工，因为一小群人的罢工成本会很高，在脆弱的雇佣关系中尤其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无终生合约的老师参加罢工的门槛必然高于有合约者。


  （4）投票。一个人决定投给哪个候选人也许取决于他周遭的人要投给谁，部分是因为社会影响力，部分是因为人们不愿浪费他的一票。结果就是我们常称的“锦上添花现象”。


  （5）教育成就。一个人是否去读大学常受影响于他的同届同学。这部分是因为同侪影响，部分是因为别人都念大学了，我不念，将来劳动力市场上要的学历愈来愈高，我会不好就业（Berg，1970）。


  （6）离开社交场合。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一个无聊的讲演中，想离开又不敢，因为别人还没有如此做。人们离开演讲、晚宴或酒会的门槛高低不同。其不同部分来自个人特质——是否够体谅够有礼——部分则取决于个人义务的压力。


  （7）移民。众所周知，移民的决定是高度取决于其他移民者的，也就是所谓“连锁移民”（MacDonald and MacDonald，1964）。那些门槛较低的移民往往有较多的心理及经济上的资源。


  （8）社会心理实验。在确定一事的实验中，结果人们常常会因为被告知同一边的人数多寡而选哪边站（Asch，1956；Milgram，Bickman and Berkowitz，1969）。“随危险而变立场”的实验可以做受实验者由保守转趋冒险的时间序列分析（Pruitt and Teger，1971）。旁观者的介入常会变成“帮助（过关）的门槛”。


  简单门槛模型的均衡结果


  对上面所有例子而言，本模型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从起始的门槛分配均衡去预测最终多少比例或多少人采取了哪一个决定。数学上，这是在一个长时过程中如何找均衡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此一过程。


  试想在一个范围内有100人——一个可能发生暴动的情境，假如他们发生暴动的门槛几率分配如下：一个人的门槛是0，一个人的门槛是1，一个人的门槛是2，如此顺序加上去直到最后一人门槛是99。这是一个门槛的一致性（uniform）分配。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就是“锦上添花”或“骨牌”效果：那个门槛是0的人就是“煽风点火”者，首先采取了暴动行为——打破一扇窗子。这个行为激励了那个门槛是1的人；这两个人的行为又激励了那个门槛是2的人……直到100个人都加入暴动。均衡结果就是100。


  如果把门槛分配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改那个门槛是1的人为门槛是2。在我们的一般描述中，这两个群体几乎是相同的。但是结果却会截然不同——点火者暴动了却没有一个门槛是1的人跟上，所以暴动到此为止，均衡点是1人参加暴动。


  即使这么简单的模型也说出了上面所论的重点：从总合的结果往前推论是十分危险的。报上报道两件事会南辕北辙，第一个个案是：“一群暴民加入了暴动”；而后者则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在善良的公民面前打破了一扇窗子”。我们知道（既然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例子）这两群人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其结果之所以那么不同是因为加总过程之不同，尤其是第二个个案中频率分配有一个空隙。


  读者也许可以试着想想其他在新发明的采纳、谣言或疾病的传播、罢工、投票、加入大学以及离开社交场合、移民或从众行为上的类似例子。锦上添花效果在每一种情况中都可以看见，但是敏锐察觉个人偏好几率分配的研究却未受重视。门槛模型在了解个人偏好平均起来应该采取某一行动，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时会十分有用。其他社会学的模型却在这一点上不太有贡献。


  建构一个从门槛的几率分配到均衡结果的数学模型是有可能的。x设定为门槛，f（x）就是门槛的几率分配，而F（x）则是累积分布函数，它指定了门槛小于x的人口比率。我们称在时间t（使用非连续的时间）时参加暴动的人数比率为r（t）。假设我们知道在特定时间点t的r（t）——比如说在第二期时（t＝2）60%的人加入暴动，那么第三期时会有多少人加入呢？答案是门槛小于或等于60%的所有人。这个过程的数学表达是一条差分方程式：


  r（t+1）=F［r（t）］


  这个频率分配是个简单形式，也就是差分方程式在任何时间t上可以求解得到r（t）。设定r（t）=r（t+1），则均衡值出现。倘若函数形式比较复杂，则均衡值就不可能靠向前循环求解（forward recursion）而得。在此一简单函数的假定中，参加暴动者不能又退出，也就是进进出出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均衡总是能够被找到。


  不需要差分方程式及向前循环求解，靠着绘图观察也可以找到均衡点。在图2-1中，我们用y轴表示累积分布函数，x轴表示门槛。如前所假设，r（t）为已知。既然r（t+1）=F［r（t）］，我们察觉下一次暴动的人数比例相当于从x轴的r（t）箭头上指，所指向的c、d、f曲线上的那一点。为了使其还原到x轴上找到r（t+1），我们画一条45°线，使F（x）＝x。这个过程不断重复，可以找出r（t+2）=F［r（t+1）］，以此类推。如图2-1中的c、d、f线所示，当r（t）趋于极限时是γe——也就是均衡点。极限就是c、d、f线第二次跨越45°线时。代数上这一点可以用F（r）＝r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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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图解方式找出某一门槛分配的均衡点

    注：r（t）＝在时间t上暴动人数比例

  


  没有实证数据或理论上的原因而拼命追逐不同函数形态下的均衡解是不太有意义的。不过我还是会借着图2-1来呈现如果门槛是正态分配时均衡分析是什么。不过正态分配也是一个令我们较感兴趣的分配，对没有强烈倾向扭曲偏好分配的一群人而言，它是人们偏离中心偏好的一种正常分配形态。而且它的分析结果也是一样地出乎人们直觉之外而令人惊异，显示出这种吊诡的结果绝非特殊分配如平均分配所产生出来的特殊结果。


  再一次想想100人；不过这一次假定他们的门槛分配是正态分配，中位数是25（那些门槛低于零的人就设定为零。理论上他们有不同的偏激程度，这在意识形态的显著与否上有意义，但在行动与否上却并无不同）。我们也会问，如果中位数保持不变而标准差改变，会对均衡结果产生什么影响？令人讶异的结果被绘于图2-2，图中均衡人数γc绘于Y轴，标准差σ绘于X轴。到达一个临界点σc，参加暴动的均衡人数逐渐上升到6个人。超过临界点，也就是标准差约在12.2时，γc忽然跳到接近100，之后又开始下降（σ的上限可以上达50，因为最终中位数的右边可被视为100，而左边则可被视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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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暴动人数的均衡数与门槛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注：均值为25，个案数为100

  


  数学上这是十分容易解释的。均衡会出现于累积分布函数与45°线第一次从上方交会处。一个正态分配的线会与45°线交会三次、两次或一次不等。当σ小于σc之时，第一次从下方交会在一个高点上，然后一次交会于其上，再一次交会于其下。在临界点之期时，前两次交会点重叠在一起，然后一次交会于其上。此后，只有一个交会点，而且接近于100，但随着概率密度的平缓，交会点却逐步下降。


  可惜此一数学上的特殊现象却无社会现象与之相印证。我们很难找到社会学上的说辞来解释为什么正态分配在临界标准差附近的一个微小波动会有完全不连续且令人震惊的数量效果。这样小的波动也许只是起因于组成人口的一点小改变，或是情境上一点小变化使得门槛几率分配随之而变——一个看似不重要的原因以至于在理论探讨时人们会完全忽略它。当社会学总是专注在总体平均值会引起什么效果而不注意几率分配的改变时，这种忽略尤其容易产生。这例子又进一步足以阐述两群人平均倾向相同，却会有完全不同结果的现象。正如前面所述的例子，如果没有一个加总过程的模型，我们很难精确推论出偏好的结构。


  均衡的稳定性


  个人情谊与影响力的效果——从以上对均衡的讨论可以清楚看见，我们需要对不同分配的均衡结果是否稳定做系统分析。对动态分析而言这是不可少的，因为在实际情况中各种影响力的介入会使既有的分配改变。这些影响力是大是小取决于均衡是否稳定。一个最明显改变分配的例子就是某些人的加入或是退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正态分配中的标准差，或是一改平均分配为上述排列的平均分配为例，来思考一个人的加入或是退出对分配的影响。我们发现当真实的平均分配及标准差接近临界点的正态分配时，均衡变得极不稳定。


  发展门槛模型的最终目的即是建立一个数学程序以了解在任何排列下的分配的均衡会有什么样的稳定性特质。在这一节及下一节中，我将讨论两个影响门槛分配效果的重要角色：社会结构及社会行动在空间及时间上的散布。


  我所谓的社会结构仅意味着任何人对他人影响力所依赖的社会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朋友的影响力是陌生人的两倍，而我们假设的心理门槛则是以陌生人示范的效果为计算基础。试想一个人的门槛是100人中50%示范了，而这时有48人参加暴动、52人未参加。在不考虑社会结构时，此人不会参加。但在他的20个朋友中已有15人参加，这些人的示范效果该被加倍计算。所以他看到的不再是48人参加暴动52人未参加，而是［（15×2）+（33×1）］人参加暴动［（5×2）+（47×1）］人未参加暴动，而他心目中的比例就不再是48/100，而是63/120=0.525参加了。我们可以称这个比例为“认知上示范比率”。这时超越了门槛，此人会加入暴动。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知道门槛分配，也就是一个社会计量矩阵，以及由每一个个人i对个人j影响力算出来的矩阵各格的权重值（weight），这个程序就可以让我们用向前循环求解的方式算出均衡来。为了对社会结构影响力有更一般化的论述，我们需要更系统地介绍哪些社会结构参数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是否一个高密度或低密度的朋友网络会有较强的效果修正某些特定的门槛分配的均衡结果？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要如何给定权重的问题。


  在给定一个网络密度之下，网络中即使只有有限的人数，仍可以组合出几乎无限数量的社会计量矩阵。假如我们给定一个门槛分配并假设所有朋友的权重值是相同的，则任何一个社会计量矩阵都会有一个均衡结果，而这一整组的社会计量矩阵则会组成一个均衡的频率或几率分配。而一再地尝试用分析方法来导引出这些几率分配却失败了。如果我们不假定朋友情谊是对称的，一些部分的分析成果仍然可能。我们因此可以提出一个虚无假设，就是在门槛分配已经给定的情况下，社会结构的加入并不会改变均衡的结果。


  再回想一下前面所述的排列的一致性分配：一个人的门槛是0，一个人的门槛是2，一个人的门槛是3，一个人的门槛是4……直到一个人的门槛是99。虚无假设的均衡是1，也就是门槛是0的那个人参加暴动。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朋友影响力权重给的值愈高时，这均衡结果也就愈不可能；这结论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分析朋友数量的结果却令人讶异，效果最好的时候发生在每个人平均认识全体的1/4时——这是一个中度的朋友密度。要解释这种现象既无法靠直觉也无法用分析方法，更进一步的研究是必需的。


  为了要描述出全面的均衡几率分配状况，我们只好用计算机仿真的方式，先给定一些参数值，然后在一类密度中抽取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计量矩阵并以向前循环求解法算出其均衡结果。对排列的一致性分配从事模拟的结果产生出与分析方法十分类似的结论，并指出情谊关系的对称与否不太影响均衡。模拟使我们不但检视了没有改变的虚无假设，而且也看到了改变的程度大小。针对这个门槛分配而言，即使没有改变的虚无假设不尽正确，均衡改变也是很小的，很少超过5～10个参加暴动者。因此一个参加者的均衡值在考虑社会结构之后仍是相当稳定的结果。相反的，仿真真正的一致性分配时显示，任何类型的社会结构都会给100人参加暴动的均衡值带来高度的不稳定。对大多数的权重与朋友数量（网络密度）的各式组合而言，均衡经常是1。


  这样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社会结构对集体行动结果的冲击。大多数集体行为理论似乎都假定着参与者相互之间是陌生人（比如Aveni，1977）。我却相信相互激荡的团体间的社会结构对行动结果有着重要且复杂的影响。当门槛分配有着十分稳定的均衡时，它的影响较小；但是当均衡不稳定时，社会结构的效果会完全改变个人偏好的结果。找出哪些状况下哪一个效果较重要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社会结构及集体行动。


  时间与空间效果——社会结构是简单门槛模型解释力不足的原因之一。简单门槛模型的另一个问题是假设人们完全相连：也就是每个人对他人行动不管空间相隔或时间落差都会做出完整反应，但这通常是不存在的。斯塔克等人（Margaret Stark et al.，1974）在分析1965年的瓦茨（Watts）暴动时，指出这不是一场暴动，而是1850场暴动在五日之内分散在各地发生的。


  把时间与空间效果也纳入模型要求更高难度的数学，因此研究进度缓慢。只有一些简单结果做出来，但却可能引发十分有趣的议题。


  为求简化，试想在一些城市中一大群人有着前面所述的一致性分配的门槛：1%人口有门槛0%，1%的人看到1%参加就跟着暴动，1%门槛是2%……1%的门槛则高达99%。假设从那一大群人中随机选取一群人聚在一起，人数刚好是100。回想一下，如果这群人刚好就是完美的一致性分配，那么均衡就是每个人加入暴动。但是抽样的变化却使得此一均衡改变。如果刚好一次抽样中竟没有人门槛是0（那个煽风点火者），均衡就是0。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100人服从二项分布？分配抽样出来，成功抽到门槛为0者的机会是0.01，那么这种情境发生的几率就可以由下面方式算出来：100次抽样都抽不到的几率是（1-P）100，等于0.37。更且，如果有一个煽风点火者，却少了跟从者，结果只有一人参加暴动的几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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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有一半几率（0.37+0.14）均衡结果不是0便是1。我们可以看见当门槛几率是一致性分配时，均衡结果会在任意排列之下变得如何脆弱。我们更可以看见当门槛分配并没有变时，只是抽样因为时间早晚或介入事件的发生而有所不同，然而一群人的均衡结果竟会如此不同于另一群人。如果门槛分配所产生的均衡因一点改变而十分不稳定时，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这也意味着两个偏好十分相似的城市，因为一些情境的不同而一个城市发生了大暴动，另一个城市却没事。


  斯皮勒曼试图找出哪些城市的特质在1961～1968年的种族失序中造成城市暴动（Spilerman，1970，1971，1976）。在一个逐步回归的方程式中，对两个欲被解释的变量而言，只有两个城市特质有重要影响，一是黑人的人数，另一个较不重要的是城市在不在南方。斯皮勒曼的主要兴趣在于证明个别城市的特质并不影响暴动发生的几率——暴动现象是全国性的——但他却不曾好好探讨为什么黑人人口数是重要的解释变项，只是说这个变项“直接相关于黑人社群的动员能力，也会增加贫民区发生意外事件的机会而带来动乱……爱好动乱倾向是个人的特殊天性，是面对社区中显而易见但又被过分渲染的缘由的一种反应。在此一见解下，一个社区的倾向是个人价值的加总，因此黑人人口的数量由此反映出效果来”（Spilerman，1970：643-644）。


  因时间先后而抽样的变化说明了一个机制解释了斯皮勒曼找到的相关性，但却不限于“个人价值”的加总而已。假设暴动人数一定要达到一定数目才会被报道为一个暴动事件，并且每一个城市在一群暴民可能集结时都有相同的几率达到此一均衡（这样一个几率取决于取样来源的暴民的门槛分配）。如果这个几率是0.10，我们一如斯皮勒曼所论，愈多的黑人人口就会有愈多集结事件发生，每次集结就是一次贝努里实验，其成功几率是0.10。很明显，发生暴动就是集结次数的一个函数，因为二项式分配的平均数是成功几率乘以实验次数。在一个小型社区中，如果只有一次“实验”发生，则90%不会发生大型暴动。但在一个大型城市中发生了10次集结事件，则没有暴动的几率降为0.90的10次方等于0.35，即使这两个城市的门槛分配是一样的。


  抽样变化在空间上会和时间上有一样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这好比从一大片区域中一些分隔的社群里同时抽样好几群人出来集结。不管这些分隔社群有无相同的门槛分配，只要其均衡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各地的均衡结果就会南辕北辙。下一个问题是，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其对所有暴动者的效果是什么。比如我们会问各群人之间什么程度的运动会有最爆发性的效果。这答案很难直接回答，因为已达均衡的一群人产生太多的运动有时会使一些暴动者反而安静下来，因此又进一步地挫折更多人，直到一个新的较低的均衡产生——反向滚雪球效应。因此对一些门槛分配而言，几群人之间少量的运动会比大量运动更有效果，但是需要去做更多的数学工作才能说清楚。


  考虑了空间变项之后，模型对大型城市暴动就更具解释力了，尤其是对那种区域分隔又有些许相连的情境。一个典型的情境是采用新发明，这一定是一个个分隔的社群分别采用，但社群间又有少许运动，比如韩国村庄妇女采用避孕计划就是一例，因为村庄之间会有少量移民流动（Rogers，1975）。此一模型所预示的是门槛分配，情谊网络结构以及移民形态会对采用避孕的程度（均衡结果）产生比计划设计本身还要大的影响。家庭计划的分析人员常因为相同设计却在偏好类似的村落中有完全不同的效果而头痛不已。门槛模型就能解释为什么会如此。另一个加入空间考虑之模型能解释的情境是政党扩张以及招募新人。门槛存在于加入政党者的心中，比如纳粹党在魏玛德国时的扩张。


  一些理论与实证的考虑


  描述了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之后，我要进一步阐示它们意涵的观念、它们和其他解释集体行为理论的关系，以及它们被肯证或被否证的可能性。


  门槛、博弈理论以及规范


  门槛模型和博弈理论一样都假设了理性的行动者拥有完整的信息。很多近来的理论都在修正老的看法，后者认为非理性是集体行为的关键；不同理论家从蒂利（Tilly，1975）到佛德（Banfield，1970）都同意集体行为常源于理性的行动，有时甚至是经过算计的。


  既然一群理性行动者相互影响发展最好的模型是博弈理论（参考Luce and Raiffa，1957），而且已有十分好的博弈理论的集体行为模型被建构出来，这里必须说明门槛模型相比之下的优势。


  布朗（Roger Brown，1965）率先将许多经典的集体行为剧目——比如从燃烧的剧院逃生——简化为囚犯两难博弈（参考Luce and Raiffa，1957：95-97）；他把一大群人的行动分解成两个人的博弈，其中每个人把其他所有人视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者。经济学家用了相类似的策略来解释银行倒闭、农民拒绝自动减产以维护谷价以及公民不能自发组织起来营建公共物品的现象（参考Samuelson，1967：12；Luce and Raiffa，1957：97；Olson，1965）。


  所有这些范例给了我们有意义的启发，因为它们展示出理性的个人在追求清楚的个人偏好时，即使大家都注意到了，还是会导致令人讶异的恶果。但是能把它们简化成两人博弈势必要假设所有行动者在他们的偏好上是一样的。一个一般化的集体行为分析是不能如此简化的，毕竟大多数的情况下各人会有各式各样的目的。当然多人博弈也是存在的，只是分析结果不如两人博弈那么尽如人意。愈多的不同之人加入模型之中，往往也带入愈多的不合理假设，其结果也就愈难如人意（参考Rapoport，1970）。


  另外一个难题是，博弈理论总是假设所有人一起做出决定；每人的决定取决于先前他人的决定。这两个难处都可见于博克模拟的暴动的博弈分析（Berk，1974）。在他的分析之中即使只引入了两类人（激进者与温和者）也导致了相当的模型复杂性；而且二分法实在难以描述一群人的多变与分歧。尤有甚者，博克坚持着多人同时做决定的原则，导致他只能依据暴动前的那一刻的情境来推论结果——简言之，就是群众的企图去改变他人对不同结果所认定的利得（Berk，1974：364）。一个人加入暴动的决定“取决于其他人将做怎样的期待，必须要有一群足够多的人都同时评估行动结果是好的，暴动才会爆发”（Berk，1974：368）。博克不但排除了暴动是渐进而来的可能性，而且预设了群众在暴动之前渐渐趋于一致，令我们想起“逐渐浮现的规范”的说法。事实上博克也明确指出，“博弈观点填补了浮现规范理论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解释了这种规范从何而来（Berk，1974：372）。


  门槛理论处理了两个集体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博弈理论却无能为力：一是个人偏好的明显不同，一是个人决定的相互影响。这个模型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博弈理论要分析n维的报酬矩阵（pay-off matrix），而门槛理论只需一维的门槛向量来取代它。因此分析可以变得简单多了。


  但任何简化也会带来其限制，博弈理论的报酬矩阵可以让我们分析每一个人在均衡中如何极大化他的效用，而且算出均衡结果是否对所有行动者而言是帕累托最优境界。门槛模型就做不到这些。当一个人的门槛被超越而加入行动时，我们只能假设他是依最大效用而行动。而均衡结果也许是也许不是全体的效用极大化。门槛分配本身不能告诉我们相关信息。一个人的门槛无从说明各种可能均衡之下人们的效用各是如何。


  均衡结果对所有行动者而言经常是次佳选择。举一个例子，迈特札（Matza 1964：chap.2）研究不良少年的行为。大多数的人都不认为他们的非法行为是对的，也都不希望他们去做。但团体互动却使得每个人为了不失去其团体地位而做下去；以我们的术语来说，他们偷车的门槛很低，因为这类行为会带来地位，也避免了因为迟疑、胆怯而被冠以“娘娘腔”或“菜鸟”的称号。滚雪球效应就一如我们模型所示的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大家的门槛，大多数少年的次佳选择就无从知道；除非我们来好好研究迈特札的访谈资料。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门槛十分不同于“规范”——另外的一维建构经常被用来解释集体行为。在那个情境中，少年们的门槛被超越了，效用达到了最大，所以犯罪。但是他们心目中的规范也不以此为然。这不在于说明规范与此无关，但规范绝不是影响此一行为的唯一因素，而且还不是决定性的。门槛的概念纯粹只是与行为相关的，无关于行动者所认知的是与非。


  门槛的特性与决定因素


  门槛不同于规范但部分源自规范；迈特札的不良少年也许会有更低的门槛，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不良行为也没什么错。门槛也受影响于一些典型的造成个人行为的因素——如社会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教育、职业以及社会位置；这些都会为一个人面对不同情境下的结果建立价值。情境特性本身会界定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既然行为多少取决于上述的这些特性，所以它们与行为之间有些许相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如果我们严格地检视门槛模型的效果则会发现，这样的相关分析无法展现集体的加总过程，所以也就无法审察比这些许相关更多的部分了。在前述的两个偏好相同却结果不同的群体间，从多变量回归分析得到的相关预测会使人们相信它们有相类似的结果。


  门槛是因情境而异的。一个人的暴动门槛不是一个数字，从他的第一个暴动到最后一个一直不变，而是来自他面对暴动的情境时对不同行为的成本效益的一次综合分析。不可避免的，有些情境会让一个行动者觉得更有理想性，别人觉得更危险，或有人因此特别兴奋。这里要说的是，门槛在很多情境中会持续在一个程度上够久，因此能达成一个可预期的均衡结果。


  行为上的大改变不能和相应的门槛改变混为一谈。我们可想象一群动用私刑的暴众中的个人如何被情境改变——他们的气质、价值以及偏好都变了。门槛理论却主张行为气质不管在动用私刑的过程之前、之中或之后都是有延续性的——但暴众的人数却会带来某种氛围以因应当时情境（他们的私刑门槛），当行为改变了时，氛围并不曾改变。


  这并不是说任何情境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中心偏好及价值（因此很可能改变了他们的门槛）。当一个人在情绪上有极大感动时这些仍会变，比如宗教复兴聚会中人们共浴在“属灵改变的经验”之中。但是这个例子仍然不够清楚；这种聚会实则有很强的滚雪球效果，在事后分析那些经历“属灵改变”的人多半先前的生命曾遭遇大难或大痛。


  门槛的改变也会发生在两个可能决定的成本效益比改变之时。比如在一个暴动之中，“法律与秩序”的大军压境会大量增加参加者的成本；但对理想主义者而言，这却在主观上增加了利益。


  门槛会因为情绪的或情境的因素而改变且并不会使原有的模型失效。但这一点却更凸显了分析一个门槛分配的均衡稳定性的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原始的门槛分配会形成一个不易重组的均衡结果，则面对很可能改变门槛的情境变化时，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暴动行为（或两者之中择一的行为）会一直坚持下去。


  门槛模型的否证


  一个人尽可以理性地怀疑是否会在一个两者择一的抉择中，个人行为不受参与者的比例影响的情境。一个极端的说法是，只要个人对别人有反应就会受到外在影响力的冲击。“假如在大雨之初，大家都撑起了伞，这绝对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只是大家都要用相同的动作避雨而已”（Weber，1968：23）。但是韦伯也会修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是看周遭的人撑伞才撑伞的。


  这里若要说一个人撑伞的门槛是x%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别人的行为来决定他的行为；而这只是说他会不急着开伞直到x%的人已经开了才开。他人的行为对他的影响其实只是十分次要的；但是如果行为能被描述，门槛模型就能被建构。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而只肯穿洁净干衣服，则完全是非社会因素造成的。门槛模型不能忽略此一情形，只是这要回归到门槛本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此人的门槛低于其他不受健康状况影响的人。这时门槛模型实在不引人兴趣，或者说当大多数人的门槛不是0%就是100%时，这个模型实则是被否证了——也就是大多数人的行为事实上不受其他人影响。


  假如人们无法精确估算其他人有多少比例已经二者择一了，则另一个问题又麻烦了。这里有三类问题：①人们会有系统地错估参加暴动者的比例，这是因为情境因素（如生理上的隔绝）或是人格特质因素（把愿望当事实的理想者）。如果每个人都错估，也就是都高估或低估相同的数量，模型不会改变。如果错估的程度因个人的门槛而变化——如极端者高估而保守者低估参与者，则模型调整并不困难。如果错估是随机变化的，则模型会变得十分复杂，而均衡的稳定性就变得尤其重要。②不精确的估计更会因为一些人行动不公开而发生。当一个最早采用家庭计划的人，举例来说，以为被别人知道其成本很高时，默顿（Merton）所说的“多元主义者所忽略的事”就会发生。因此很多门槛已被超越而当事人因为不知此情而迟迟不会行动。此时，门槛理论不但不能说是不适用，刚好相反，对一个想要了解什么力量在阻止新发明传播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个模型还是一盏明灯。③个人也许无法在操作性定义上有效地区分他们的真实门槛。比如一些有17%门槛的暴动参与者可能无法分出他们和15%或20%有何不同；信息处理的研究提示人们难以区辨出在测量维度上所能分出的度数（Miller，1956）。这时对行为上有意义的是最低的一格门槛，人们会以为这一格才是他的真实门槛。举上面例子，操作上有意义的就是15%的门槛，而我们也用它来输入模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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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个人门槛为38%的净报酬与参加暴动人数比例

    注：净报酬为所有报酬减去所有成本

  


  门槛模型也不试图相对简化一个人对其他人行为的反应。图2-3描述了一个任选之人在加入暴动之中其所获净报酬随加入人数多寡时的变化，他的门槛是38%。依照门槛的定义，那就是他的净报酬由负转正时的那一点。我们故意把这条线不画成单向线性的，毕竟门槛理论并不保证这一点。这时这条报酬曲线会跨越x轴不止一次。如果某人曲线真是如此，模型就变得更复杂了。假设你在一个一致性分配的小镇，星期六晚上七点来到一家不知名的餐厅，你是否愿意留下来吃一顿部分取决于多少人已经在里面吃了。如果里面空无一个顾客，这是一个坏征兆——除非有你心中起码该有的食客，否则你会试试另一家。但是报酬曲线会在稍后再度跨越x轴——就是餐厅太挤了以至于等得不耐烦时。一些谨慎的人就可能在50%时加入暴动，却在90%时退出暴动，因为害怕事情太大了会引起镇压。原则上图2-3的净报酬曲线可以跨越x轴好多次，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跨越两次以上的合理例子。在门槛有两个的假设下，向前循环求解仍可求得结果，只是无法保证有均衡出现，而不同的分析工具也就变得更需要了。实证上，如果我们发现总合行为在两个参与程度间跳动，而其基本的成本效益形状又似乎很稳定时，我们也许可以猜参与者的净报酬曲线跨越x轴两次了。


  衡量及肯证


  因为门槛是一种行为的气质，所以很难在行为发生之前就衡量它。这种情况很像在个体经济学中，理论建构对于消费者及生产者各有一个需求供给计划——在某一价钱之下买或生产某一数量的商品（在门槛理论中，行动者将因其他人决定的几率分配而反应。两者的行动计划都植根于背后的效用函数）。既然大多数的可能价格从未真的出现过，所以经济学家很少直接研究个人的供需计划。一般而言，作为经济学基础的供给需求曲线就很少有直接证据。


  两个理由使经济学并没有因此陷入无可进展的困厄之境，门槛理论亦复如此。第一，关于供需曲线的很多信息可来自消费者特性、产品替代性以及总合效果，而不必然要直接衡量。第二，个人计划细节的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经济情况改变价格如何跟着改变，以及均衡价格的变动范围是否稳定。


  对门槛模型而言，我们可以靠着观察多少人已经行为之后某人才下决定来衡量一个人的门槛。比如在一个乡下小镇中村民采用一个新产品。一个完整的门槛分配可以借由一序列的个人采用时间而描述出来。这个套套逻辑的程序并不能解释什么，但却能让我们检视门槛与社会经济背景、态度、价值以及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回归观察到的门槛与这些解释变量，并利用回归方程式去预测在镇上尚未采用者的门槛分配，进而预测其结果。


  这样一个程序隐含着两个可能的误差：①一个人在采用时间先后的序列上的位置并不完美地衡量了他的门槛；测量误差、不完整信息，以及一些与新产品采用无关的个人偶发情境都会造成误差。②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远远低于1，所以其预测出来的门槛分配也会与真值相距甚多。一个村落的分配如果其均衡十分稳定，则预测的结果就会不错。


  事后观察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村落的哪些情境特质会带来成功或不成功的采用率。尤其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均衡结果是否不敏感于外在改变，还是一点点小改变就会造成较高或较低的成功率——就好像均衡十分不稳定的情形。两种情况都有极深的政策意涵。


  多兹尔（Dozier，1977）用了23个韩国乡村数据来检测门槛模型，这些数据包括每一个妇女1966～1973年第一次采用避孕计划的月份［这些资料在帕克（Park）等人1974年研究中被更清楚地呈现］。他用了18个村落的数据去计算门槛的回归方程式，再用方程式来预测5个村的门槛分配，并用向前循环求解法算出均衡结果，再比较真值与这种方法算出来的预测值，以及不用门槛模型只用简单回归算出来的预测值。


  结果显示，当对真实门槛变异数的预测解释力低于50%时，我们的多变量回归表现的差于原先标准的预测法。但是当变异解释能力高于50%时，“向前循环求解的方法其精确度便有了急剧的改善”，预测力就远优于原来的方法了（Dozier，1977：230）。很多预测的精确度可以高达100%，相较于那些只能预测50%的模型算是一个强有力的结果。不过谨慎仍是必要的，一些变量的数据无法在收集门槛数据之前被衡量，所以它们会和门槛高度相关，因而降低了它们真实的解释能力（Dozier，1977：8）。


  虽然实证的问题还有很多该说，但对一篇总结门槛模型至今发展的文章而言，这并不是主要的内涵。


  总结


  这篇文章展示了一个建基于行为门槛上的集体行为模型，它以简单的加总原则解释了集体行为的结果。当解释集体结果为什么会和个人偏好完全背离时，这个模型显得特别有价值。这样的矛盾也许会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因为我们总是观察结果并假定个人偏好与其相一致而非相反或是无关。我们不愿正视这个矛盾，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现实时，总是建构了一个平顺的社会运作系统，而不期望是不连续或不能理解的事件（参考Berger and Luckmann，1968）。


  为了解释这样的矛盾出自于一个加总的过程，门槛模型不再诉诸集体行为理论中常见的“非理性发狂”，而把它放入一个动态的情境中去探讨。这样的模型既适合在一个小团体之中也适用于一大群人。其最佳的解释力发挥于分析行动者的行为相互取决于他人时，而很少是既有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化安排影响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情境十分重要，但很少是既有的个体或总体社会理论分析的焦点。提供分析它们的工具是沟通总体与个体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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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连带的优势[1]


  社会网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之社会学理论的工具。其方法旨在透过推敲某方面的小规模互动——亦即对偶连带（dyadic ties）的强度——去阐释其宏观含义。此意指两个人的朋友网络的重叠程度直接受到他们彼此间连带强度的影响。本文讨论了这个原理在影响力与信息的传递、工作流动机会和社区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强调的重点是弱连带的凝聚力。由于大部分的网络模型只处理强连带，因此只能限制应用于分析小的、定义清楚的团体中。本文将重点放在弱连带上，则可以进行团体间关系的讨论，同时也可以分析难以用初级团体界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目前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缺失在于，它无法用任何可以让人信服的方式将微观层次的互动关联到宏观层次的结构形态中。大规模的统计和量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去观察诸多宏观现象，像社会流动、社区组织和政治结构等问题。在微观层次，大量且渐多的数据和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并且有启发性的想法让我们明白小型团体中的情形。但对于在小团体内部的互动如何汇聚成大规模的结构形态，在大多数个案中仍困扰着我们。


  在此篇文章中我将阐明，对社会网中互动过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最有效地连接微观与宏观层次的桥梁。一方面，小规模的互动通过网络转变成为大规模的结构形态，另一方面，结构形态又反过来影响着许多小团体。


  网络分析的先驱——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在社会学理论中总处于令人好奇的边陲——人们几乎对它视若无睹。部分是因为它经常被当成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与应用；另外也是因为精确的网络分析与生俱来的复杂度。我们并非要在理论上、测量上和抽样技术上，将社会计量学从一般的小团体层次转而应用到更大的结构中。虽然最近已有若干令人兴奋的、有启发性的研究已渐朝此一方向进行（Bott，1957；Mayer，1961；Milgram，1967；Boissevain，1968；Mitchell，1969），但是它们并未在许多理论细节上处理这些结构性议题。这些研究通常包含着如“数理生物学周报”（the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般特别复杂的技术，令人生畏，也让人以为网络研究初始的动机只是发展神经医学的理论，而非社会互动的理论［参见Coleman（1960）以及Rapoport（1963）对这些文献的回顾］。


  此篇文章的策略是选择一个关于小规模互动的特定面向——人际连带强度——借此展现如何运用网络分析，将这些面向关联到各种宏观现象上，如传播、社会流动、政治组织，以及一般的社会凝聚力。虽然这样的分析本质上是定性的，但习惯倾向于数理思考的读者仍可意识到其潜在的模型；数理的论点、线索和参考数据大部分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连带的强度


  关于人与人之间连带的强度，大多数直觉式的观点不出以下定义范围：连带的强度（可能是线性函数），是“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相互倾诉的内容）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的组合，这些都是连带的特色。这四个因素彼此之间多少是相互独立的，虽然它们彼此间很明显地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至于如何操作化测量并对这四个要素赋予权重，则留待日后的实证研究去做。在直观基础上，将连带分成强连带、弱连带以及无连带，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已经足够。


  现在，设想下列情境，任何两个被任意选择的个人——我们称其为A和B——以及一个特定的集合S（S＝C，D，E，…），集合中的人与A或B的任一人有连带。以下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将对偶连带推展到较大结构的假设：当A与B之间的连带愈强，则在S当中的个人同时与A和B两者产生连带——不管是弱连带还是强连带——的几率将会愈大。A与B朋友圈重叠的程度，在A与B没有连带的时候重叠最少，是强连带的时候重叠最多，而若是弱连带的时候，重叠程度则是中等的。


  上面所提到的关系源自于：第一，较强的关系连带（根据定义）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去培养。假设A-B和A-C的连带是存在的，则C在B身上所花费的交际时间（部分地）取决于A分别花在B和C身上的时间（假定事件“A和B一起”与“A和C一起”是各自独立的，则结果“C和A和B交往”发生的可能性，等于他们各自的几率相乘的结果。例如，A和B交往的时间占所有时间的60%，A和C交往的时间占40%，则C、A与B在一起的时间应是24%，因此B与C变成熟识的可能性将高过两人成为陌路的可能性）。假设C和B彼此没有关系，但同时都与A有强连带时，此情况或许会促使他们有机会互动或产生关系。此处暗含的是霍曼斯（Homans，1950：133）的观念，即“当人们相互之间交往互动愈频繁的时候，则他们彼此间易于形成浓烈的友谊情感”。经验证据显示，两人间的连带愈强，那么他们在很多方面将会愈相似（Berscheid and Walster，1969：69-91；Bramel，1969：9-16；Brown，1965：71-90；Laumann，1968；Newcomb，1961：chap.5；Precker，1952）。因此，假设A与B以及A与C之间均有强连带，则C和B，因为都和A相似，所以C-B彼此间多少也是相似的；一旦他们碰面，那么他们产生友谊的几率也会增加。反过来说，这两个因素——相处时间和相似性——也指出了为什么A-B和A-C的连带较弱时，将会使得C-B发生连带的几率多半也较弱，因为C和B较不会有发生互动的机会，而且他们互动时也可能较不和谐。


  海德（Heider，1958）所建构的认知平衡理论以及纽康（Newcomb，1961：4-23）所发表的论文，同样也预测了此一结果。若A-B与A-C之间存在的是强连带，并且假定B和C知道彼此的存在，而其间却缺乏正向连带，则上述情境便会出现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psychological strain）。因为C会希望他自身的感觉能和他的好朋友A一致，同样地，B和他的朋友A的期望也是相类似的。不过如果他们彼此间的连带是弱的，这些心理上的一致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此观点见Homans（1950：255）和Davis（1963：448）］。


  某些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些基本假设的成立（Kapferer，1969：229；Laumann and Schuman，1967；Rapoport and Horvath，1961；Rapoport，1963），但是这些证据就我们希望见到的而言仍不够充分。不过，从这个假设所做的某些推论却获得了实证上的支持。这些推论的陈述将会为前述论点提供一些实质内涵。


  在传播过程中的弱连带


  要推论一个较大关系网络的内涵，必须更精确地建构基本假设。这可以通过调查A、B以及他们任何一人的或是两人的共同朋友（亦即，如上所述之S集合当中的某一成员）之间的三角关系而成，探讨这些关系是强连带、弱连带或是无连带。完整周延的数学模型在某些细节上会作这些讨论，并就不同的类型提供可能的几率。不过此一分析会变得相当复杂，无论如何，下面所论述的理论对我在此篇文章中期望达成的目的已经足够了。在前述假设下，A和B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且A对另一个朋友C之间也有很强的连带，但是C和B之间却没有产生连带，此一假设以为这种三角关系多半不可能发生。此三角关系如图3-1所示。为了检视上述所宣称的结论，我们假定图3-1所示的三角关系不可能发生——也就是当其他两个既定的连带都是强连带时，B-C的连带总会出现（不论是强或弱）。不管怎样，如果图3-1这种有问题的三角关系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从这个假设推论出来的结果就有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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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被阻碍的三角关系

  


  对于这种缺乏连带的情形仍有一些证据存在。在651份社交量表（sociograms）的调查分析中，戴维斯（Davis，1970：184）发现问卷中有90%的三角关系，其中出现如上情形的几率比随机出现的几率还低。[2]如果我们假设在问卷中互选的是强连带，就我的论点而言，这个发现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纽康（Newcomb，1961：160-165）指出由对偶连带形成的三角关系，表示他们相互之间“高度吸引”，而且三角关系会随着大家彼此知道对方的时间愈长以及知道的愈多，而逐渐变成强连带；虽然图3-1所示的三角关系发生的频率并未被分析，但就认知平衡的过程而言，图3-1的情形确实不太可能发生。


  图3-1关系的潜藏意义，可以借由“桥”（bridge）的概念加以说明；亦即在一个网络当中，提供给两点间之唯一路径的一条线（Harary，Norman and Cartwright，1965：198）。因为，一般来说，每一个人都拥有很多人际接触（contacts），介于A和B之间的桥便是提供此一接触的唯一路径，使得信息或是影响力能够从A的任何一个人际接触，流动到B的任何一个人际接触中。因此，从任何一个和A有间接接触的人，到任何一个和B有间接接触的人，都可能依靠这条桥。所以，在传播（diffusion）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预期这些桥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现在，假定图3-1的三角关系不存在，随之可以推论的是，除了在少数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没有强连带能够成为桥。例如，A-B是强连带：假设A有另外一个强连带C，那图3-1所显示的有缺口的三者关系暗指C和B之间应是有连带存在的，所以在A到B之间，A-C-B这个路径是存在的；因此A-B并非是一条桥。强连带能成为一条桥，只有在双方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强连带可以接连到目标点时才有可能实现，而这在任何一种规模的社会网中都不太可能发生（虽然在一个小团体中较有可能）。然而弱连带却不受这些限制，虽然它们并非自然能成为桥。但重要的是，所有的桥都是弱连带。


  实际上，两点间只有一个特定的连带能作为唯一路径，在大型网络中是很少发生的。“桥”的功能（the bridging function）可能只是局部性的或地区性的（locally）。在图3-2（a）中，举例来说，A-B严格来讲并不是一条桥，因为可以通过搭建A-E-I-B的路径（和其他路径）来连接。尽管，A-B是F、D和C到B的最短路径。这个功能在图3-2（b）中更清楚了。在此，对于C、D和其他的点而言，A-B不但是到B的一个区间桥梁（local bridge），而且，在大多数实际的传播例子当中，也是比较可能和最有效的路径。哈瑞等人（Harary et al.，1965：159）指出，“由于每一个传播行为所要负担的成本和信息扭曲的因素，使得u要和v沟通将随着距离增加（路径的长度）而越难实现。假使v并未处在这个临界距离之内，那它将不会收到自u产生的信息”。下面进一步指出一个连带是“n步的区间桥梁”（local bridge of degree n）的问题，假设n代表介于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而且n＞2。在图3-2（a）中，A-B是一个步数为3的区间桥梁，在图3-2（b）中，A-B是步数为13的区间桥梁。就像在高速公路的系统中有许多桥梁一样，社会网中的区间桥梁，作为连接两个部门之间的通路，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而且随着n增加，其重要性也随之增加。就桥的绝对意义来说，它就是一个n无限大的区间桥梁。根据前面所运用的相同逻辑，只有弱连带方有可能成为区间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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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区间桥

    注：（a）3步；（b）13步；——=强连带；--------=弱连带

  


  现在，假定我们采用戴维斯的主张：亦即“在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的交流中，不管怎样的资源流通，从某人i交流到某人j的几率是：①直接和连接i与j中所有明确的路径（友谊连带）数量成正比；②和这些路径的长度成反比”（Davis，1969：549）。因此，弱连带的重要性在于当它们成为这些区间桥梁，可以创造更多，而且更短的路径。假设任一连带自网络中被剔除，则在任意两点之间（路径长度上的某些限制要加以考虑）路径的中断和平均路径长度的改变，也都可以被计算。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弱连带的消失，对于信息传递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损害，比起一般强连带的消失将会更大。


  从直觉上来说，当信息传递是通过弱连带而非强连带时，这意味着不管什么样的传播都能触及更多的人，以及穿过更大的社会距离。例如，一个人告诉他所有的亲密朋友一则谣言，然后这些朋友也同样照传，那么有许多人将会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听到这个谣言，因为这些由强连带连接的朋友可能都是些共同的朋友。假定散布此一谣言的动机在每一次复述的过程中减弱一点，那么这个通过强连带而流传的谣言，比起通过弱连带，多半会被限制在少数人的小团体之中。其主要原因便是没有跨越不同团体的桥。


  由于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已经完成了数以百计的传播研究，如罗杰斯（Rogers）在1962年检阅了506个研究，某些人可能会认为上述的主张可以很容易获得检证。但由于下列几个因素，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虽然大部分的传播研究发现个人之间的连带接触很重要，但是他们大多没有做社会计量学式的（sociometric investigation）调查［Rogers（1962）有讨论到这一点］。而当社会计量学式的技术被应用的时候，因为调查者在问卷上会限制可以选择的人数，所以受访者不能尽情地指出他们的弱连带。


  因此上面所提到的弱连带在传播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并未被测量；甚至在搜集很多计量社会学信息的时候，也几乎从来没有人尝试借由一种创新发明（或观念、谣言）的传播过程，直接追溯此一传播过程历经的人际途径。比较常见的是，每一个人何时采用此一创新发明的时间，以及在这个调查中，别人勾选他的次数，多半会被记录下来。那些获得很多人勾选的人具有“核心的”特征，而那些很少被选的人即是“边陲的”；然后这个变项会与采用的时间先后做相关分析，以推论创新会依循什么样的传播路径。


  在传播研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与我的论点有关。有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初期的创新者多半是居于边陲的人，他们因为“较不顺从于规范而被认为是高度的偏差者”（Rogers，1962：197）。其他研究［例如Coleman，Katzo and Menzel（1966）对医生采用新药物的研究］发现，那些接受访谈者大体上也都是早期采用者。贝克（Becker，1970：273）借由“采用特定创新发明所感受到的风险”为依据，企图解释关于早期的创新者是否为“核心的”或是“边陲的”这样的问题。他所做的公共卫生的研究显示，当一个新的方案被认为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而且较无争议的时候（如Coleman等人所做的药物研究），采用与否是由核心的人所主导，反之便是由边陲的人所引导。他认为其中的差异就在于“核心的”人比较想去保护他们的专业声望。


  科克霍夫、拜克以及米勒（Kerckhoff，Back and Miller，1965）通过不同类型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一个南方纺织工厂曾被一种“不正常的歇斯底里式的传染病”袭掠：从最初很少，随后愈来愈多的工人，宣称被一种神秘的“昆虫”叮咬，使他们变得容易呕吐、麻木以及愈来愈虚弱，这导致了工厂的停工。当受影响的工人被要求指出他们最要好的三个朋友时，许多人互指对方，但是最早被袭击受伤的人，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几乎没有人选他。跟贝克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解释因此被提出来：因为这个症候被认为是古怪的，所以初期的“采用者”（adopters）多半是那些边陲的人，这些人较少受社会压力的支配。随后，“逐渐增加的多半是那些比较整合于社会的人……当此一传染（病）进到社会网当中时，便迅速地扩散开来”（Kerckhoff，Back and Miller，1965：13）。这和罗杰斯的意见一致，亦即虽然创新发明的第一个“采用者”是边陲的人，但接下来的团体，即“初期的采用者”，“比起创新者而言，是比较能跟地方社会系统结合成为一体的人”（Rogers，1962：183）。


  “核心的”和“边陲的”人物或许如同前面所宣称的那样被动员起来。但是假设这些边陲的人真的如此行动，他们很难成功地传布此一创新发明。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因为对于一个危险的或是偏差的活动的抗拒大于一个安全的或是正常的活动，所以在初期阶段，在一个连锁的反应开始扩散以前，很多人必须得知它并且接受它。所以根据我的论点，拥有很多弱连带的人，最适于传布像这样困难的创新发明，因为他们当中的某些连带将可能成为区间桥梁。一个起初不受欢迎的革新若仅通过那些拥有少数强连带者的传布，多半也会被限制在少数人组成的一些小团体之中，因此没有什么效果，也因而它们的传播路径从未被传播研究发现。


  弱连带会成为传播研究中“边陲的”革新者，是极有可能的。但是在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计量学研究中，这仍纯属理论臆测。科克霍夫、拜克以及米勒，在随后对上例歇斯底里事件所做的更详细的分析中，指出除了问受访者个人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外，他们也问了谁和谁一起吃饭、工作、开车上班等问题。他们指出最早受影响的六个人中，当以友谊的选择作为分析基础的时候，有五个人是“社会孤立者”。在我们的样本中，六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被其他人视为朋友。更令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使用其他的选择标准时，这六个人也被他人多次提到。但实际上，他们却经常是在“非朋友类”（nonfriendship）的项目上被他人提到（Kerckhoft and Back，1968：112）。


  这个发现增加了弱连带论点的可靠性，但是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一个稍微不同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直接的帮助：即米尔葛兰姆（Milgram）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小世界”（small-world）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名称的由来起源于下述常见的看法，即新认识的人常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这种情形衍生出如下的一个研究，即在美国任意地选择几组人，然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路径，看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连到上述的几组人。一个小册子随机地指定给一个发件人（sender），通过这个发件人所认识的人将这个小册子传给目标对象，当然，这个人要比发件人更认识目标对象。然后新的接收者进一步将这个小册子以类似的方式传送下去；最后这个小册子有可能送达目标对象，或者也可能停在某人手里。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研究中，能顺利完成此连锁任务的比例分布在12%～33%之间，在完成任务的连接链（chain）中其连接数（links）是2～10，平均值则为5～8（Milgram，1967；Travers and Milgram，1969；Korte and Milgram，1970）。


  当某人将小册子向前传的时候，他同时也寄出一张明信片给研究者，指出他跟下一个收件人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类别可供选择，分别是“朋友”（friend）与“相识的人”（acquaintance）。假定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强连带”与“弱连带”。在其中之一的研究当中，指定白人为发件人，但小册子最后的传递目标是黑人。在这样的连接中，很重要的一次连接是小册子从白人圈传到黑人圈的那一次。有50%的例证显示，白人描述收件的黑人是“相识的人”，这个连接最后总是能完成；只是当白人将小册子传给黑人“朋友”的时候，完成的比例则低于26%［我的计算是以寇特（Charies Korte）慷慨提供的未发表数据作为基础，见寇特（Korte，1967）以及寇特和米尔葛兰姆（Korte and Milgram，1970）］。由此可见，比较弱的种族间连带在衔接社会距离时，是比较有效的。


  另外一个相关的研究，由瑞波波特及哈佛斯（Rapoport and Horvath，1961）所进行，并非真正属于传播研究的一种，不过这个研究追踪探究了传播时可能发生的途径，因而与我们的论点密切相关。在密西根高级中学（N＝851）中，研究者请每位学生根据其喜爱程度排列顺序，列出8个最要好的朋友。之后，从这个团体中取出若干随机样本（样本大小，为一个随机指定的数目9），然后追踪每一个样本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选择的关系，再加总平均每次抽样而得到的网络人数。也就是说，将一个样本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选择列入表格（were tabulated），然后这些被选择的人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选择也加进来计算，但在每一次的滚雪球扩大网络时，只能加入先前未被选择的人，这样一直持续到没有新的人可以被加入为止。以相同的步骤运用在第二顺位和第三顺位的选择、第三顺位和第四顺位的选择等，一直到第七顺位和第八顺位为止［这个追踪程序在理论上与传播的连接见Rapoport（1953a，1953b），以及特别是Rapoport在1954年的文章］。


  网络内人数最少的是经由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选择所产生的网络——假定是强连带——而人数最多的则是通过第七顺位和第八顺位的选择。这也符应了我所主张的通过弱连带可以达到更多人的接触的观点。此外，在关系量表的数理模型中，设计用来测量朋友网络的重叠程度的参数显示，重叠程度与朋友的亲密程度正向线性相关，亦即随着后者的提升而逐渐上升。


  自我中心网络中的弱连带


  在本部分和下一部分中，我要讨论的是上述的发现和论点在两个面向上的一般意义：首先是个人层次的，其次是社区层次的。这些讨论内容尚不足成为周延精确的理论；它们只能展现可行的应用方式。


  在最近几年，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开始分析关于个人所镶嵌的社会网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其中的一些研究强调行为被个人的网络形塑和限制（Bott，1957；Mayer，1961；Frankenberg，1965）。其他的研究则包括个人如何能够操弄这些网络以实现特定目标（Mayer，1966；Boissevain，1968；Kapferer，1969）。上述两种情况一般咸认都是受个人网络的结构所影响。博特（Bott）认为，其中比较关键的变量是一个人的朋友网内的成员彼此之间是相互认识（紧密结合的网络）或相互不认识（松散结合的网络）。巴恩斯（Barnes）通过计算由自己本身（ego）和朋友所形成的可观察的连带数目，以及其所占可能产生的连带数的比例，将这两个数值相除得到一个连续变量，来取代以上的二分法概念；即对应于我们一般习称的网络“密度”（Barnes，1969；Tilly，1969）。


  爱普斯坦（Epstein，1969）指出，不管怎样，自我中心网络（ego’s network）的不同部分或许会有不同的密度。他将一个人与之“互动非常紧密又相当固定”的朋友，以及由此一关系而互相认识所形成的网络称为“有效网络”（effective network）；“其余则构成延伸性网络（extended network）”（Epstein，1969：110-111）。用我的术语来说，这和一个人的强连带形成紧密的网络，而其弱连带则形成较不紧密的网络的说法是很接近的。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个人的有效网络中非桥梁的弱连带一样可以被视作强连带，以便能从较不紧密的网络部分区分出较紧密的网络。


  有一个论点一直未获得普遍的同意，亦即自我中心网络是否只包括那些与自身有直接连带的人即可，或是应该包括与他有连带的人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强调简化个人网络的，倾向于采用前者，而后者则强调网络的实际运作，因为通过直接接触的人而获得的信息或是帮忙，或许也要由他们的人际接触而定。借着将自我中心网络分成两部分，一边是强连带与非桥梁的弱连带，另一边是作为“桥”的弱连带，我可以讨论上述问题。前者的连带指涉网络中人们相互认识，只有少数关系是没有连接到自己的间接连带。而在后者的部分，无论如何，不仅自己连接到的人不会互相连接，而且他们之间连接到的也是其他个人而非自我中心。间接接触，即是典型地通过这些关系连带而达成的；这些连带的重要性不仅是自己可以操控的网络资源，而且他们同时也是穿越社会距离的管道，以便某些理念、影响力或信息可以从自己传达到他们身上。间接连带愈少，在这个世界上超过他自己本身友谊圈之外的信息，也愈容易被隔离于外；因此，在这两种认定自我中心网络的方法中，建立可作为“桥”（bridging）的弱连带（以及继起的间接接触）都是很重要的。


  通过引用我最近完成的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部分结果，我将再以实证结果阐释此一观点。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很久前即已意识到，美国的蓝领工人在寻找新的工作时，多半通过个人的交际连带来找工作（见Parnes，1954：chap.5的文献回顾）。最近的研究也指出那些属于专业性的、技术性的以及管理位置的工作也是如此（Shapero，Howell and Tombaugh，1965；Brown，1967；Granovetter，1970）。我的研究对于此一问题的讨论，主要特别强调在更换工作者（job changers）和提供找职信息的人之间，其关系连带的特质。


  研究的样本是从居住在波士顿市郊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管理方面的找职者中抽出，我询问那些通过个人的人际接触来寻找新工作的人，在对方传递工作信息给他们的期间，他们多长时间会见到对方？以此作为测量连带强度的标准。早先的看法是与个人有强连带的人，有较强的动机为个人提供工作信息。跟较强的动机观点相反的是，我曾经从结构上的论点方面发表看法：那些我们仅有弱连带接触的人，由于多半来自于我们自身不同的生活圈，因此较有可能提供不同于我们惯于收到的信息。


  我采用以下的分类来测量接触的频率：经常（often）指的是一个星期至少两次；偶尔（occasionally）指的是一年至少一次，但是比一星期两次还少；很少（rarely）指的是一年一次或者更少的碰面机会。调查结果显示，关于那些通过交际连带来谋职的人，有16.7%的人指出在这段期间内他们经常看到他们的信息提供者，55.6%的人说是偶尔，以及有27.8%的人说很少（样本为54）。结果很清楚地偏向于弱连带这一端，这也指出了结构确实比动机的影响程度更为重要。


  许多的实例显示，在最近的人际接触网络中，一些与个人仅有最低限度接触的社会连带，像大学的老朋友、先前的同事或雇主等，找职者往往与他们仅有零星的接触但仍始终维持着连带（Granovetter，1970：76-80）。通常这样的关系连带在刚建立的时候（when first forged），都不是很紧密。而与工作有关的关系连带，受访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从未在非工作的场合看到对方，偶然碰面或是共同的朋友才使这一类连带恢复生机。且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经常从那些他们几乎遗忘的朋友那边接收到重要的信息。


  我也问受访者，他们所接触的人是从哪里获得这个转达而来的信息的？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我可以追踪到这些消息的最初来源。就像谣言或疾病的传播感染一样，我曾期待可能会牵涉一段很长的路径距离。但是在39.1%的个案中，他们的消息是直接来自预期中的雇主，是受访者早已认识的人；45.3%的人说在他和雇主之间，只有一个中介者；12.5%的人说有两个中介者；以及3.1%的人说有超过两个以上中介者（样本为64）。就某些重要的目的而言，这足以说明我曾经讨论过的，自我中心网络包括了自我中心、一些由自己所接触的人（contacts），以及他们进一步延伸的关系。如果找职涉及了很长的消息路径，那大多数人大概都可以找到任何特定的工作，而且没有特殊的关系连带是关键的。此一工作信息流通的模型正好符合经济学“完美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但是那些少数通过超过一个中介者才能获得工作消息的人，多半是年轻人以及处在失业威胁下的人，而且，其信息提供者所发挥的影响力多半很小。这类受访者，事实上，比起那些通过快捷方式打听到工作消息的人而言，较类似于那些运用正式媒体中介的人（如职业介绍所、广告）：这两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受到极糟的待遇，提供给他们信息的人也对雇主没有影响力。只有通过报纸招聘的工作，才可能让个人在缺少推荐的情况下去应聘，就算历经多手他们也未曾听闻此一消息（neither does it to have heard about it fifth hand）。


  通常我们习惯地将经由“正式的”或大众程序的传播，与透过人际接触的传播予以二分，在某些个案中是无效的。在这些个案中，前者或可被视为需历经一长串传播链的少数事例。这特别在牵涉工具性价值的信息时为然，而且当这类信息是指定给特定某人的时候最有价值。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弱连带在创造可能的流动机会时，是很重要的资源。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范围来看，弱连带在造就社会凝聚力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一个人换工作，他不仅从一个社会网移动到另外一个网络，而且同时也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的环节（link）。这个连接与当初帮助自己转职的连带属于同样的性质。特别是在专业性的和技术性的专家中，这是定义明确又人数不多的团体。在特别的场域中的这些流动，与凝聚性较高、构筑着社会网络的团体之间，建立了一个具有“桥”的功能的弱连带（bridging weak ties）复杂结构。信息和创意通过此一结构比较易于流通，且通过积极地参与会议及集会，而容许某些“社群意识”产生。弱连带的维系或许是这些会议最重要的功能。


  弱连带和社区组织


  关于社区意识的看法或许可以提醒我们，在许多的个案中处理较大的分析单位，比起单一的个人而言，是更有意义且更合乎需要的。在本部分中，我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说明为什么某些社区组织为了共同的目标，甚至面对迫切的威胁，可以很容易而且很有效地动员资源，而有些组织却不行。举例来说，波士顿西翼（West End）的意大利社区，就无法形成一个组织去对抗最终瓦解他们社区的“都市更新计划”。就甘斯（Gans，1962）认为西翼是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的观点而言，这种结果显得特别反常。


  文化和个性上的差异经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反常现象。甘斯对照比较了“较底层的阶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次文化，总结指出只有中产阶级对于其领导者提供充分的信任，以及能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实践时，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因此，西翼的工人阶级无法对抗都市更新（Gans，1962：229-304）。然而，许多记载完整的个案研究显示，部分工人阶级社区曾相当成功地动员起来，反对较小的或规模相似的威胁（Dahl，1961：192-199；Keyes，1969；Davis，1966：chap.4）。我认为作为一种犀利的分析工具，弱连带可以检视组成社区的连带网络，考察结构内有哪些因素促成或阻碍组织的发展。


  试想，一个社区如果可以完全划分成不同的小团体，而且每个人在其团体中，均可与团体其他的每一个人联结起来，但却没有任何团体外的联结，那么，社区组织的发展将严重受限。广告、收音机的广播，或是其他的方法皆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任一新发展的组织情况；但是有关扩散和大众传播的研究却显示，人们很少对大众媒体的信息采取行动，除非它同时也通过个人的关系连带传送这些信息（Katz and Lazarsfeld，1955；Rogers，1962）；否则一个人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应该如此严肃地看待一个广告产品或组织本身。通常一个小团体对于整体组织的狂热，不会扩展至其他的小团体中，但是会在每一个小团体内独立地发展。


  信任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我认为一个人是否信任特定的领导者，完全看是否存在居间者的中介接触。这些中介者能从他们自己的知识肯定地告诉其他人，领导者是值得信任的，以及，假如需要的话，居间者也能向领导者或者是领导班子（lieutenants）为这个人的利益来说情。对领导者的信任总的来说就是预测和影响其行为的能力。对那些并无直接或间接连带可联结到领导者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领导者并无动机对他们负责或值得信任。因此，从任何领导者到其潜在的跟随者之间，可能因为社会连带的减少，致使网络产生支离破碎的情况（fragmentation），从而抑制了成员对该领导者的信任。不过进一步来说，这个抑制，也未必完全是不理性的。


  然而西翼的社会结构是否能被归属于此一类型？首先，根据定义，当结构被假定是极端破碎的，那只有在宏观范围的层次——从网络这种“鸟瞰的观点”（aerial view），才会明显地看出来。因为局部的现象是有凝聚力的［戴维斯（Davis，1967）在一个相关的脉络中，也注意到此一吊诡的现象］。一个分析家借由参与观察来研究这样的一个团体，有可能从未发现此一破碎化的程度，特别是如果这些小团体（cliques）并未被标上种族、文化或其他明显可见的差异时。在参与观察的特性中，一个人多半会被一个相当局限的小团体绊住；因为一些有用的人际连带需靠着他人的介绍而获得。甘斯写道：“西翼社会的进入问题特别地令人烦扰。”但是最后，他与他的妻子“由于受到我们其中一个邻居的欢迎，进而与他们成为朋友。因此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许多他们晚上的聚会，并把我们介绍给其他邻居、亲戚和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西翼的居民……把我们再介绍给其他的亲戚和朋友，虽然大多数参加我们社交聚会的人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的人，和他们的同伙圈子”（Gans，1962：340-341），因此他所做的有凝聚力的团体的解释，并未与整体社区的破碎化有所矛盾。


  现在，假定在西翼，所有的关系连带不是强连带，就是缺乏连带，那么图3-1所示的三角关系将不会发生。因此，对任何个人而言，他所有的朋友彼此之间也都是朋友，而且其朋友的所有朋友，也是自己的朋友。在社区中，除非每个人都与所有的其他人有紧密的连带，网络结构才不会像前面所说的，被瓦解成尽是孤立隔离的小团体［就戴维斯的数理处理方法，所有的网络均是“群集性的”（clusterable），都是单独一个一个的小团体（Davis，1967：186）］。因为任何人多半不会维系超过几打以上的强连带，所以，事实上自然会产生这种破碎化的结果。


  强连带是否必须占据大多数西翼居民的社交时间，才能让此一分析大致正确呢？甘斯指出，“好交际的群居性（sociability）根植于一个相对较无改变的同侪团体的聚会，如家庭的成员和朋友等同侪团体，在一周当中聚会好几次”，部分“非正式小团体和俱乐部的参与，可以为原先不相干的人们建立关系……不过，用于前述社交团体的时间总数，无论如何，比起家族与朋友的小圈子而言，这些社交团体是比较不重要的”（Gans，1962：74，80）。此外，弱连带有两个常见的来源：正式的组织及工作环境，这两个来源并未提供弱连带给西翼的居民；组织的成员几乎是零（Gans，1962：104-107），很少人在这个地区工作，所以在工作场所形成的关系连带是无关于这个社区的（Gans，1962：122）。


  而且，一个社区的成员若较不会有地理上的流动性，且成员间拥有长久的友谊（Gans，1962：19），人与人之间易信任性（credulity）将会紧缩，从而可以推测每一个人将不会认识大量的其他人，所以在这里只存有一点点弱连带。问题是，这些连带（ties）是否能成为“桥”呢？假设没有任何弱连带有望如此，那么实际上，这个社区也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是破碎的，除非这些小团体能够同时包括强连带和弱连带［这些观点也是来自于戴维斯对于“群集性”（clusterability）的分析，若同时包含强连带和弱连带称之为“正面的”（positive）网络，若是无连带便是“负面的”（negative）网络（Davis，1967）］。在西翼，除了借由认识朋友的朋友以发展弱连带之外（这里的“朋友”包括亲戚）——不过这些新的连带也不会自动地成为桥梁，缺少人际间的通路，正由于此使得前面所说的那种破碎的社区结构模式似乎是真实的。换言之，一个社区若有许多作为桥梁的连带，那么必有几种明显的社交方式或是社交环境，使人们能够形成这种类型的弱连带。Charlestown的个案在此方面便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例子，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社区成功地组织起来对抗同一城市（波士顿）的都市更新计划，是一个与西翼的无力感相反的例子：不像西翼，它有很丰富的组织生活，而且大多数的男性居民均在此地区工作（Keyes，1969：chap.4）。


  由于缺乏实际的网络数据，这些都只能是推论而已。可靠的数据需要显示西翼社区是否真的是破碎的，或是社区不能成功地组织起来，而这两种模式都起因于弱连带的策略性角色。不过这样的资料并非即手可得，而且很难去搜集。此外，也没有任何其他已经搜集好的、可做比较的个案资料。但是下文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不但可以从事事后分析，而且也可以预测社区为了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开始进行类似调查时的粗略原则是：社区中的区间桥越多，且桥可以沟通的范围越大，则社区的凝聚力就越大，而行动一致的能力也越高。研究这类作为桥之弱连带的特性和起源，可以对一个社区的社会动态提供珍贵不凡的洞见。


  微观和宏观的网络模型


  不像大部分的社会网模型，在此所提出的，基本上并没有企图将其应用在小型的、面对面团体或是限制在特定的制度或组织环境中的团体；而是企图接合那些小规模的团体，以及一些比较大的、没有组织的团体。这也是为什么这里要重视弱连带而非强连带的原因。弱连带，比起那些倾向集中于特定团体内的强连带而言，多半更能够去连接不同小团体的成员。


  基于这个理由，我的讨论并不鼓励去阐明小团体的内部结构。借由对照戴维斯、荷兰与莱哈特（James Davis，Paul Holland and Samuel Leinhardt）等人（以下用DHL模型表示）对类似问题讨论的论文中所发展出来的模型，我的观点可以说得更清楚些（Davis，1970；Davis and Leinhardt，1971；Holland and Leinhardt，1970，1971a，1971b；Davis，Holland and Leinhardt，1971；Leinhardt，1972）。这些作者从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人类的团体》（1950）一书中的某些命题获得灵感，主张“结构的社会计量学的中心命题是：人际关系的选择具有递移的倾向——假设P选择O而且O选择X，那么P多半会选择X”（Davis et al.，1971：309）。当这个论点毫无例外为真时，一个社会计量图形将可画出几个小团体，在每一小团体内的每一个人均会选择同派系其他的每一个人；任何不对称的选择或是没有选择（nonchoices）只介于不同的小团体之间，而且，假设出现不对称的选择，也只是单向的。由此可推论小团体之间地位的顺序（partial ordering）。假设两个小团体之间互选意味着是平等的地位，而不对称的选择则是不平等的地位，那么此一顺序便反映了整个大群体之内的阶层化结构（Holland and Leinhardt，1971a：107-114）。


  在此一模型和我的模型之间，一个直接的差异是，前者主要是就“选择”（choices）来探讨，而非“连带”（ties）。许多社会计量学的测验问卷均问人们，他们最喜欢谁或是比较喜欢和谁做事，而非他们实际上与谁在一起（spent time）这样的问题。假设递移性是建立在认知而非我们的社会结构之上，此一方法可能高估了它的优越性。但是因为DHL模型有助于连带的再思考，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关于我的论点应用在递移性上的差异。若P选择O，而且O选择X（或同样的，让X选择O，并且O选择P），那么我认为递移性出现——P选择X（或是X选择P）——的可能性最大的时候，多半是当这两个关系连带——P-O以及O-X——是强连带的时候，而当这两个连带是弱连带的时候则几率最小。当假设一边是强连带，另一边是弱连带的时候，递移的可能性不高不低。递移性，因而可以说是连带强度的函数，而非一个社会结构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确证此一理论主张十分类似于先前所谈的三角关系A-B-C的观点。此外，必须加以说明的一点是，DHL模型适用于小团体的分析，当团体的规模逐渐扩大的时候，递移性理论的适用性逐渐变弱。假设P选择O且O选择X，那么根据递移性原理，P应该会选择X；但假设P并不认识X或仅是略微认识X时，没有选择仅意味着没有矛盾而已。因此应用递移性的逻辑，一个团体应该够小，这样才能让团体内的任何人都能充分地彼此互相认识，以便能够决定是否“选择”对方，以及必须要经常遇到对方，才使他觉得做该选择是必要的。因此，在我的模型中包括了弱连带，因而减少了递移性的可应用性，但却让团体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中较无组织的聚合（chunks）分析变成可能，后者是学者逐渐感兴趣的，相对于面对面的团体来说，它却是较不容易定义的。人类学家最近已将这类聚合（chunks）称为“拟似团体”（quasi-group）（Mayer，1966；Boissevain，1968）。


  如同我在上面所辩称的，因为弱连带很难表现在社会计量图（sociogram）上，而且少有DHL的实证研究——应用统计检定处理社会计量的资料——可以确认或否定我在递移性上的论点。然而，无论如何，还是有项发现确实佐证了此一推论。莱哈特（Leinhardt，1972）展示了学龄儿童的社会计量图，证明当他们年纪愈来愈大的时候，也愈来愈精密地符合递移性模型的论点，其中年龄最大的检定对象是六年级。他解释此现象反映了认知上的发展，亦即逐渐增加运用递移性逻辑的能力。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另外一个对此一现象可能的解释则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将会发展出较强的连带。这论点和某些儿童发展的理论是一致的（特别是Suillivan，1953：chap.16），而且就我的论点而言，这也意味着结构的递移性会因而增大。此一解释的部分支持源自莱哈特的发现，即互选的比例和年级与递移性的程度是正相关的。在这些社会计量图中，每位儿童平均只选四个，多数的互选所显示的是强连带。


  结论


  本篇文章的意涵是个人的经验与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后者超越了个人的视野与控制。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结合因而并非奢盼，反而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课题。然而，这样的结合又产生了一些吊诡的情形：弱连带经常被诟病为是导致疏离的根源（Wirth，1938），但是在此，弱连带却被视为个人取得机会以及社区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强连带则增强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却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破碎化。吊诡对于理论而言是很受欢迎的修正方法，因为它在解释每件事时实在是太灵活了。


  在此所提供的模型，对于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的连接是相当有限的一步；它也只是一个理论的片段而已。例如它仅处理了连带的强度，而忽略涉及连带内容的所有重要问题。在连带的强度和类型差异化的程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强度和阶层结构的关系为何？“负面的”关系连带如何操作掌握？连带的强度应该被阐释成一个连续性的变量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结构的发展结果为何？


  当这些问题被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又浮现了。人口统计学、联盟结构以及社会流动等都是一些变量而已，但是通过网络分析的帮助，在发展微观—宏观的接合环节上，这些却是十分重要的；上述这些问题如何与目前的讨论关联起来，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明。在此，这篇论文的贡献主要是探索性的与纲领性的，其基本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于前面所提出的理论与研究方面议题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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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章出自Granovetter.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1360-1380。


  [2] 也就是说，出现这种关系缺乏的情形是很少见的，大部分都像作者所假设那样，当A与B、A与C是强连带时，B与C也可能出现连带关系，不论是强或弱。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1]


  ——一个社会结构的观点


  引言：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这一篇文章旨在审视最近的经济学及社会学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那些比较两个学科间所作假设与提出策略之不同的文章。社会学方面的文章特别关注劳动力市场行为如何镶嵌在社会互动网络（Granovetter，1985）及受人口学因素的限制上。大多数的这类研究都采用了个体经济学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参见Blaug，1980：49-52），试图把分析建基在个人行为及个人动机之上。然而它们的差别在于，后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限制，也避免了新古典理论中普遍流行的功能论观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观之，经济学中常出现过分夸大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为个别行动者可以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人的决定与行为，以及过去的关系历史之外。这种“社会性孤立”（atomized）的经济行动在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中已发展多时。不管这种观点多么误解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运作，在一个严格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中，个人行动如何加总变成制度，也很难被确切了解，毕竟这个“加总”是通过社会网进行的。在“社会性孤立”的观点里，因为难以提出关于制度如何形成的合理解释，于是有一种强烈的意图视“文化”为关联两者的机制，或采用一种古典功能论的观点，以为制度都是因适应当时情境而生。当功能论的假设被辩护时——通常没人这样做——总是说，没效率的制度迟早会被市场淘汰，能残留下来的一定是“自然选择”的成果。虽然“物竞天择”的机制总被解释得模糊不清，常有的说法却是，次佳规划总是短命的，因为它们给那些能发展出更好规划的人提供了有利的交易或利润的机会。这种法官仲裁式的论调推到了极致，它主要建基于一些有关信息、生产力与动机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只有在社会结构不存在时，也就是在“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身上，才显得真实。


  比较经济学及社会学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研究，第二项主要差异在于，经济学一般忽略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交互作用。当我们在与别人的互动中寻求经济目的时，常常也混杂着追求社会交往性、认可、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等。虽然这一类的动机自亚当·斯密以降，即不为经济学所考虑（Hirshman，1977），但不能说这类追求是不理性的。虽然较经济学家为多的社会学家喜欢研究非理性行为，但对理性行为的研究仍然是社会学工作的中心（Blau，1964；Heath，1976；Homans，1974；Tilly，1978；Weber，1968）。去建构一些只包含经济动机的解释模型，看看这个观点的解释极限有多远——并且探一探在利他的托词下有多少自利的成分，是一件在智识冒险上极有趣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的新古典理论却超过了这点，坚持没有其他的动机可以“显著地”影响经济领域。一种既不精确也无法否证的主张会被提出来为这种坚持辩护，那就是，非经济动机是“随机分布”在研究对象上的，而且可以假设，在总体研究里，它们的影响能够互相“抵消”。


  下面，我将显示这种学科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对经济行动和制度的阐释与解释。


  改变中的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之评价


  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的评价是比较肯定的。劳动力流动使劳工从低阶工作移往高阶工作；因此，亚当·斯密谴责任何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合法制度（Smith，1776，1976：vol.I，chap.10）。但是在20世纪初，当制度经济学家面对转业成本问题时，评价改变了，并且“转业”（turnover）这个词变得十分时髦。“流动”与“转业”在字面定义上略有不同，一个是以个人，一个是以公司为分析单位，然而其深层意涵却有了更大的分歧。“转业”几乎和“问题”连在了一块，在斯利特（Sumner Slichter）1920年的文章《劳工转业问题的范围与本质》之中就是如此。布莱森登与法兰科（Paul Brissenden and Emil Frankel，1922：46）则进一步指出，依据他们的调查，54%～86%的变换工作纯属无谓。


  当划时代的SSRC的一卷《劳力流动与经济机会》（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Bakke，1954）出版时，钟摆又摆了回来。这标题绝不会是“转业与经济机会”，因为大半内容是对流动的赞颂。这“劳工的自由流动”，贝凯（Bakke）评论道，“大体而论，带来了弹性，也因此使数百万计的劳工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作得以对上头路，更带来了企业、创造力、激励、发明、自我发展以及技能取得的潜能，这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Bakke et al.，1954：3）。1954年，劳动力流动甚至惹上了冷战气氛：“如果马克思主义者适度重视劳工自由流动所能带来的人的创造力、发明力及适应力，他们将不再会对商业文明的内部衰败深信不疑。”（Bakke et al.，1954：3）


  20世纪70年代，又发生了另一次的摆荡，摆回到对劳动力流动的负面评价上。如果想要较深刻地了解这个观点，就必须注意流动的一个对应议题，即长时性雇聘合约与发展良好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早期的制度论者即强调长期雇佣的价值，及内部升迁的优点。斯利特（Slichter，1919：290）就评论道：“一个雇主对工作申请者的能力、工作意愿、可信度、忠诚度知道多少……取决于他从这些人以及自己的熟人处得到多少信息……当将一个员工从简单工作升迁到较复杂工作时，或聘雇一个外人从事简单工作时，不适任的危险多半不存在……而这种不适任的成本常常所费不赀，如果是让员工转任较简单的工作，则不适任的成本就低得多。”相反，“二战”之后对劳动力流动赞扬的言论就往往伴随着对内部劳动力市场长时性合约的谴责。用一个中世纪的术语，柯尔（Clark Kerr，1954）称这种市场为“庄园式”的。同时，罗兹（Author Ross，1958）在他的文章《我们是否会有一个新工业封建主义？》中总结了这类普遍的恐惧。


  劳动力流动在20世纪初曾令学者谈之叹息，因为它被认为高得不太寻常。在20世纪50年代，当它似乎又太低以致不能弹性地应付经济需求的变化时，人们又如同患了思乡病般地为它喝彩（Doeringer and Piore，1971；Hall，1982；Ross，1958）。两种反应对既存的劳动力市场状况都很重要。最近，学界又摆回到赞同内部劳动力市场少流动的方面，然而这种趋势并不是导源于一种认为流动已经太多的信念；相反地，它导源于一个经济学内的新趋势——广义地说可以被新制度经济学所概括——这唤回了劳动经济学以及“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议题，并精密地呈现一些源自历史的、法律的及社会学的制度的无效率，可以被阐释为对经济问题有效率的解答，而这些经济问题比原本想象的远为复杂。在这个新，但绝对是新古典的精神里，内部劳动力市场、财产权、某些失业、公司科层以及各式各样的法律安排，都被重新定位为经济上的有效率者。


  这种观点使得对现有趋势的批判变得完全不可能。它也被指责落入了潘格罗斯式的陷阱中，一如默顿所警告的困境——假设每一项社会事物都满足了一个整体定义好的功能（Merton，1947）。同样的困境在生物学中也发生了，古德与刘文亭从来就抱怨这样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总是用一个如何面对外在环境的“适应的故事”，来说明行为特质的最佳选择。他们评论道，当他们建构了一个可能的故事，进化论者“总是认为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可能的故事总是找得到的。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采用一种标准，在一组演化成现代结果的可能过程中，认证出适当的解释”（Gould and Lewontin，1979：587-588）。


  关于长时性合约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适应的故事”，往往主张这种现象已经比先前所预期的更普遍了（Hall，1980，1982；Main，1982；Sekscenski，1980）。随着这项发现而来的，并不是进一步探求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封建主义”，而是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现存体制的好处。多伦格与皮奥雷（Doeringer and Piore）在1971年的书中所论及的，很像20世纪初期的制度论者的腔调：在给定转业成本的条件下，长时性合约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注意，点燃了对“隐性劳动合约”的兴趣，理性的个人能够产生制度结构的这种解释，初看之下，似乎不太符合新古典的假设（Azariadis，1975；Baily，1974）。


  即使略有出入，关于长时性合约的“适应故事”的主轴总是：年轻人“到处看看工作”（job-shop）（Johnson，1978；Pencavel，1972；Reynolds，1951）一番，找一两个工作去试探一下市场和自己的能力；到了三十好几之后，他们会找适合自己口味与能力的工作安定下来。配合度越高则合约会越长。多数的工作者“确实终老于一份终身的职业……但总要试好几次才能成功”（Hall，1982：720-721）。合约的长度可以约略视作配合的程度（Bartel and Borjas，1981：66；Jovanovic，1979b：1257）。高流动率只有在“工作逛街采购”期被视为理所当然。敏斯尔与捷文卫克（Mincer and Jovanovic，1981：35）认为，一个工人在现职前的高流动率对公司特定需要的人力资本无甚帮助，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作匹配的无效率”。如果高流动率持续到“工作逛街采购”期之后，这就是病理学的问题了，并且必须被视作“持续的转业象征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Mincer and Jovanovic，1981：38）。


  我将陈述这些有关劳动力流动的“故事”，不论新旧，也不论经济学或社会学，并强调流动是镶嵌在社会结构限制之中的。我也将考虑多个决定流动的因素，始于那些个人的因素，继以更广的市场组织特性。但我会忽略当下的总体经济状况——失业率——虽然一般认为这会影响流动率。


  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人倾向”模型


  实证数据经常显示，一个经历过某种事情（如转业或失业）的人，比较可能再经历一次相同的事情。这项事实可能归因于，个人有较高而且稳定的倾向去做某件事（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者这次的经验会使下次的事情更容易发生（状况依赖，state-dependence；参考Heckman，1978）。这些理论会高度影响决策。如果现在的失业会使未来的失业变得更可能，则减少现在失业的政策也会减少未来的失业。政策利益会有一种隐藏的乘法效果，在“异质性理论”对失业机会的解释中，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虽然“异质性理论”这个概念一直缺少理论内容，但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它被视为外生于经济范畴的个人倾向。好静者如同“陷身泥沼”，好动者则有如“蚂蚁爬进裤裆里”。举例来说，科克峦与希尔（Corcoran and Hill，1980）把“工作倾向”的异质性归因于“个人偏好、动机和禀赋”的不同，并且建议要降低失业率，我们必须“认出并改变那些影响工作稳定度的能力、态度以及习惯”（Corcoran and Hill，1980：41，54）。他们又进一步把长期失业归因于“不可测的个人不同的失业倾向”（Corcoran and Hill，1980：54）。“倾向”一词不幸地给人一种自愿行为的印象，缺少被动与限制的意涵；人们也可以说“大竞技”（big-game）里的猎人有自愿被狮子吃掉的倾向。社会学家在讨论异质性时则比较折中一点，认为它不只标示着个人差异，也包括了工作及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质，以及和老板的契合程度（DiPrete，1981：290；March and March，1977：399-403；Tuma，1976：357-358）。


  不只是“异质性理论”及“状况依赖理论”缺乏理论内容，而且它们的应用也极端依赖于进一步的模型指定。佛林与海克曼（Flinn and Heckman）发觉，异质性也许本身就包含了一些无法察觉的状况依赖。如果现在失业并不会提高将来失业的可能性，而且人们的失业机会也各自不同，则我们有的是纯粹的异质性。如果它对未来失业的影响力很大且不因人而异，则我们有一个纯粹的“状况依赖理论”。但是因失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会影响未来行为，也会因人而损失不同，却不幸无法衡量；佛林和海克曼称此为“异质性理论”与“状况依赖理论”的交互效果（Flinn and Heckman，1982a：112）。


  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的损失？“无法测度的个人差异”的观点会主张，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主因。但是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差别也会带来相同的后果。一个由一家公司控制下的小镇因关厂造成的失业损失，会比大城市中暂时性的解雇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在随机模型中粗糙指定的“就业”及“失业”，却把它们加总在一块。如果统计资料能把不同的状况分得更细，这些状况对不同人的影响也许不再是那么不同，原来被用来证明“异质性理论”的证据，也许现在会被诠释成“状况依赖理论”的明证。


  数据中被归类为“受雇者”的，其实也包括了工作上的极大差异。如果这种工作类型的差距导致了不同的流动机会，这差距也将会被误用来标示个人无法衡量的异质性。在随机模型中定义出不同的状况因此不是一件无涉于理论的事。当状况被太粗糙地指定时，找出“异质性”也显得有些碰运气了。这些前置命题也许来自默认的假设，在经济学中尤其如此，而社会学的“地位获得”研究多多少少也不免于俗——个人的差异加深了个人成就的不同。相反，如果我们想想，工作与事业生涯其实镶嵌在社会及科层结构之内，而这结构又会强烈地影响流动或失业的机会，我们就会认为把状况定义得更清楚些是理所应当的。此一清楚的指定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状况依赖理论”的理论发现。


  在如何影响工作转变的机会上，“异质性理论”与“状况依赖理论”之间的差距就显得更加含混不清了；尤有甚者，陷入这两个理论的争执，会使我们的研究兴趣偏离实际的转业过程。虽然这些讨论会是一个有价值的开端，并且能对与统计发现不合的理论提出质疑，然而，知道了哪一个变项真实地与转业机会相关，并不能充分地告诉我们转业是如何进行的。就像很多方法论上的发明一样，这种讨论也犯有错误，误把开端当成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样的考虑让我们反思，正如很多的观察显示，我们是不是在合约长度与离职概率间倒因为果了？问题是，这是不是异质性的虚拟因果（causally spurious result）。既然，如同罗森指出的，“比起好静者，那些好动者总是显示出较大的离职率与较短的合约”（Rosen，1981：3）。除非能够很好地做实证设计，否则把流动“倾向”归因于异质性，会颠覆以合约长短来测量工作合适程度的看法，因为这项因果推论暗示着，长期合约来自低的流动倾向（而非工作的适合）。敏斯尔与捷文卫克（Mincer and Jovanovic，1981）企图克服这个两难之境，而认为异质性与工作匹配性是高度相关的。他们用现职前的流动性测度异质性，并关联了“流动倾向”的估计值与现在的离职可能性。靠着诠释先前的流动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而人力资本又部分由过去工作适配程度所决定，所以这个理论得以被合理地解释。他们总结道，异质性“平均起来，改变了合约—转业相关图上50%的斜率”，而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因为先前的流动会是一个预测老工人离职（比较年轻工人）的更好因子（Mincer and Jovanovic，1981：35）。


  在佛林与海克曼的术语中，“状况依赖异质性”被提了出来。不同的工作导致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因此进一步地影响未来离职的可能性。进一步地探讨工作或配对中哪些差异会决定这类投资，一个“状况依赖理论”的统计发现也许会浮出台面。然而两者都和人力资本理论不谋而合，也显示了异质性与状况依赖在统计上的区辨，缺少理论的重要性。


  我在此提出一个社会学对流动的诠释。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掌握住个人工作流动史的真实意义。当一个人换了一系列工作后，他/她所得到的绝不只是人力资本而已，更得到了，也是更难被解释为投资现象的（虽然亦见诸Boorman，1975）一系列同僚，这些人深知他/她的能力与品格。这项认知是不需要成本的，是在工作时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副产品；这项没有成本的特性很难调和于经济学模型之中，因为后者所谓的投资假设了直接或机会成本。常见的记录告诉我们，雇主总是从认识双方的人那里，获取大量的有关申请者的信息（Granovetter，1974，1983），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取决于认识他/她的人的数目，以及这些人在多少公司里面。


  前者是与一个人做了多少工作有关，后者则与一个人在不同工作中有多少同僚有关——既然他们的不流动使他们集中在少数的几家公司里，其他条件不变时，同僚少则公司少且工作缺额少。当经济行为这样地镶嵌在社会结构中时，过去区分异质性或状况依赖就变得不太适当了；两者都假设了一个“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这可以用抽球筒模型来表明这个过程（Heckman，1981：94-96）——每一个人有一个球筒，装了红球与黑球（相对应于两个状况，流动或不流动）。在每一段时间中，一个人随机地抽一个球，来表明相对应的状况。在纯粹的异质性理论中，不同人的球筒中有不同比例的黑球或红球。获得球的内容“不受其结果的影响，而几率是一个常数”（Heckman，1981：95）。状况依赖理论则指出，获得球的内容受其结果的影响。例如，“假如一个人抽了红球……就把另一个红球也加入他/她的球筒”（Heckman，1981：95）。但是两者都假设了一个人的抽球不受其他人抽球的影响。就像大多数的经济学模型一样，两者总是假设了独立自主的个人不直接受其他人行为的影响。我的理论则精准地要求，一个人获得球内容的改变，亦取决于别人抽了什么颜色的球：一个人的流动取决于他人的流动。不过也不可能用一条简单的总合法则模型化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一个人依照其他人抽球结果的平均数来修正他/她的获得球内容。获得球内容的改变只与那些与他/她有直接关系的人有关；因此，这暗示了关系网络的整体结构是共同作用的。


  相对地，我曾研究过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实际上，这些流动是通过他们职业生涯中或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得到的个人社会网进行的。他们的“流动显然是自发的；愈是不同的工作和社会情境愈能为他们带来丰富的人脉关系……这些人能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流动。因为工作之前或过去工作的人际连带和近来的连带一样有效，我们有的是累积效果，好像一个人可以储存他/她的连带一样。既然相对弱的连带也是关键，所以，一个工作做两三年后已足够建立人脉，足为以后所用。假若只有强连带才能介绍工作，则这些好处就不存在了。工作时间太短的话没有用，因为这不足以留下一个人能力与品格的印象；另一方面，工作时间太长也不好，因为这会减损增加人际接触的机会，而封闭了将来流动的通路”（Granovetter，1974：85）。


  相对地，我也发现，那些平均起来每个工作待得不长不短的人，较待得太长或太短的人更易于用人际关系找工作。更进一步，把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进行形态归类，结果显示“储存”关系的程度因人而异（Granovetter，1974：90）。这个结果导因于一个随机过程，早年的经验是其关键：起初的流动产生接触，人际接触又带来进一步的流动，如此循环，生生不已。分芽成长过程是这个“滚雪球”系列活动的合理比喻，在相对简单的假设下，产生了两种形态的结果（Feller，1957：274-276）。


  很多离职实际上是自愿的，而且意味着认识到更好的机会，而不是不可解释的个人“流动倾向”。这项见解亦能合理解释为什么长期劳动契约会降低流动机会。有一种人在大公司待了很久却忽然在公司并购与“清仓”过程中失业，他们的两难之境深深震慑了我。即使他们的工作能力一流，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一个熟人，所以十分不利，也不会被那些惯于用私人情报招聘人的雇主们重视。这些人所在的公司往往都和员工保持长期雇聘关系，因此那些认识他们的人也很少转业，所以也会处于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的位置上。这也指出了合约长短不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也由于公司的特质，因此部分源于组织的个性（Granovetter，1974：88-90；Pfeffer，1983）。我的论点反对视长期合约为“良好配合”的结果，或个人“好静”倾向的表现。取而代之，我以为长期合约也许意味着部分因为个人过去的流动史，所以缺少流动的机会；短期合约则可能源自丰富的机会，而不是“不适配”或“蚂蚁爬进裤裆”里。


  其他的实证证据显示了什么？敏斯尔和捷文卫克（Mincer and Jovanovic，1981：38ff）发现，先前的流动并不会影响年轻员工的现职薪水，但却会对老年员工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他们并不曾区分自愿流动与非自愿流动。索伦森（Sorenson，1974：55-60）也证实，长时序列资料告诉我们，自愿流动较非自愿流动带来更好的职业声望与收入。巴特尔与波佳斯（Bartel and Borjas）对NLS的分析则指出，年轻人辞职会带来好处，年纪较长的人则相反。初看之下，这个证据也支持着“到处看看工作”以及愈来愈适配的理论，但是他们进一步地又把辞职分成“后推”型（因为工作不满意）以及“前拉”型（因为更好的机会）。当年纪较长的人还因为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离职时，往往会得到较年轻人如此做时更好的回报。年纪较长的人离职总的平均起来回报甚低，导源于高比例的“后推”型离职；这类型的离职不会带来更好的薪水，因为离职者给的“原因都无关于薪水，因此也很难指望这群人有更高的收入”（Bartel and Borjas，1981：69）。这个发现与我的社会学理论不谋而合，而且他们也发现有必要把流动分类，而不是把同一年龄层的流动视为一类。有些研究也考虑了合约网络与经济报酬之间的关系。在我个人的资料里，年纪较长的人其自愿离职几乎一面倒地靠着关系才获得更好的机会。我并不能得到薪资成长的资料，但是跨区间数据明白地显示，那些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的薪水，比用其他方法的人明显地高出许多（Granovetter，1974：14-16）。科克峦、台契尔与邓肯（Corcoran，Datcher and Duncan，1980：33-36）用PSID数据展示，用关系找工作有较优的薪水只限于某些族群与特定的指定下。但是在他们对各种职业的45岁以下的男女进行分析时，综合加总分类资料的程度太高，以至于不能显出人际接触的影响：只有用种族与性别加以分类了。既然靠关系找工作的数据占了大多数的转业，我们很难期望转业都能带来更好的薪水；什么情境下会用到关系，其变化实在太大了。除了年龄、性别与种族外，还有下面的一些重要区别。①自愿与非自愿不流动。当流动是非自愿的，个人常常会无论如何先拿一份工作再说，也许也会用到人际关系，但往往不如在稳定工作中能得到的那样好的关系（Granovetter，1974：44）。②这也说明了不同关系来源的接触网络的重要性。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但却对一般理论很重要，一个人接触网络所能获得的关系无法超过网络本身的性质。因此，莫斯塔西-克札维拉（Mostacci-Calzavara，1982：153）在她的多伦多市样本中发现，蓝领以及同一种族的连带会介绍出（即使是在该种族中也是如此）十分低薪的工作，但是愈低薪的人，比起用其他方法找职，他/她也愈无法从相同种族的人际网络中获利。③更重要的是谋介工作的关系是什么。莫斯塔西-克札维拉（Mostacci-Calzavara，1982）以及艾瑞克森及杨西（Ericksen and Yancey，1980：24-25）发现，靠弱连带找到的工作会比用强连带找到的工作的薪水高。我曾经在1973年已经论证过，因为比起亲密好友，一个人的普通朋友较不可能互相认识，所以消息传播也较不可能重复（见Granovetter，1981，1983）。林南、埃叟与渥恩（Lin，Ensel and Vaughn，1981）论及，用弱连带找职与一个人本身已有的职业成就高度相关，但是仅在于这些连带联结了他/她与在职位结构中已有良好位置的人。这种联结多半来自弱连带，而非强连带。综合第②和第③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艾瑞克森和杨西发现的弱连带的好处只适用于高中学历以上的工人，而且，学历愈高好处愈明显。最后，我的理论意涵也与一些失业的研究结果相吻合。有些失业是长时期被判出局的（Akerlof and Main，1980；Clark and Summers，1979；Disney，1979；Feldstein，1973；Stern，1979）。对这些工人而言，我的理论意寓着不同于那些“个人无能”的解释。劳动市场接触范围的分布呈两种形态，以及工作流动的自我创造特性，意涵着某些工人会有关系去口碑相传他们的生产力（Spence，1974）。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持续失败妨碍了后续的希望，不只是因为损害了他们的名声（Ghez，1981），也是因为这阻碍了他们获取必要的关系。


  这项过程在事业生涯的早期已开始了。经济学家迈耶与魏斯（Meyer and Wise，1982）发现，高中时工作的时数高度相关于高中后工作的周数，即使在四年大学毕业后。这对薪资的影响虽然较弱，但仍是正面的。他们评论道，这效果的强度与持久度，较少来自从早期工作学到了什么，较多来自“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就有的人格特质，这特质导致了在高中时就工作，以及高中后愿意投入更多的劳动参与”（Meyer and Wise，1982：306）。这些人格特质是“很难被定义的工作努力与做好工作的态度”，比如“工作伦理”和“高工作倾向”（Meyer and Wise，1982：327）。


  虽然未曾明讲，这又是另一个“状况依赖异质性”的说法，诠释前者为个人特质的结果。回归到工作伦理，固然不是新古典的说法，但却表现了“社会性孤立”的观点。一个较社会学的解释将是，那些在高中时就工作的人确实有“异质性”，不过他/她异质性亦包括了，他们有家庭或朋友提供找工作时的帮忙。这也提供了解释，为什么扣除父母收入与教育的影响后，高中时非白人的工作比白人少得多（Meyer and Wise，1982：309）。非白人较受排斥于工作结构之外，即使在结构之内，也较不会有雇人的权力。这个解释又与克拉克与森默斯（Clark and Summers，1982：204）的论点不谋而合，“对大多数的青少年而言，找工作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等工作出现”。在他们的资料中，“只有1/3无业者找工作花了一个月以上，2/3（的青少年）只花了一个月就成功地进入劳动市场。这强烈地说明了很多人是在工作出现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Clark and Summers，1982：204～205）。他们也做结论道，各种族间年轻人失业率的不同，并不是因为黑人被解雇或离职，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有困难进入劳动力市场（Clark and Summers，1982：218）。所以长期失业对某些人而言也许可以追溯到坏的开始，使他们很难有更多的人际接触，而导致成功事业生涯应有的滚雪球效果不能产生。每一个阶段的失败都是因为前一阶段的失败。不只失业者如此，不充分就业者亦复如此，因为不适配使他/她的能力无法发挥出来，即使他/她的同僚也不知道其真实的能力，自然他/她不会广为人所知了。


  许多的实证研究都显示，我的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学解释都与证据相合，不过，既然这些实证设计都不是针对我的理论做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结论。更多的实证研究应该把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性镶嵌考虑为劳动市场的决定性因素。


  隐性契约、有效工资和受雇者行为


  在晚近劳动经济学中，有很多令人费解的疑义，强调员工会效忠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效忠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努力，以及留职或转业的决定。两方面的经济学论文强调这些，一个是“隐性契约”，一个是“有效工资”。


  所谓隐性契约，指的是无约束力的一种承诺，资方愿意继续提供相同的工资、聘雇以及工作条件，劳方则不会一有更好的机会便跳槽（Akerlof and Miyazaki，1980；Azariadis，1975；Baily，1974）。这样的“合约”是用以防阻不信任：长时期的关系需要雇主及雇员相信对方，不会利用每一个机会伤害对方的利益。奥肯（Authur Okun，1980：84）曾譬喻隐性合约为“看不见的握手”，并评论道：“明的、暗的合约都不足以防范不信任，公司还是有必要拟定雇请临时工人的策略。”大多数的论文发现，一些不太有效的政策如工资僵硬性、年资制度以及终身雇用等，往往源于最适的（从很多标准而言）隐性合约。


  有效工资的论点（参考Yellen的总结，1984）则少一点潘格罗斯式的论调。它们触及了劳动力供给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个人工作努力的问题。所有的模型都假设一个工人的生产力部分取决于他/她的工资——这和古典假设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总是假设生产力来自技术条件，并总结技术状态为生产函数。一些有效工资模型无论如何还是建立在坚实的新古典假设上，假设工资和生产力的关系是激励措施如何安排的问题：给一些人比市场均衡价高一些的工资，会导致另一些人非自愿失业，这情况使工人被炒鱿鱼的成本变得很高，因此防止了低生产力的浑水摸鱼，也就是这些论文中所谓的“规避”（Shirking）现象。但也有一些有效工资的论点乖离了纯粹的经济动机，强调较高的工资会鼓励员工的向心力，因此影响了群体规范，而进一步影响到生产力（Akerlof，1982，1984）。


  在这里我则注意到雇主与员工发展相互期许的社会性内涵。隐性合约与有效工资的论点视劳工行为为一种“社会性孤立”的行为，而不能掌握影响劳工向心力与努力程度最主要的力量。我的批评有两点。第一，两者都视雇主和员工如陌路的个人，互相只知道雇主的声誉及劳工的学历。第二，两者都把雇主和员工的关系，以及员工间的关系，从一个更大的工作组织脉络中抽离出来，因此忽略了团体与团体间的关系形态，以及团体与团体间关系如何影响个人行为与社会关系，乃至于其反向影响又是如何。


  这里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雇主与雇员间并不会视同陌路，因此才需要制度的安排来决定激励措施。相反，即使在进入雇佣关系之前，他们之间可能已经互知甚详了。在我对新雇的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的研究中显示，几乎五个人中就有一人说他们找到现职是因为和老板已经认识了。另外，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是从公司内的人或老板的好朋友那里听到现职（Granovetter，1974：46）。虽然数据不曾显示引介新人的老员工有多少人认识老板，但是从对资料中的抽样做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后得知，有3/4的人认识老板（Granovetter，1974：57）。这也可以显示，在80%～90%的个案中，中介人会接触到老板或老板本人的好友。如果从熟人处得知工作机会只是意味着从老板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处得到消息——一长串消息链——那么，这个消息和从求才广告或职业中介处得到的消息也没什么不同了。事实上，消息链都极短，意味着在雇者与被雇者间有着集中而可靠的信息。


  在其他的研究中（取决于问卷是如何设计的）有证据显示（Corcoran et al.，1980；Langlois，1977；Shack-Marquez and Berg，1982），约有1/6～1/2的新人有事先的消息或关系，可以上达某位能够影响期望和信任的有力人士。既然靠人际关系进入小公司远比进大公司来得可能，所以在小公司中，老板本人往往就是这位有力人士（Granovetter，1974：128；小公司指的是人数少于100的公司），我们可以推测，很多小公司中“新”的雇佣关系实际上只是老关系的延续。这些小公司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远比对想象中的大工厂工人的典型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根据种种统计推估，美国私人部门的雇员中，在100人以下的公司者，占了49%～60%，其中，26%～38%在20人以内的小公司工作（Granovetter，1984：327）。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有证据显示，现在20人以下的最小型公司制造了一半到2/3的新工作（Greene，1982）。


  在大公司中，员工的先前信息较不可能那么直接地上达可以影响明或暗的合约的有力人士，但它仍然对雇主行为的期望、工人的努力，以及可能的劳动契约具有暗示性的意义；这是因为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经有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不但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舒服的社会情境，而且也铺好了习得“诀窍”的路——一个细微且习惯性的特点，但却足以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败。


  尤有甚者，一个人开始工作前即从私人渠道习得有关同僚、老板及公司方面的信息，会减少因误解而不适任从而离职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加强了互相信任，这不只是因为先前的知识，而且也是因为经济性与社会性关系的相加效果。缺乏渠道去解决困难与委屈是离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正是工会能减少离职的因素（Freeman，1980）。信任与人际间的了解也能执行相同的功能，尤其是在未工会化的小公司中。实证证据都能支持这样的论点（Bluedorn，1982：89；Granovetter，1974：15；Price，1977：70-73；Shack-Marquez and Berg，1982：20-21；Shapero，Howell and Tombaugh，1965：50）。


  假设期望、工资与离职决定和工人的效忠及努力仅取决于一对关系——劳资关系——或来自于工作团体的规范，而完全孤立于其他工作团体，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在长时性合约的组织里，也就是隐性合约与有效工资理论研究的那种组织，视工人为分别订约，互不影响，这是很不恰当的。这种概念仅较适用于现金市场。梭罗（Solow，1980：9）注意到：“稳定的劳力群使得一些处理重要事务的社会协约变得可能，长期婚姻和一夜风流是不一样的，很多在一夜风流中不能接受的行为，在长期婚姻中却有可能。”当很多员工有长期合约时，建构关系网络的条件才吻合，可以增进互相了解，构造政治同盟（Homans，1950，1974，参考相关的社会心理讨论）。林肯（Lincoln，1982）也注意到，在韦伯概念中的科层制度，正式组织“在完全独立于集体行为下，被设计来发挥功能，而社会网是可以发动集体行为的。科层制预定了一组职务间的固定关系，人员在职务间流动，却不影响组织的运作”。他进一步总结各类社会学研究后认为，“当转业率很低时，关系就有了感情表达或个人性的内容，这终将改变关系网络以及组织的方向”（Lincoln，1982：26）。


  这样一个公司内的“气氛”（Williamson，1975）或文化，也许会对个人的忠诚及努力程度做出重大的贡献。虽然经济学的论文中愈来愈多这类的论调，但却很少有人深究这种文化是从哪里来的；相反，它被视作既有的，每当经济学解释不清楚的情境，就归因于它的影响力。我的主张是，这个“气氛”是社会关系长期积淀的结果，必须从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历史中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1955：chap.1）告诉了我们一个1946～1948年芝加哥内陆货柜公司（Chicago Inland Container）因工业关系而生产力大增的故事。关键点在改进中层、低层经理以及工会人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变成直通高层经理的桥梁，使之能够评估计时工资如何改变。一旦这种关系发生了，“气氛”立刻就会改变，生产力（表现出来的）也就提高了。这只是在激励工资上的一个小改变而已，也正是有效工资理论要研究的标的。当怀特作更抽象一层次的分析时，发现这种情况的发生条件并不适合做更一般化的推论。不过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明白，如果忽略了社会关系及其沉淀出的结果，我们无从掌握那些关键性的改变。


  同样的，当我们用工作团体的“规范”来解释生产力时，忽略形成“规范”背后的因素也是有问题的。阿克劳夫（Akerlof，1982，1984）在他的“部分好处交换”及有效工资理论中，试图在雇主的薪资政策中为规范找理论基础，而立论道，“在大多数的工作中，保持忙碌会使时间过得很快……付一笔合理的薪水会让工人觉得忙的有理，公司因此得利”（Akerlof，1984：82）。这个理论看起来四平八稳，但它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谁来决定“合理”的工资，并假设产业工人只是被动地接受雇主提供的薪水。事实上，高薪工作团体或族群可能只是因为一致的政治活动而获得高薪，比如组织工会。很明显的，有些工作团体就是较易卷入这类的一致行动中（Sayles，1958），并且这类在一致行动中获致成功的团体都是高生产力者。一些人或许看到了跨区间资料，便认为这些高薪导致了忠诚。但是塞尔斯（Sayles，1958：112-113）却主张，那些能够成功地追求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团体，往往发展出一种有效率、有内聚力、有团体精神的感觉，这也展现在高生产力上。


  但问题在于，大公司中到底哪一个职业团体最能为自己的经济利益高分贝讲话，我们只能够从公司社会结构中分析这个团体的位置而得到答案。在塞尔斯对22个工厂中300个团体的深入研究里，这类团体有两个共同特征。一个是它们的工作同构性很高，但却不是可以互相替补或相互独立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工作的；另一个是它们在公司中的相对位置有些模糊。当解释到为什么高度独立的团体很难发动集体行为时，塞尔斯（Sayles，1958：76）认为，这个团体内的互动紧密度会减少它利用相同的经济利益把其他团体卷入的能力。“每一个人员或短短的生产线本身变成了一个自足的小世界。团体成员与工作单位的紧密关系，导致对更大利益团体的效忠变得十分难以持续”。用我曾有的立论来说明，高度相互独立的团体内的强连带，会封闭这个团体，使得难以与其他团体形成弱连带，而这些弱连带却有从社会结构中的这部分传导活动于另一部分的潜力（Granovetter，1973，1983）。


  更进一步而言，活跃的团体常是工厂科层结构内部中间的一层，那些工作既不是“明显地，不可免地人人不要的”，也不是“明确地是最有优势者才可得的”（Sayles，1958：49），所以有一定空间去改变它的相对位置。它们也经常是在地区劳动市场中定位不明的工作。中层的工作，既不像高层或低层常是雇进来的，而是踏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台阶上的。“结果，什么是公平合理的薪资，相对于可以比较社区中的‘普遍工资’，中层人员的薪资确实是较模糊的”（Sayles，1958：49）。


  一般而论，工人如何做工资比较以及他们认为的公平工资是什么，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Gartell（1982）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劳动经济学家邓洛普以及他的学生已经察觉有一些工作是“关键工作”，如果这些工作的薪资改变了，会使相关工作也一连串地改变其工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工作群”；公司间，也有一些公司在相同意义上是关键公司，一群相关的公司也会组成“薪资等高线”（Dunlop，1957）。多伦格与皮瑞（Doeringer and Piore，1971：89）稍后注意到，“一个工作如果和其他工人广泛接触，会使它在内部薪资结构中取得一个战略地位，以至于不可能只调整他们的薪资，而不动到整个系统”。这里有一个隐含的社会结构理论，工人较易去比较那些常和他们接触的人的薪水。塞尔斯也有一个一般化的理论，互动的这些形态决定于他所说的“技术”——包括公司安排团体内和团体间的工作流程的方式——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卡特尔（Gartell，1982）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在不同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间的工人会经常作工资比较，而从个案的性质上看，这些比较一般不是基于工作上的互动，而是在薪资等高线的社会网中进行比较。他因此立论，“忽略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外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传达的工资信息，制度论的文章低估了决定工资的众单位间相互依存的强度”（Gartell，1982：29-30）。


  内部劳动力市场及升迁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机会是影响工人工作表现与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经济学家视升迁为隐性合约的重要面向，也表示了生产力与工资水平的合适相配。捷文卫克主张，个人“签订合约，创造了一个能对工作适配发出正确讯息的报酬结构……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就是升迁……是基于工作表现质量而有的升迁”（Jovanovic，1979a：974；也参考Malcolmson，1984）。威廉姆森、瓦契特与海瑞斯（Williamson，Wachter and Harris，1975：275-276）也相信，虽然薪资与边际生产力未必会在新聘时高度相符，“但是生产力的不同却可以在长时段中被辨认出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职等分派上，使其更名实相符”。


  一个不同的诠释——虽然是相同的功能论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工作的细分与职等的多重是为了创造一个工人间的障碍，使他们互相竞争而避免形成一个联合的工人阶级（Gordon，Edwards and Reich，1982）。爱德华（Edwards）谈及的“科层控制”，颇类似于新古典观点，他假设升迁主要是因为工人满足了上级僚属订定的行为标准。


  不过这些论点都忽略了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实则都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我先将谈及即使生产力是可衡量的，它也不是升迁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然后我会讨论测量生产力是如何困难。不是基于生产力，而影响升迁的主要因素是年资与种族。亚伯拉罕与麦道夫（Abranham and Medoff，1983：8）调查了392家公司，并估计大约60%的私人非农部门的工人，其公司会偏向先升年资深的员工，即使年轻的员工生产力更高些。在雇用无工会的计时工的公司中，1/3公司的回答者坚持先升年资深的，完全不考虑生产力差别有多大（Abranham and Medoff，1983：9）。


  基于个人或种族因素而升迁的证据仅是一些逸事。比如说，道尔顿（Dalton，1959：184）有关一个中西部化工厂的数据显示，“某个种族大概只占了38%的劳动力，但却拥有85%的顾问、主管职位”。受访者很不客气地指出：“大约所有的大头们都参加帆船俱乐部，妈的，他们大多数是共济会会员……混球，这些家伙全在一起玩扑克，他们的老婆则凑在一块到处跑……年资、知识、能力都不作数。你必须和他们混作一堆。”（Dalton，1959：154）即使在这里，道尔顿还是强调最起码的条件，以及深深影响工厂运作的合纵连横中，高级主管们因为政治需要而雇用或升迁某人。


  依年资而升迁其实有相同的根源：愈资深的员工将会有愈长的时间去发展其政治影响及在合纵连横里的中枢地位，而且为有权升迁人的主管提供了够长的服务。有权升迁人的主管们并不会只重视员工的才智，他也会以政治安排策略性地安置那些忠于他个人目的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亚伯拉罕和麦道夫（Abranham and Medoff）的调查中，即使在无工会的公司里，一半的受访者还是偏好年资深的员工。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以年资论升迁是源于行动者有其策略动机追求他们的目标——不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既不会只看重工会的力量而照顾老员工，也不会视升迁为隐性合约中激励结构的一部分。


  罗森博（Rosenbaum，1979a，1979b，1981，1984）深入地研究过大型、投资人拥有、“有很多分支机构遍布美国各城各镇”的公司中的升迁问题。他坦陈道，升迁有一种为高层工作征募人才的功能，所以它部分取决于生产力，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升迁对工人间社会性地比较长短的重要性。既然“升迁是……一个组织中最主要的报酬手段……它必须在执行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期望与激励”。升迁机会，本身就“好像是一个有效地控制员工的手段，提供了远比实际升迁者为多的员工在物质报偿上及名誉地位上的可能性”（Rosenbaum，1979a：27）。


  一个纯粹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升迁仅适用于那些还可以多奉献几年的年轻员工，他们也较可能认同如有可能升得越快越好的政策，但这样做却会使老员工失望。麦道夫和亚伯拉罕（Medoff and Abraham，1980：732）注意到，那些在同一年龄层中，有最多经验却又落后于其他同辈的员工，最有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在坐冷板凳了，而减少了努力的程度。罗森博（Rosenbaum，1979a：28）因此建议，应该避免被升迁者的年龄分布太大，可以“免得有哪一个年龄层的员工认为自己相对于较年轻的年龄层受到不成比例的压抑”。他对1962～1972年以人事资料做的升迁研究，确证了这样的论述。他进一步发现，在高成长期只增加了资深员工的升迁机会，到了度小月期，他们的机会也相对跌得较快。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类升迁具有随意性与激励性。工人间比上比下的重要性因此使得升迁政策变成影响生产努力的重要一环，即使是那些没有升迁的也受影响——一个远较有效工资理论所看见的、更为复杂的过程。


  另一个无关于生产力的升迁决定因素是人口学的：简简单单就只是晋升机会的获得。怀特（White，1970）指出，机会是链状存在的：一个人的退休或一个新职务的创造会拉进一个人来填这个空缺。而这个新员工的遗缺又变成其他人的空缺，如此一直下去，直到补位者新进劳动市场，没有先前的遗缺，或是先前的遗缺被除位不再递补而停止。退休率或新进劳工率与一般人口学有关（参考Sorensen and Tuma，1981），而工作新增率或废除率则与景气循环有关。这四种率决定了职位链的长度，也决定了升迁机会的多寡。斯丢曼与孔达（Stewman and Konda）指出，正式的人口学数学模型可以被用来解释升迁率；并展示了组织科层的结构与大小不同的年龄层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现在来检视一下衡量生产力的问题。马奇等（March and March，1978）曾发展一个“工作表现抽样”的模型，其中能力是毫不含糊地存在的，只是升迁考虑时我们却不可能一直观察到它，而仅仅偶尔抽些样本，因为它们不是一直保持接触的，或能显露能力的情境只偶然出现。这项论证统计性上与质量管理的论文相关，暗示着即使在一群技术性质相同的人中，生涯的成功也是部分源于抽样变异。这也指出一个为什么合约长度会和离职概率负面相关的原因：工作早期，工作表现的抽样非常少，所以成功推论出统计特质的抽样比率往往误导向最高或最低的两个极端，也导致升迁或炒鱿鱼的决定。在职愈久，抽样的样本也愈大，愈少变异，所以被升迁或炒鱿鱼也较少统计性因素（March and March，1978：450-451）。有一些善于表现的“明星”级人物因此成为升迁管道上的宠儿，而与实际能力无关。斯丢曼与孔达（Stewman and Konda，1983：672）纯粹从人口学的同年龄层的大小出发，也得到了非常类似的结论。


  罗森博在他的实证研究中，相对应地也发觉了这事在早期升迁史中的重要性。就像高中里的课程评比一样，早期的胜利者“被视为有潜力的一群，他们不会做错，被赋予更多的机会与进一步的挑战；而那些在早期未出人头地者，往往不被赋予再一次的机会来证明自己”。到了“进入一家公司的第三年，一个员工的最终生涯，基本上已受到影响了”（Rosenbaum，1981：236，238）。在罗森博的想法里，生产力似乎不是一组固定的能力，而是内生于升迁过程的社会期望与互动的结果。对于公司内升迁，我曾主张早期的升迁是自我持续的，对比是十分重要的。


  在生产力的衡量十分模糊的状况下，那些掌有升迁大权的人就必须掌握各种信息。罗森博（Rosenbaum，1981：112）发现，大学教育质量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尤其对那些地区大学的受教育者而言，学院的质量水平就有远比想象来得重要得多的影响力。我认为，那是因为在地区大学内，人们会接触到很多与这个公司有关的人；这类接触如何影响起步时及后续的有利情势还需要进一步检证。教育机构及公司场所间的接触，对早期生涯的好处在日本已经被大量研究过（Taira and Wada，1987）。菲佛（Pfeffer，1977：556）论及，一些情境使生产力的评估尤其困难：僚属而不是在线的职位，小公司而不是大组织，以及在一些工作内容里“个人接触非常重要”的产业内，如财务金融业比较于制造业。他也发现，在这些情况下，社会经济背景会比较影响薪水的高低，比方说，出身于一个“大的、有名望的州立大学”的商学硕士。


  充足的证据显示，生产力很少能被真正地衡量，除了一些定义清楚及个人化的工作，如打字（Medoff and Abraham，1981）。困难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个人的生产力往往在一群人的关系网络中纠缠不清。斯列奇特（Slichter，1919：207）指出，在1919年，在如何执行工作上，不适当的设计“使得人们显得很无能，其实稍加指导，他们是可以轻易地做新工作的”。但是为什么训练是那么不适当呢？经济学家给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佛曼与麦道夫（Freeman and Medoff，1980：77）主张，在工会主义底下，报酬的水平较少取决于生产力，较多取决于年资，所以个人间的竞争会趋缓，工人间会互相给予非正式的帮忙。叟罗（Thurow，1975：81）有言，为工作竞争典型地只存在于新聘阶段，而工作稳定性却持续久远，所以老员工不会害怕为新员工提供在职训练。


  这些论点虽然不错，但却未能充分地认知到互助关系是镶嵌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而此网络又深深联结在地位差异、友谊与保护-被保护关系上。自从西方电气的个案率先揭示了生产力与群体结构的亲密关系（Homans，1950；Roethlisberger and Dickson，1939；Sonnenfeld，1980）后，工业社会学家就积极地追索它们间的联结（Sayles，1958；Whyte，1955）。这些过程有一部分是细微且易被忽略的。道尔顿曾描述一个化工厂中非洲裔工人的个案，他有足够的操作类似复杂设备的年资，也有使用类似但较不复杂的机器充足的经验，但他的升迁却遭到那群占有类似工作的白人的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开此恶例。他成功地向工会申诉并获得了升迁，却被告知，“他必须完全靠自己，并负起工作的所有责任。这意味着他将没有基本的指导——通常在别人上工前受到的指导。而这种操作程序无论是产品还是化学原料都是危险的——不是腐蚀的，吸入会致命的，就是高燃的，或高气爆的”（Dalton，1959：128-129）。结果，这名工人撤销了自己的升迁。


  这些白人工人并没有明显地违规，但却明白地表示了黑人工人所在的一种社会情境，就是他不可能得到适当工作表现应有的、必需的种种协助。他在工作中的生产力，与其个人的人力资本累积不怎么有关，却相关于一个为了经济及非经济目的而结合的社会网。此个案不必固着在“歧视”的问题上，它只是群体程序的一个变形，而这个程序会在在职训练很重要的场域中，影响所有工人的生产力。


  总结这一节：即使生产力能被测量，升迁也常取决于那些不太相关的动机和因素；但分析相关的社会结构与动机时，却可以被轻易地理解。当我们加入考虑生产力衡量的问题时，这类衡量不清不楚，部分是因为生产的社会脉络的强大影响，如果以为升迁系统仅仅酬佣效率与才智，并且公司以此明示或暗示地承诺员工，工作努力必得回报，未免是太幼稚的想法了。


  内部劳动力市场、公司间流动与劳力安排的最适性


  大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加上漫长的升迁阶梯，和或明或暗的长期雇聘的承诺，如果变得普及，势必伤害到公司间的流动。这意味着内部劳动力市场有自我延续生命的特性，独立于效率之外，因此这也让人对“适应的故事”所鼓吹的雇佣合约的最适性发生怀疑。这种自我延续的动态过程部分相关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内外之间类似职位的相对比例。多伦格与皮奥雷（Doeringer and Piore，1971：38）评论道：“一个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安全与否，一方面关乎它的规模，一方面关乎这市场内产业的分歧性。如果一个老板把工作机会从开放市场上撤回，而求之于内部升迁，则其他公司劳工的职业安全将因此而减少，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他们而言就变得更重要了。”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诸系统中，人际接触网络结构亦增强了它的自我延续性。为什么如此？是因为公司间流动产生的人际接触，会进一步带动更多流动；因此，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系统里，一个人主要认识的都是公司内的人，所以他/她的能力声誉不容易通过个人消息管道获得别人有信心的认可，也较无能力转往其他公司。


  这种论点，不同于一般所谓的文化差异，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科勒（Cole）所发现的，从来不换老板的日本（横山地区）工人相较于底特律工人，人数高出2～3倍，而那些会换老板的日本横山（Yokohama）工人也没底特律工人那么跳槽频繁（Cole，1979：64，68）。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自我延续性在一个像横山那样的大城市地区变得尤其可能，这类地方的大公司，比起日本的其他地方，更易有这样的市场。


  如果内部劳动力市场能够自我延续，工人是因为社会结构的理由，而非工作是否适配，才在公司内或公司间流动，那么，我们很难欣赏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观点——视长期合约等同于良好配对。更糟的是，良好配对的“质量”这个概念并未好好发展。这个概念要想表达清楚，必须有发展成熟的理论与证据，说明工人在一组既得的工作中，现职有比较利益，就好像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利益概念一样。


  少数论及此的经济学论文又是十分人为做作（Rosen，1978；Roy，1953；Sattinger，1980；Willis and Rosen，1979），配对质量的实证在比较利益这层意义上又显得晦涩不明。在前面讨论升迁的章节中，我提及在镶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中衡量生产力的困难。比较利益的计算，不只要我们知道一个人现有工作的生产力，也要知道一个人可能就职却没去的工作的生产力。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文章总是认为这种计算包括了工人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各种工作需要怎样的能力。但是这很明显地忽略了一项事实，生产力并不仅仅来自个人与工作的特性。工作岗位上的个人绝对不是社会性孤立于其他工人的，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工作系统，事实必须如此看待才行。把一组工作视为给定的，且独立于全公司的员工之外，也是不合理的。另外，很多工作的取得，乃是填入新的职务，而非早先便有的空缺。在我研究的专业、技术与经理人员中，超过1/3即是这种情况（Granovetter，1974：15）；很多这种新生工作是照着被聘者的需要、偏好与能力而量身定做的。相对的，因为人际关系而找到的工作比起其他方法，较多是新生的工作（44%对24%），并且构成了我的样本中70%的新生工作（同上：15）。这样的困难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在不同工作间有比较利益的理论文章，但尚未与劳动力流动中配对质量的实证研究有系统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怀疑因此提出警告，在古典及战后经济学中对劳动力流动的颂扬是不是失之谬赞。一个工人经过一段“到处看看”的时期后，大约35岁能找到一个最适配的工作。听起来，这一切美好得有点失真。当一个工人在终身雇聘系统中，便意味着这家公司是他/她的才能在整个经济体中发挥得最好的地方，这理论也是少有解释力的。况且，考虑到公平与效率问题必然使我们想问，是否让部分的长期雇聘劳动力拥有适配利益，会伤害了其他没有这种聘约的劳工。那些经常外包部分工作的公司，固然能保障正式雇员在不景气时的就业安全，因为必要时它们可以先取消外包（Okun，1980：107）。强有力又有发展成熟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公司，因此可以转移景气波动的风险于较弱的“边缘”公司，而这些靠包工维生的小公司在不景气时，就必须大量裁员（Doeringer and Piore，1971：173；Gordon et al.，1982：191，200-201）。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背后也隐藏了数目极多的临时雇聘工，他们缺少工作福利与职业保障，人数之多也少被报道出来。也有很多这种工人是相对较长期的雇员，但为了节省福利及保障的开支而被归类为临时工（Somers and Tsuda，1966；Taira，1970：161-162）。在1974～1975年大萧条期间，大公司大量解聘临时员工，60万妇女因此离职。“简言之，”科勒说道，“白领相较于蓝领，年轻员工相较于老年员工，大公司员工相较于小公司员工，男性相较于女性，是比较有职业保障的……这整个系统以及附带的年龄、性别歧视，以及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务，很难为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提出解答的模型”（Cole，1979：263）。


  在公司这个层级，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也受到挑战。20世纪50年代强调系统的无弹性与低流动性，科勒呼应了日本的例子，强调在技术快速变化的最近一段时间里，内部劳动力市场变得无效率：“对已有员工（如果没有所需的技术）的教育训练费用，相对于到外面劳动力市场聘人，变得成本较高。”（Cole，1979：120）但是因为经济扩张与这些大公司在相关产业中的有利地位，这仍然是可以忍受的。


  转业是否负面地影响了公司的效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普里斯总结了社会学的研究后，认为转业的多寡确实影响到公司内的正式化与科层化，因为它会使必须借着长期关系才能形成的非正式相互了解变得不可能（Price，1977：96-102）。持续增加的转业也会使管理阶层的规模相对于生产员工变得较大，部分是因为监督、招聘与训练的业务加大，也部分是因为新增的管理阶层还会呼朋唤友，带进忠于个人的“自己人”（Price，1977：93-96）。但是正式化与扩大的管理阶层如何影响生产力却不能单独被抽象地决定；这是镶嵌在公司特殊的历史之中的。在古尔德纳（Gouldner，1954）对一个石膏矿及处理厂的经典研究中，管理层的转业导致了科层化，也因此取代了一组无效率、非正式的安排。一个人不能笼统地下结论，非正式的结盟一定比清清楚楚的正式程序来得无效率；如果有影响，前者经常被提及用来规避后者的僵硬性（Blau，1963；Dalton，1959）。


  转业率在不同组织之间会高低不同，那些有较低转业率者会变得较有力，因为人事的连续性使他们有利于了解并操控这个系统（Bluedorn，1982：108-109）。不过这让人立刻联想到法国第三及第四共和国，那时法国政府有公认的最好的行政科层作为权力的核心，但是在转瞬之间，政权却兴起复衰败。赋予一个持久的组织无所预先规划的大权，或许是很有效率的，很适合于承平的时代，但是这也造成了需要改变时对改变的顽强抗拒。菲佛（Pfeffer，1983）则谈及长期雇聘制会导致公司内向发展，一个产业内有太多这种公司，会损失掉因为公司间密集流动而造成的协调关系。相反的，公司间人事的经常变动，会产生出一个全产业的宏观观点，因为每一家公司的经理能通过跳槽而来的同僚了解大多数的其他经理（Granovetter，1974：Chap.8；Pfeffer，1983）。


  总而言之，劳动力流动与转业在公司、产业与整个经济诸层次上带来的影响并不能轻易地被评估，它表现出远比微观导向经济论文中所描述的更为复杂的个性。我们必须同意经济学家罗伯特·豪（Robert Hall）所评论的，经济学家“才刚刚开始审视劳工在公司间有效率地流动这个问题”（Hall，1980：108）。社会学家虽然有很大的潜能做这类的研究，但他们却更严重地忽略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大部分是因为在总体社会学中对结构功能论的轻视，挫折了大家问效率问题的勇气。对潘格罗斯式陷阱与隐藏的价值判断做一些健康的反省已经创造了一种智识气氛，学者不再谈哪一个系统能很好地运作；但在设定一个清楚的有效运作的标准下，这个问题仍然能够被探讨，而且不必总是倾向去证明所有一切的安排都是导向最好的。


  结论


  我已经试图去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特别鲜明的社会性孤立的解释，对劳动市场中的个人经济行为、与个人行为如何累积成一个更大的类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并不能适当地加以说明。因为它不曾考虑个人行动实则镶嵌在社会及经济关系的网络中，以及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导致了使用“适应的故事”来解释，并诉之于“文化”或“气氛”，但是制度的发展并不能因此被推论出来。而且，这样的故事和诉求与经济学者在方法上及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并不十分吻合；注意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将会对这些经济类型的产生提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为了分析的目的，让我把刚才提出的议题分成两个大项：经济行动镶嵌在关系网络之中，以及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错综交杂。假设行动者一如大多数的经济分析所认定的，只有经济的动机与目的，并且可以被视为在既有的消息限制下是完全理性的。至少一些新古典分析的精神能够转过来，严肃地正视行动者镶嵌在关系网络之中。比如我所论证的，如果一个人在某些公司中认识的知己之人，其人数取决于他过去的流动，并影响到他未来转业的机会，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建构模型解释人们如何“投资”人际关系，并可能因此了解最适的工作转换次数。这些模型也许能对转业进行预测，并使人际关系结构部分地变成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波曼那个为了求职消息而“投资”关系的有趣模型（Boorman，1975），即被德拉尼（Delany，1980）加以扩大而变成的动态模型（参考我的评论，Granovetter，1981：25-26）。


  但是当正式模型也许对阐述这些问题十分有用时，我仍然怀疑这些新古典机制到底有多么合情合理。尤其是，效用函数——原本设计来代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一组货品的序数偏好——是否能轻易地掌握关系网络效果，实在大有疑问。当贝克（Becker，1976）和一些其他的学者使用互相依赖效用函数，也就是其他人的效用函数会变成自己的函数的因子，他们的分析限于一对对的个人。至于把更大的社会网包括进去，至少就现今的技术发展而言，尚非易事。


  人际关系“投资”的例子也指向了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错综交杂的程度。一个人与别人的互动一般而论不能被化约成“经济投资行为”：就像经济生活的其他面向，人们也为社交、认可、地位与权力而奋斗。实实在在地说，如果你让别人知道你对他们的兴趣只是一种“投资”，恐怕你的投资是很难有收益的；我们对那些只想利用我们的人都有高度的警戒性。是否非经济动机能够轻易地整合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式模型，虽然这方面有一些有趣的尝试，但仍然问题丛生（Iannaccone，1986；Kuran，1986）。


  不管最好的方法会是什么，较理想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应该让经济学内复杂的工具性行为与效率考虑，以及社会学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结合为一，并把人的动机的驳杂性表现在实际情境中。这篇文章靠着把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模型并肩比较一番，希望能厘清这一融合的优点及难处，并为未来的开花结果走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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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访科斯：现代经济中的企业集团[1]


  科斯（Ronald Coase）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行动者为什么会结合成一个称为“公司”的组织，而不是在市场上以个体行动从事交易，从而带动了一连串的研究。这篇文章也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公司会结合成一个称为“企业集团”的实体，而且此一实体通常比一般认知的更长久稳定。本文在建立一些操作定义，并讨论企业集团为什么在实证证据上那么重要却又在分析上隐而不见后，将试图为企业集团的多样性寻找主要的解释维度。最后我们也会对企业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提出检讨。


  科斯的第二类接触


  1973年，科斯在经济学中开始了一段平静的革命，他问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为什么公司会存在。他怀疑如果真如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所坚持的，价格机制可以完美地协调货物与劳务的供应，那么为什么要有一群叫做企业的单位以及一群叫做经理的人来做更多的协调工作。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举世知名的答案，以威廉姆森的论文《市场及层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1975，1985）为主轴的研究系列指出，企业存在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关系，价格机制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协调每一个计划或企业跨市场的重复商业交易。科斯指出：价格机制是要成本的；什么是价格必须要被重新探讨；必须要有协商、签约、货物检查、各种争端解决的安排。因为要免除这些形成价格机制的成本，所以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存在以及使用行政决策手段来分配生产要素。


  科斯的问题是一大突破，因为他认知到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里，经济行动者总是孤立的，而不是在一个社会单位中与人合作：这是不正确的。我则要问一个与科斯相类似的问题，一如他关切的个别经济行动者，我则关切为什么企业也会整合成一个可认知到的社会结构呢？也就是在已知的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不会个别行动做生意，而总是和其他企业形成合作关系。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经济，其中的企业都是孤立的，以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做跨市场的交易，相反，多数企业会在颇排外的一个企业群体内相互做生意。我称这种合作企业的群体为“企业集团”。并且分别称科斯原来的问题与此一问题为第一类及第二类“科斯问题”，也就是“企业集团”之于企业，一如企业之于个别经济行动者。当然这样的切割是把一系列应该分开探讨的问题作过度简化的分类。


  其实，为什么企业或企业集团会存在是不太恰当的问法。困难之处尤其在这个“为什么”，因为它往往意涵着目的论或功能论的答案——比如，企业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的问题上，也有急需问“如何”的问题：“当组成公司能多赚利润时，如何有可能组成它？”在这样的问题之下，我们会转而注意把各种经济资源组合成一家公司是组织不可轻忽的一步；这正是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精神”——为了一个经济目的把先前不相连属的一些要素联结起来——的一个良好范例（Schumpeter，1926）。传统上，经济学在企业家精神上所做的理论及实证探讨是十分脆弱的一环（Blaug，1986），因为它总是假设能赚钱的事情一定会自然发生，就好像格言所说的：“你不会让任一张钞票躺在街上不管。”但事实上，实证研究显示很多情况是：有钱可赚，行动者想组成公司；但社会结构的困难——尤其是相关群体间缺少信任——使得组织公司不可能（Granovetter，1992）。


  就企业集团而言，其建构工程又要比建构公司更大，所以“如何”的问题更该被问：什么使得集合一群企业成为多多少少有黏合力的社会结构变为可能，且什么决定了这个结构的形态？“为什么”的问题已经被一再讨论。四个理论相互关联，分别是：①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很少会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大家会结成联盟以相互取得日常所需的资源（Pfeffer and Salancik，1978）；②结成策略联盟是为了因应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常变本质（Piore and Sabel，1984）；③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则是资本家的联合是为了对抗其他社会利益，或是某一群资本家（尤其在财务金融界中）对抗其他人的利益（Mintz and Schwartz，1985）；④为了从政府或经济体中“寻租”而结合，这样可以得到比完全竞争时多得多的“租金”（Olson，1982）。


  一如交易成本理论所认为的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这些理论都着墨于经济行动者意欲结盟的动机，也指出了这样结盟会如何改进他们的经济成果。知道这些动机当然是研究企业集团缘起的重要部分，但他们却就此打住，而不曾了解结盟如何成为可能；想要进一步了解经济合作会发生于何种规模，使我们必须超越经济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而去想想经济行动者如何动态地建构联盟，这需要一系列地检视经济行动者如何动员资源。只有把“如何”和动机的问题一并考虑，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成果。


  企业集团的操作性定义


  在描述性的层次上，企业集团可定义为“鸟瞰”之下，一群企业之间所有联结的结构。这个“鸟瞰”性的定义可以使企业集团的形象焦距清楚，只是很少人用它。我们可以视企业集团为一群互有正式或非正式联结的公司的集合体，而其联结强度是中等的。这样就排除了太松的集合体，如一群只有短期策略联盟的公司；或太“黏”的集合体，比如一群已经在法律上被视为单一实体的公司。


  在定义上我们当然要有一定的主观界定。集团型企业是一个单一公司经过兼并控制权的方式跨足好几个产业，算是最极端的个案。史传生（Strachan，1976）做过清楚界定。他注意到典型的集团型企业“会有一个共同母企业，拥有很多分支，但一般而论，各分支企业间却少有营运或私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却有横向的营运或私人的关系存在于每家公司之间”（Strachan，1976：20）。大多数美国的集团都属于第一类，部分是因为美国集团往往是在财务运作中并购它的组成分子而形成，所以在新的一轮财金游戏时，这样的集团又要重组。戴维斯等人（Davis et al.，1994）在记录美国20世纪80年代去集团化浪潮的历史时主张，其实美国集团的本质是十分不稳定的，当各分支公司失去对作为治理机关的核心公司的认同时，就打开了股东或兼并者分解集团的方便之门。其他的集团如韩国的财团（Chaebol）则十分稳定而符合企业集团的形象，它们是一个家族或一小群结盟家族的投资，一旦各分支公司被纳入旗下，它们会被保持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团体，在其中人事和资源可以依需要而互通（Steers et al.，1989）。但是，每一家公司仍保留着一些不同的自我认同。


  控股公司或信托公司是另一类极端的个案，如果其中的组成公司仍保留着自己的管理与认同，我则希望把它们纳入企业集团的定义之内，否则，那些子公司已变成母公司的营运单位者，则很难被计算在内。


  稳定的卡斯特联盟也可以被归在企业集团之内。但商业公会则被排除在外，毕竟它们的活动很少牵涉营运，而较多是为了整个产业的利益并去议价或向机关及政府游说、施压。


  最后，很多企业集团很稳定，但结合却不很紧密，它们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并且没有一个个人或公司拥有控制其他公司利益的权力。一些拉丁美洲的集团和日本的跨市场集团（如三菱）就属此类。虽然相互控股及各公司首脑的经常聚会是联结整个集团的方式，但它们还是我定义中的企业集团最松散的一种形式。


  所以，企业集团包括了一组公司整合在一起，既不完全整合也不太松散；多数的企业集团介乎结盟与联邦之间——也就是历史学者钱德勒（Chandler，1977，1990）所述的，至少在资本密集产业中，那种过渡的及不稳定的组织形式，在他认为，终将让位于更有效率的大型整合企业。正是这个组织形式的中间形态我认为最需要理论解释，偏偏又最少人去触及。


  这样的定义，使得企业集团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各国之中以不同名字而著称：在日本有老的财阀（zaibatsu）以及它们的现代版——水平整合型集团（keiretsu），在韩国有财团，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经济集团体（group economicos），以及在巴基斯坦有所谓的“二十一家族”；等等。虽然在各国中总有一些对这些集团的分析，但它们却受到远比其经济影响力低得多的注意，甚至没有对此一现象持续而整合性的分析，更无法体认到它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企业集团为什么不受重视


  在进入本题更深层次及我的论点之前，有必要谈一个先遣议题：这个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国家经济层次之上至今受到如此少的注意。企业集团的探讨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的文献里几乎看不见，甚至比企业家精神还要受到忽视（Baumoral，1968；Blaug，1986）。


  在很多国家中，作者会在过场文章中提及此一现象对他们的经济有多重要，然后就移到他们的主题上去了。他们的兴趣总是在企业集团的上一个层次或下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关注的是企业家精神、个别公司的管理及劳动关系。上一个层次则是国家经济政策如何形成、外资如何管理、企业精英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很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如休克疗法或其他自由市场改革，会导向哪一程度的私有化。


  这中间层次对一个经济中企业的正式及非正式联结结构的研究却惊人地少受注意，即使在被企业集团掌控经济的国家内也是如此。比如一个对泰国企业集团的重要研究（Phipatseritham and Yoshihara，1983）参考了有关泰国企业集团的最据了解价值的文献，评论道：“这文献要卖好几千元，而且只有少量出版可得，更是一书难求。”即使在最典型的集团控制的经济体墨西哥内，文献也是极度缺乏，因为几乎整个出版事业的主体都被掌控在一系列“多姿多彩”家族所拥有的集团之下（请参考Camp，1989：290）。


  只有东亚国家是一个例外——已经有很多对日本的水平整合型集团、韩国的财团以及台湾的集团企业十分精彩的研究。因为亚洲经济的惊人成功，以及在探讨亚洲经济奇迹时一连串对它们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有何特质差距的讨论，使得此一研究引发了极大的兴趣。因此一度有一个趋势——现在已经退潮了：美国的商业出版界大力鼓吹美国公司必须要像日本的水平整合型集团一样结成联盟，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胜。


  这种想法类似于20世纪之交的一位犯罪学者龙伯叟（Cesare Lombroso）的一项研究，他推论犯罪行为与他观察到一群囚犯的面部特质有关，但他忽略了这些特质在平常人中的分布状况，有些特质其实常人与囚犯无异。把经济表现的成功与企业集团挂钩其实也是这样的选样偏误，因为他们只研究了成功的个案。事实上，企业集团十分普遍，可以出现在极有效率的经济中，也可以出现在极无效率的经济中。因为缺少普同的证据，这项想法是不明确的。


  那么为什么这一层级的分析会如此不可见呢？一个原因是，在很多国家中，即使集团本身了解它的重要性，但外人却不那么清楚。恩卡尔斯及贾奎明（Encaous and Jacquemin，1982）在研究了法国的319个由一个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其他公司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后，注意到这些集团“没有法律地位，也不是国家统计上的一个单位。每一个集团的子公司都保持其独立法律地位，并且会计账目也分开。所以这样就不用讶异为什么找不到集团的量化资料了”（Encaous and Jacquemin，1982：26）。国家资料收集假设公司为一个适切的分析单位，而此一调查偏颇又加深了人们对此一假设的信心。这里要说的重点在于，对经济的先设概念决定了哪些资料要收集，而资料又支持这些先设概念，一如雷迪（Reddy，1984）对18及19世纪法国纺织业研究中指出的。


  李特灵及瑞克里夫（Zeitlin and Ratcliff，1988）在他们对智利20世纪60年代的翔实研究中强调，揭开家族控制集团的面纱竟是出奇困难，因为这种控制常是金字塔式的——控制一家公司不需要拥有一张股票，而是控制一家握股公司再由握股公司控制其他公司，如此层层控制，直到在剥去几层之后才可见家族控制的完成。有些安排复杂到要极困难的努力才能发掘出来，关于所有权及控制权，我们稍后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但在有些国家，企业集团的可见度却很高。比如史传生的《在经济发展中的家族及其他企业集团》（Family and Other Business Grou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就是写拉丁美洲集团最好的一本英文书。他在田野工作中指出：


  
    在尼加拉瓜，曾有大约20～30次社交或半社交的场合中，我被一些好朋友介绍给商人。在紧接着的聊天中，我会学着像是圈内人一样地微笑，并且问“你是属于哪一个集团的？”对方通常会报以相同的微笑，然后直率地说“我不属任何集团”，或者说“我是尼卡瑞古斯（Banco Nicaraguense）集团的一分子”，或是用较间接而含蓄的方法说出。从来没有人会还以白眼然后问，“你说集团这是什么意思？”而且问卷回答者也会毫不犹疑地告知哪家公司属于哪个集团，即使它们没有法律地位且联结方式并不正式。

  


  那又为什么对如此透明的对象只有如此少的分析呢？经济学是因为新古典理论的厂商理论很少说到这些；实际上直到科斯问了1937年的那个大问题前，根本无人想问为什么厂商会存在——而此一问题又要等到1975年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的“市场或层级”出来以后才有全面的发展。


  社会学家对此一领域也甚少贡献，部分是因为他们直到晚近都不太研究商业行为，也是因为一如经济学家，他们集中理论与实证的探讨在个体或总体的层次，而不太注意连接上下两极的关键——中间层次。传统上，大多数的组织理论都在研究单一组织的运作，直至20世纪60年代，组织间的互动与联结才成为讨论议题，因此这中间层次的复杂性以及可能提出的解释概念，终于帮助我们澄清了诸如钱德勒（1977，1990）和威廉姆森（1975）等人主流厂商理论的偏见，他们以为中间层次只是组织不稳定的过渡形式。


  现有理论的背景与批评


  之所以我们对企业集团的重要性视而不见，是因为主流的工业组织理论不期望看见其重要性。对此一学术文献的批评最有影响力者都认为，只要在效率上有所得，组织间的复杂互动，终将融合成一家公司。


  评论者中最具影响力者是钱德勒。他在三本书中都强调，在几个条件许可下，厂商，尤其是制造业厂商，会走向大型、部门分化和专业经理的路子。这些条件是技术及市场需求能提供实在的规模经济及产品范畴经济，这里产品范畴指的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可以产出不同的产品。配销中也包含了这种经济，所以厂商不只会扩充新设备，也会向前兼并通路商，向后兼并供货商（Chandler，1990：28）。钱德勒论道：“因为技术对工厂的最适规模限制曾经很小，那时候大量配销还不需要专业的技能及设备，协调物流的工作也很简单——制造商因此不太有动机从事在制造、配销及管理上三面向的投资。在劳力更密集的产业中……大型整合式企业的竞争优势也更小。”（Chandler，1990：45）因为整合，许多企业发现，对付大规模产生的不经济，最有效率的良方就是他所谓的“多部门式”组织。在此一形式中，总部可以负责全盘规划及协调，而一系列以生产线或区域分部为基础的利润中心相当自主地从事实质营运。


  钱德勒并不曾强调所有厂商最终都会达到它的最适规模，但却指出之所以不会，是因为经理人对情况了解的失败，或是有极大化利润之外的意图，因此可以借此预测一个企业或经济的消长；钱德勒并不曾给这样的失败提出一个一般理论，而是针对个别个案提出特殊解释。比如他说：“在英国，一笔大而稳定的家庭收入会比公司的长期成长更重要……所以英国的企业家们从很多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新而变动的产业中被三振出局。”（Chandler，1990：390-391）


  钱德勒认为，联邦式或联盟式的组织形式是很不稳定的，而企业集团正是这样的组织。他尤其论辩道，在英国，这样的组织形式是十分不适合英国经济的，为了改善效率，这些集团最好还是让位给大型整合式企业。


  威廉姆森（1975，1985）提出了一个更抽象的理论，不是基于技术或市场需求而建构的，反倒着墨于企业必须从事的交易本质。他以为交易结果不确定，经常发生，并且要求在金钱、时间及精力上特别投资而不易转为他用的交易，较可能导向由垂直整合的科层式组织内部来做。那些直截了当、一次性且不是特殊指定用途的交易，比如一次购买一笔标准化的设备，较可能由两个独立公司间来做——也就是通过市场作为交易接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会使得两个独立公司间的复杂交易十分难管理。虽然威廉姆森1975年的论文并未触及市场与科层组织间的中间组织形式，他的后续研究还是不得不痛苦地正视中间形式存在所需要的条件。


  钱德勒和威廉姆森的理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者，所以会遭受他人的批评一点都不足为奇。举例来说，钱德勒理论的精彩之处，在于他的某一个产业会导致“最小的有效率规模”的那种因果推论。但是在细细品味他的论文与概念之后，传瑞与罗斯（Scherer and Ross，1990）指出“最小的有效率规模”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他们举了很多证据论证，在很多产业中大大小小不同的公司效率却差不多，并企图下结论道：“美国制造业的集中度似乎远高于规模经济的需要。”（Scherer and Ross，1990：141）他们也发现证据很难证明多部门公司在经济上的成功（Scherer and Ross，1990：105），并指出一个钱德勒描述最多的多部门公司的典范——通用汽车，因为其组织形态的僵硬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就一直面对困境（Chandler，1990：105-106）。


  其实，另有一路工业组织的理论是远离这种僵化的，并且建议在现代经济中，小型有弹性的企业，以合作方式相互结成网络会更有实质优势，这正是企业集团的特色。力主此一理论的是皮尔瑞及塞伯（Piore and Sabel）对工业史完整描述的大作《第二次工业分水岭》（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1984）。他们强调大量生产企业只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组织形态特例，而这些政治经济条件如今都已改变了，新时代需要的是“弹性专业生产”。


  他们的说法在强调“时代的偶然性”上足可比拟钱德勒和威廉姆森的理论，而且令人想起乌尔渥（Woodward，1980）的研究。他强调小的、有弹性而不科层化的组织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方式：只有在少数特定状况下消费者才会接受齐一性的产品，因此大型整合式企业得以出现。但是这样的口味却不是必然的，反而是历史性的偶然。比如在19世纪初叶的美国，“这里一群殖民到美洲新世界的人已抹灭了祖先分歧的口味，才能够也愿意大量消费特殊机器生产出来的粗糙而标准化的产品”（Piore and Sabel，1984：41）。在他们眼里的现代世界，大量生产市场已经饱和：“到20世纪60年代末，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扩张的国内消费已经达到了极限”（Piore and Sabel，1984：184），消费者为了种种原因开始期望高度分化的产品，这些是过去支配经济的大量生产的厂商所难以满足的，反倒是“第三意大利”那种小企业的合作网络提供了必要的弹性（Piore and Sabel，1984：chap.8-11）。


  皮尔瑞及塞伯、钱德勒和威廉姆森等人，不管他们的理论有何不同，却都是“历史偶然论”者，因为他们分别以组织需要适应的技术、消费者需求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来预测组织如何在单一公司或结成联盟间取得平衡。但是在多数国家，这个取舍过程却不只反映于上述三个因素，其他的政治或法律情境也会有所影响，而这些情境的产生部分是导因于随公司规模而来的情绪上或象征上的重要性。


  因此美国的雪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就是导源于一项政治性反大企业的运动。法案的影响通常都难以预期，雪曼反托拉斯法案被认为反而导致了一波兼并风潮，因为它禁止了除兼并外的大多数的公司联盟机制（Fligstein，1990：chap.2）。同样的，1949年的反托拉斯法案（Celler-Kefauver Act）企图阻止某些市场中过度集中的现象，但反而加速了集团的兼并，因为这样做并没有落在法案防治行为之列（Fligstein，1990）。


  虽然有些学者会把各国立法之不同归因于传统风俗与民族文化之不同（Chandler，1977，1992），但对立法史料的深入探讨却可以发现存在远为复杂的原因。在美国，某些其他国家视为合法的公司合作行为却被禁止，这常被视为因为美国文化在世界之中是一大例外，粗糙的个人主义导致了美国人偏好小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竞争。但是桑德斯（Sanders，1986）指出，反托拉斯法案的支持者是被像社会运动一般地动员起来的，而且最成功的反对运动都是被地区冲突引爆的，最常见的就是其他地方的大公司让这个地方的经济感到威胁。1930年以前，反托拉斯法案是一些桑德斯称为“边缘州”的非工业州的政策，并为它们的国会议员所支持。反“大”心态更是东岸政治阵营用来对抗大湖区“心脏地区”的利器，尤其是那些民粹主义分子，1896年拜扬（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发动后来并不成功的总统竞选而发表的演讲《黄金十字》（Cross of Gold）厥为此中典范。但到了1970年，风水轮流转，桑德斯强调，反托拉斯法案又被老工业州支持，用来对抗新兴起于阳光带（美国南方和新墨西哥地区，尤其是得州、加州）的石油巨人。不管哪一时期，公司间的联合都是不被鼓励的，这导因于在美国政治制度中一些区域可以有效动员支持者，所以一个纪律良好的区域可以联合起来操控法案的通过，这在其他的民主制度中很难见到。


  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公司大小问题总会引发一些政治活动。在美国，1930～1950年反托拉斯法案（Celler-Kefauver Act）通过，一大堆讨论经济领域中“大”的邪恶的言论得以出笼。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罗斯福所任命的“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强烈辩道，大公司已经有太多控制权，会威胁到民主制度。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的问题就被正式提上政治议程了（Fligstein，1990：167），杜鲁门总统和他的政治盟友发起反对运动，认为它们是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恶灵。


  经常，焦点又会从“大”的邪恶移向“小”的美好。这个象征式的意象源自“小即是美”的观念（Schumacher，1973），所以我们应该为“适合的技术”多加努力（Lovins，1977）。民主理论家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极端分权化的政治意涵，而这种偏好一直延续到皮尔瑞及塞伯以及他们的同路人的学术分析之中，表现在对弹性的小企业网络的认同上。“小”不只让那些社区主义者感兴趣，有时它也是很多企业的一项计划。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恢复民主或地区分权，而是想砍掉大企业过多的支出好多赚钱。因此企业“减肥”（downsizing）的起始利益往往伴随着如“瘦身与合身”的美丽词汇，以达到“最适规模”（right-sizing）。王克（Vonk，1992）实证研究了31家大型企业，指出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裁员并不是基于精确的边际成本计算，或是砍掉某一部分特别昂贵的劳动力；相反的，即使每家公司面对的情境不尽相同，大家裁员的方式却十分类似，这意味着其实大家只是相互模仿罢了。这应验了“制度同型理论”的主张（DiMaggio and Powell，1983），大家会在他们的参考团体中采用被视为标准的做法，以免被人认为不进步、太落伍（Meyer and Rowan，1977）。同样的，弗利斯坦（Fligstein，1990）主张，一旦一个策略在一家公司的周遭环境中取得认可，则此一策略成了最合理而被追求的策略；并且他强调，垂直整合、跨产业投资以及非相关行业的兼并都是被当时当道的策略牵着走的结果，一些领导者成功的故事常让跟随者漫不经心地就跟上了。


  当然，也不是只有钱德勒及威廉姆森同情“大”企业。经常有一些明显可见的社会运动出来主张“大”，尤其是那些认为国家经济在走下坡的人。比如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下滑就导致了增加公司平均规模的诉求，而且被强调为“合理化”运动的一部分。汉那（Leslie Hannah，1983）注意到：


  
    合理化运动中合理的意涵强调的是，产业界能够服膺于当代社会中获得支持、不断增强的价值与理念，尤其是要特别注意并保持“信仰”于通俗哲学里的科学观念。商人和政客都要接受科技能让人对自然环境增加控制的通俗观念，并诉求于科学方法以解决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困境（Hannah，1983：32）。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概念成为各个圈子的热门话题，并且“合并计划、跨业合作以及‘科学’管理（或简称‘合理化’）因此变成不只是都会精英的共通语言，也成为那些自以为自己是铁头而成功的商人的口头禅”（Hannah，1983：34）。到了20世纪60年代，相同景观再次出现，“这一次的口号——‘重构’到处流传，如今这些词汇已被公认为就是兼并以及增加市场集中度，而且令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理性化运动，想起它老调重弹且过度简化、欠缺智识内涵的呼吁”（Hannah，1983：147）。汉那和弗利斯坦都指出，除了增加规模的呼吁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运动带来了什么好处（Hannah，1983：153；Fligstein，1990：chap.8）。传瑞与罗斯（Scherer and Ross，1990：174）也指出，“合并之后利润率和效率会增加这一论点，得不到太多的统计证据支持，事实上，较多的证据指向恰好相反的论述”。


  用了“理性化”及“重构”这么有力的词汇，一如组织学中的制度论派所主张的，恐怕这表示其内涵只是符号性的。不管这些符号的意涵及目标在哪里，证据显示，结盟及整合不仅受到经济现实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符号议题的影响，其原因牵涉了在社会运动中动员资源的因素。


  这些讨论公司要结盟还是整合的研究都试图去了解在哪些情况下企业集团能生存发展，而不至于解体成为单一的大型企业。但是由于对不显眼的中间层——公司结构性的结盟——的忽略，至今很少有研究工作讨论此一话题。


  企业集团的显眼文献仍然很少。在最早也或许是最好的一篇文献中，史传生定义企业集团为“一些不同产业的公司的长期结合，而由一群人拥有并管理它们”（Strachan，1976：2）。他同时建议以三个标准来区分其与别的集合的不同：①在一个群体中有多样化的投资；②多元化，集团中包括了几个有钱人或家族的结盟；③一种效忠而信任的氛围，“通常来自一个家庭或家族的连带”。一群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一肘之隔”（arm’s length）的商业关系来得亲密而且封闭得多。


  经济学家看企业集团总带着功能论的色彩，认为它们是因解决经济问题而生的。举例来说，赖弗（Leff，1978：666）以为，“集团形态的产业组织应被视为是个体企业面对欠发达国家常见的市场失灵情况时的反应”，尤其是面对资本及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时。他的结论是，企业集团能在欠发达国家中占一席之地是因为缺乏功能正常的资本市场。


  如果此一立论正确，我们如何解释在资本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西欧中也有企业集团的事实。一种立场认为，这些只是“次要现象”，迟早会消失无迹的。这种立场颇类似于钱德勒的想法，他认为，“只有形成一个总管理处才能使集团紧密成一体，发挥比个别加总还大的战力”（Chandler，1982：4），因此企业集团要想变得更有效率，就必须走向多部门公司一途。而就一个产业集群的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它的负责人从合约合作型的控制手段转为以管理效率来控制（也就是，合并成一家单一整合的企业）”（Chandler，1982：23）。但这个预测的寿命比那些企业集团的还要短，似乎它们并没有意思要照钱德勒的预测进行合并。


  另外一种声音来自新制度经济学，以为企业集团的产生是在它们提供了某种经济利益时。凯夫（Cave）总结他的研究指出，企业集团“显然是对交易成本及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s）提出响应”（Cave，1989：1230）。因此恩卡尔斯及贾奎明以为他们研究的319个法国集团是“因应某种特殊产业个性而找出的有效组织形式”（Encaous and Jacquemin，1982：32），颇有一些钱德勒理论的论调。他们总结道，这些集团虽然包括了一些独立法人公司，但本质上十分接近美国的多部门企业，只是多了一些“基于历史传承而有的民族特性产生的排他性”（Encaous and Jacquemin，1982：32）。


  高屠（Goto，1982：53）也认识到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如瑞典、西德、法国及日本”中企业集团的重要性。他讨论了公司如何靠加入一个企业集团来降低交易成本：一家公司可以经济化它本来该在市场上发生的交易成本，同时又避免了在科层中可能有的规模不经济及控管损失，如果它把这笔交易在公司内来做而扩大公司的话。如果形成或加入联盟所得的净利益大于在公司内或在市场上做交易，则公司会有足够的动机去形成或加入一个集团（Goto，1982：61）。


  尤其是公司会“为确保中间零组件的来源，以降低成本及风险，而加入或形成集团，而不会在市场上购买它们，或将之整合进入公司”（Goto，1982：63），这解释了为什么战后企业集团左右了日本经济。


  有这样的功能论式的解释并不足为奇，尤其是在日本的个案上，因为西方学者总视日本经济为极端成功而有效率。这项成功刺激了经济学者及通俗作家的想象，是否有可能西方资本主义——表现在独立公司通过市场来运作——比起日本为代表的合作资本主义较无效率。讽刺的是，一个老的“汇聚理论”又借尸还魂，原以为现代化就是要万流归一于西方模式，如今却反向而流，归于亚洲模式，因为后者才是现代化与有效率的代表。


  无论如何，如前所述，合作资本主义、企业集团以及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要比这些简单论述来得复杂，当在失败的经济中进行企业集团的研究时，我们实在很难（虽然不是绝无可能）继续保持乐观的功能论观点。


  企业集团：在现实中的多种类型


  企业集团有太多不同的种类，所以更细致的研究会认为把它们当作一个分析类别有些粗糙。这里先把它们视为一个介乎个别厂商与总体经济或政治环境之间的中间类属。


  我会先找出分类企业集团的主要标准，然后提出一些关于这些标准相互关系的假设，以建立一个更一般化的理论架构。


  企业集团连带的主轴


  企业集团与其他的公司组合——比如以共同财务来源形成的美国式公司集群，不同之处在于其各个公司之间的社会连带及社会结构。因此首要之务是如何辨别这些连带主轴，是地域、政治党派、种族、家族还是宗教。


  赖弗认为企业集团的成员一般而论，“靠着人际信任的关系而联结，这关系是建基于个人、种族或社区背景的”（Left，1978：663）。关于家族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家族连带未能和经济活动分离以前，经济不能成长；到后来认知到家庭可以为其公司带来好处，在某些情况下使公司更有生存能力（Ben-Porath，1980）。因为家庭在经济生活中相对带来的好处是强固信任，但这信任却不能保证技术上或管理上的才能，它严格限制了家庭公司的大小，因此对家庭在经济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信心也是相对有限的。


  “家庭企业一般而言规模小而不久存，但也不难找到一些例外”（Wong，1985：62）。在很多例子中，大型集团完全被一个或两个家族控制。李特灵与瑞克里夫定义智利的“kinecon”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单位，其中经济利益与亲族连带铰接在一块”：也就是一个持股数足以有效控制主要公司的亲族团体。在韩国的财团中，家族既拥有也管理集团。史提斯等人指出最大的20个财团中，31%的高层经理是家族成员，而“几乎所有公司的关键经理人都来自家族”（Steers et al.，1989：37-38）。经常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大型公司或集团中，就只有这么多家族成员可供驱使；这种说法低估了家族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策略性地有效使用其成员。在幸运金星中，“每家公司的家庭成员不多，但这些成员的权力却很大”（Steers et al.，1989：38）。


  钱德勒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让家族成员掌握要津是反效率的；当公司扩充，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及资本密集的产业中，必须要有专业经理人去协调公司规模及范围（chandler et al.，1977，1990）。但这个论述的前提是家族内不能产生技术繁复的管理能力。金姆却观察到，“当这几年内财团中的专业经理人逐渐增加时，另一个趋势则是其掌控家族的专业化。财团家族中的儿子及女婿都被教育成专业经理人；经常是送到美国一流商业学院中习得MBA学位”（Kim，1991：276-277；中国的企业集团也是如此，请参考Kiong，1991：189）。


  如果这群商人在社会中是少数族群，种族也会成为企业集团内的连带，并用以补充家族之不足，因为家族成员会和少数关键职员紧密结合。如泰国的中国人（Phipatseritham and Yoshihara，1983）、洪都拉斯的巴勒斯坦人（Gonzales，1992）、巴西的立陶宛人（Evans，1979：108）、曼彻斯特的巴基斯坦人（Werbner，1984），或东非的印度人（Marris and Somerset，1971），种族提供了一群人不同于其他人的基础，而其成员因此建立了信任。


  地域与种族会交错作用，提供了因地理而产生的连带，被称为“族群聚穴”，如在迈阿密的古巴人（Portes and Manning，1986）。一些族群，如在意大利的小纺织厂网络，就是十分地区性的，因此地理连续性及其造成的个人接触网络整合了许多生产单位。正式组织或政治党派也可以有相同功能；任何类属，只要它形成一个认知上的记号使行动者建构比圈外人更强的信任关系，即可以产生连带。


  一个重要的连带主轴是一个国家中的外国人能从其他地方带入资本。比如一个好例子就是艾文斯（Peter Evans，1979）所称的“依赖发展”。在巴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主要企业集团都是外国资本（Evans，1979：110）。因为以巴西人为主的企业集团强于金融界及与政府的关系，外国集团则“联合了深嵌在地区社会结构之中的合伙人，发展出比欠缺这种镶嵌的人相对的优势”（Evans，1979：162）。在非殖民地的社会脉络中，取得当地社会资源与政治支持是成功的关键，这项分工形成了艾文斯所说的巴西政府、地方精英与外国资本之间的“三面同盟”；这也建构了另一个更复杂的发展理论模型，不同于早期的“依赖理论”，那种理论认为外国资本是具有支配性而不受挑战的。艾文斯认为“依赖发展”理论特别适用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菲律宾以及印度（Evans，1979：295）。


  从功能论的观点而言，什么样的连带原则绑紧了企业集团使其中的信任能存在且集团能延续并不很重要；但对分析一个特定集团的特定事件而言，什么把它们胶在一块却很重要，因为这让我们猜到什么事件或趋势会是其结果。因此，以种族而结合的企业集团，尤其是移民进来的种族，会在好战主义期间，当国人呼求收回经济权时，成为被牺牲的弱者；这时，我们能预见集团会有倾向和军事强人或政府有力人士结成联盟［如，泰国的中国人（Skinner，1957：349-350，360-632）或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Coppel，1983；Robinson，1986）］。那些外国资本结合起来的集团则受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货币流动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地区性集团则受到该地区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的影响。


  部分因为这样的弱点，集团的领导人总会避免过度依赖单一连带。印度的企业“家族”（当地称集团的方法）之所以如此长期那么有力正是因为他们的多重连带；恩卡尼逊（Encarnation，1989：45）注意到，“每一个家族都有血缘的、阶级的、宗教的、语言的、种族的以及地区的多重连带来加强所属企业间在财务上及组织上的联结”。除了这些多重连带外，集团领导人还会把原来非正式的连带关系加以正式化；这就是很多握股公司的来源，比如在尼加拉瓜即是如此（Strachan，1976），印度所谓的“管理代理系统”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连接集团的机制，或许和上述的所有关系都相关，是董事会的联结，即一群公司在它们的董事会中有一群相同的人做董事，好协调整个集团的行动。在各式各样的连带当中，董事会联结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种（Mintz and Schwartz，1985；Stockman et al.，1985；Scott，1987）。这些研究都在质性分析上相当精致，并指出相当有趣的联结类型。只是部分因为缺乏董事们到底在做什么的资料，这种联结扮演了什么角色仍然说不清楚。史传生（Stranchan，1976：18）就警告说，不要以这种联结定义集团的特质，“董事会中的一员远远不是集团中的一员”，即使一家公司不参与此一联结，“也无损于集团的关系与形态”。


  所有权关系


  在企业集团中如何组织各公司的所有权也有高度分歧。假定上，各公司组成的集团在法律上都是单独存在的。但是在很多集团中，各公司的利益直接或间接被控制于一人、一个家族或一组家族之下。韩国的现代集团就是典型的例子，其24家所属公司中有20家的半数以上股权为郑周永或其家属所拥有，或由其控制的其他公司所掌握（Steers et al.，1989：37）。这种高度中央控制的模式为大多数组织性很强的集团如韩国的现代、幸运金星、三星与大宇所采用，也是大量小型集团如恩卡尔斯及贾奎明（Encauocua and Jacquemin，1982）所研究的法国319个集团的模式，即使这些小集团很低调而不出现在官方统计之上。共同所有权虽然以间接手法组合了一群公司，但却不曾提供它们法律上的身份。


  所有权可以直接为股东所持有，也可以间接为控股或控制公司所持有。这些控股公司只为了此一简易目的而存在，往往没有任何营运上的需要，或者只是因为控股相关的功能而有一些实质营运。


  在美国的一些州，自1889年新泽西州通过第一案例后，控股公司即被禁止（Chandler，1977：319；Fligstein，1990：58）。在1889年以前，一家公司要想握有其他公司财产就必须要通过州议会的特别提案。虽然尽人皆知，对电力业而言，控股公司十分重要，而且一些特定家族传统上即是通过控股公司去控制很多企业，如杜邦或洛克菲勒家族（参考Scherer and Ross，1990：66），却鲜少有人系统地研究此事。传瑞与罗斯（Scherer and Ross）即对集团通过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连带控制产业评论道：因为“我们对此事的忽略，所以对这事后果的规模强度我们也毫无概念”。对控股公司或其他间接控制手段而言，此一评论十分中肯。


  在一些其他国家中，控股公司的重要性十分明显，虽然还是很少被记录。墨西哥的企业集团即是通过控股公司组织起来的（Camp，1989：174-192）。极端复杂的相互持股安排也不罕见，包括一连串绵密地以董事会联结的关系网络安排出来的信托及受托公司，如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集团（Kiong，1991：188-189）。


  李特灵及瑞克里夫（Zeitlin and Ratcliff）对1960年智利的详尽分析指出，通过有营运或空壳子的控股公司建构成金字塔形层层控制的公司群，很多总部还在国外，智利的公司看起来是独立管理的，事实上却为有钱的工业家、大地主联合了政治精英所垄断；靠这种方式，他们控制了智利经济的核心部分。他们并提出，“单一公司的架构必须要从指认出它与其他公司的联结的努力中解析出来，且从这些联结中可以找出特定的人、家族或团体在控制它们”（Zeitlin and Ratcliff，1988：45）。用贝里及明（Berle and Mean）对管理控制权的原始定义，他们发现智利37个最大的工业公司中的15个属于此类；事实上，14个是“为少数利益所控制，通常是为一个或几个相关的家族及他们的盟友所控制”（Zeitlin and Ratcliff，1988：45），就是他们所谓的“kinecon”——一群“在公司中、董事会内及大股东群里的初级或次级亲属连带，他们总合的个人或间接的持股构成了公司最主要的利益”（Zeitlin and Ratcliff，1988：55）。他们更强调，少了控制家族连带的资料，我们无从了解这些公司中和名目上正好相反的实际上的控制实况。


  一个比较大的特例是从英国殖民主义中传下来，主导印度企业集团的“管理代理系统”，此系统到1969年才为政府所废（Encarnation，1989：45）。在此一系统中，每一个参与的公司签一张“管理合约”给管理代理公司让他们来代管公司（Strachan，1976：40）。这并不同于钱德勒所谈的理想上的多部门公司的“中央集权办公室”。在此系统中，代理人是依合约而代管独立的公司；它也基本上不同于控股公司，后者是要控制集团公司的主要股权的。恩卡尼逊（Encarnation，1989：45）指出，“不管怎样，在实务上，各公司资产的拥有会变成董事会联结的复杂系统，负责维持一大群公司的营运控制”。


  在另一个极端中，很多集团并没有所有权的联结。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第三意大利”的小型或极小型纺纤厂的网络，已进化成精细分工与合作的系统（Lazerson，1988）。似乎企业集团中的公司大小与其所有权联结存在着相关，因为公司太小，通常会是一人公司，而没必要组织成联合控股公司，代之以组成拥有人的一个联盟，不会在公司界限之间制造跨界的复杂安排。


  一个介乎中间的例子则是股权会被留在集团之内，但却比较对称地相互持有，所以拥有权是分散的而非集中的。日本是此中典范，在其中新公司都被发觉没有任何持股，但是集团成员却会互相持股。杰赖许（Gerlach）指出，这样的“交叉持股并不符合狭义的经济理性”；相反，他们的目的，以日本商场的术语说，是“保持大家的温情”：“集团公司的交叉持股创造了一个相互背书的结构，可以防止外来者敌意的兼并”（Gerlach，1992：76-77），因为交叉持有的股权很少会在市场上买卖，所以很难有像在美国股市那样的接管或兼并。


  威权结构


  另外一个使企业集团不同的基本特质是它们的层级威权如何组织。在最初始的分类法里，我们会把企业集团归类为层级控制型以及平等伙伴型。韩国的财团是典型的层级控制型，也即比卡特（Biggart）描述为“制度性父权主义”的范例。这一类型中，一个家族拥有所有公司并专制地管理它们；比卡特指出，“他们既不需要去寻求，也没意愿去取得共识”（Biggart，1991：2）。史提斯等人（1989）则指出，“韩国的CEO很少被挑战，不管多么温和的挑战；他们的决定是绝对的”。这里绝无终身雇佣制（相对于日本而言），员工可以在仲裁中被指为不能满足预期而被解雇（Biggart，1991：34）。每一财团都被建成一个企业家的威权的领地。虽然每一集团留给专业经理人的余地并不相同，但集团主席通常都会任命自己的儿子、兄弟及女婿为高阶经理。也许就是因为极端的权威统制，财团间的对抗也是“极为辛辣无情……现代韩国的家族主义常和地区主义及部族对抗纠结不清；事实上这两者是很难区分的，因为每一个部族都会属于一个地区，或在一个地区内属于某一城或某一镇”（Biggart，1991：30）。竞争惨烈到集团的成员不会向对手买任何东西，即使那是最便宜的；美国公司就不会在做生意时这样对待对手（Biggart，1991：30）。团体意识会强烈到两家汽车制造商“相互不准对方的车子开进自己的停车场中”（Amsden，1989：130）。


  在其他国家中，企业集团的成员则较平等。在日本，一个集团中的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却会用各种方法协调其行动，如相互持股、总裁俱乐部——即公司领导人定期的聚会——大贸易商，虽不限于但尤其在基本物资上协调大家（Yoshino and Lifson，1986），以及财务机构（主要是银行）在跨产业集团中提供了财务保障。欧鲁（Orru，1991：387）等人认为，“虽然一个集团中有较有力或有影响力的公司，但做决策的是集团，指挥控制也来自共识而非命令。决策是依集团利益做出来的，而非个别公司，不管它多么有权力”。


  由控股公司控制的集团，其中央集权的程度也极为分歧。这种控制可以集中在一家或两家的主要公司之中，如日本在20世纪早期的财阀（zaibatsu）。但是控股公司也可以用来组织一群公司的正式联盟，特别是在一个产业之中，公司群差一点要垂直整合之时。钱德勒提出，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为此类控股公司的代表，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它是英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它是16家公司的联盟，根据一位主管所言，其结构“很像美国的十三州联邦，当联邦宪法通过时，各州都想尽量保有权力，而尽可能地少给联邦政府权威（Chandler，1990：247）。这种联邦特质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每一家公司仍然自己做广告并相互竞争市场占有率”（Chandler，1990：248）。钱德勒认为，到了今天还有这样的管理权安排，是因为英国公司的家族或地区拥有者为了保有个人管理权，以免完全整合后（他以为较有效率的形式）会被来自商学院或工程学院的专业经理人夺走。


  有关“弹性专精”的文献，随着其所关心的从大型单一产业公司演化成小企业网络的过程中，相关公司间的权力问题也是被关切的。此一学派的赞成者都同意大量小企业间平等的联合天生地比大型公司的政治经济统治模式来得民主而可喜一些。


  企业集团的统治包括水平及垂直两个维度。但日本的经验显示，并不是一个国家内的所有集团都是一个类别的，垂直与水平两类可以同时存在于一国之内。从此一角度观之，一个国家的企业集团的综合形象反映了其社会结构及制度的特质，因为制度分析的典型研究之一就是找出水平及垂直连带关系的分配状况。一个附属的问题因此浮现：存在的企业集团有多少比例的成员是互斥的，又有多少是相互重叠。举日本为例，有些公司就参与不止一个集团，有些甚至同时参加水平集团及垂直集团。但是成员重叠的情况却很少出现在韩国及拉丁美洲。重叠的程度及性质对任何网络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企业网络也不例外，而且取决于在多大范围内公司可以合作却不受到政府的干预。这里并没有因果的推论，合作既是重叠的因也是果。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政府虽然活跃但却扮演一个引导的角色，而韩国政府则直接强有力地指挥经济。


  威权关系的维度是与企业集团的起源有关的。在美国的企业史上，钱德勒评论道：“现代企业依循着两条路扩张其规模。有些小的单一企业直接建立其全国及全球的通销网络，以及延伸的采购组织以获得它们的原料及运输能力。有些则先兼并。一群小的个人或家庭企业合并起来变成一个全国性公司”（Chandler，1977：286）。


  一个十分类似的发展史也存在于企业集团之中。连续谱的一端是集团缘起于一家公司强有力地建立、投资新公司或安排其他独立公司依靠于它。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是家族就是此一集团的创建人（虽有例外，但集团就经常挂上家族名字）。典型例子是日本的三菱，肇始于一家在1873年创建的船公司。一旦它成为日本船务界的龙头，三菱就多样化投资于矿业、电机、食品、房地产以及银行，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两个集团之一。


  相反的，有些集团是在长时段中由一组家族慢慢结盟而成，每个家族都借此扩大它们的投资及活动。很多拉丁美洲的企业集团就是循此路线的，虽然现存的史料显得不够完整且粗糙。史传生讨论了强有力的尼卡尔古斯集团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兴起。


  
    多元化经营是其目标……于是有人致力于结合来自尼加拉瓜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政治背景以及不同家族的有钱人。为了避免任何一方影响力的不均衡，提倡者采取了一个政策，任何人或家族的股权不得超过10%（Strachan，1976：15-16）。

  


  这个过程可能是超出想象的自觉性行动，并且结盟过程也会很长，集团则一步一步地加入新成员。


  一般而论，集团来自一家公司者比较可能是垂直权威式，至少在始创时是如此，而集团来自平起平坐伙伴结盟的则权威水平分散化。是否一个集团能长保它起始时的水平或垂直连带，这要看在长时段中这样的组合如何与制度环境摩擦，因此是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企业集团与道德经济


  另一个企业集团的重要面向是所谓的“道德经济”，第一次为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其1971年巨著《英国18世纪民众的道德经济》一文中提出。他描述了18世纪村民如何集体行动以影响谷价。虽然生产者与行销者会理性地寻求最佳价格，但是，如果它在饥荒年中导致高粮价，或是为求利润而输出粮食到他地，地区民众会强力介入此一寻价活动。


  汤普森展示了遍地而起的暴力行动，并且强调这是有秩序、有组织的行动，绝非失序而非理性的。他更主张这类行动并不只是因为绝望与饥饿引发的，其背后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地区经济活动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不该被破坏——也就是他所称的民众的“道德经济”——民众认为“任何人从别人的生活必需品中赚得利润”是“不自然的”……在缺货时，必需品的价格却应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即使比附近都便宜……（Thompson，1971：132）


  汤普森也注意到：“暴力自然会因为哄抬物价、不伦的交易行为以及饥荒所引爆。委屈的产生来自一种在交易与生产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共识。这又可以回溯到被一致接受的社会规范与责任，这规范与责任来自于适当的经济功能所需以及社群中各部分所认可，它们一起构成了穷人的道德经济。违反了这个道德假设，也就是实质上的剥夺，经常造成直接的行动。”（Thompson，1971：78-79）


  是否需要、何时发生以及怎样程度的经济行动才是社会认可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正是“道德经济”要讨论的议题。虽然直觉会认为现代的经济交易是为社会规范所限制的［所以在道德上绝不容许卖婴儿、器官以及购选，有时也不得卖血（Walzer，1983；Titmuss，1971）］，但关于道德经济的辩论总是十分尖刻对立：一方认为它十分重要，另一方则完全忽视它的重要性［请参考Scott（1976）及Popkin（1979）对道德经济及东南亚在20世纪中缺少自由农的对立观点］。


  对企业集团而言，道德经济之所以是一个重要变量，是因为它的运作已预设了一个社群，在其中信任行为可以期待，规范标准可以有共识，机会主义可以被制止。比如加特尔（联合垄断的团体）很容易就因为少数成员的欺骗行为而解体，而集团成员的相互监督机制又太昂贵，所以少了成员对道德经济的坚持，加特尔是很难成功的。这与一般建基于经济或法律动机之上的分析十分不同。


  钱德勒强调，加特尔在美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为法律所不容，在1890年雪曼反托拉斯法案及其后的判例中成为非法。但他自己的研究却指出，大多数的加特尔早在1890年以前就崩解了，而主要原因是背叛的投机客如古德（Jay Gould）的出现。这些人出身于加特尔所形成的社群之外，所以会毫不受限地取消大家的共募缴款及约定。这些行为使得企业发展出的更大规模的整合型公司“层级化”，而原来则需要用协议来在集团中达成这样的规模（Chandler，1977：chap.4-5）。同样，西莱西亚（Silesian）王子在1908年“击沉”了莱茵区（Rhine-Westphalian）钢铁加特尔，也许是因为他在不同的地方不能与当地精英社交在一起（Maschke，1969：236，245）。而一些德国的加特尔却能够在经济动机不足的情况下生存（Peters，1989）。我认为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了解不同情境中社会结构是否在一处形成道德社群，另一处却未形成。这是一个超越物质激励的问题，我们应该到社会分析中找答案。


  推广而论，全世界的企业集团中，集团成员会不同程度地考虑自己是否属于一个道德经济。比如韩国的财团给人的印象是，行为不来自共同规范标准及相互责任，而来自上层基于最大利润的考虑向下发布的训令。但这并不是说“层级”结构的集团就没有道德经济。事实上，集团发展在概念上仍然强调高贵的责任，也就是在很多社会系统中跟随着一个权力位置所应有的责任，尤其是但不限于是封建体系（Scott，1976）。这也是日本的垂直整合型财团的特性。如汉米尔顿等人（Orru，Hamilton and Suzuki，1989：565）评论的：“操控权并不是镶嵌在或被合法化于下命令的权力之中。控制实际上是附属在个别公司角色上的责任。任一公司不管它多有权力，都不能免于责任；顶层的金融机构及工业公司和最小的外包商一样在组织层级中都有其角色期待。”有些学者（Smitka，1991）尤其强调信任在日本大型汽车公司外包过程中的经济重要性。在尼加拉瓜，史传生指出他的受访者咸认“忠诚与信任是一个集团的主要特质……这个相互信任的特质使得企业集团不同于其他协会，如尼加拉瓜工商促进会”（Strachan，1976：16）。


  道德经济的概念是极难衡量的，但大多数的观察者都承认其内涵对集团运作的功能极为重要。史传生评论道，信任是“一个集团要有协调一致经济行动的基本成分，而一致行动才能带来有意义的经济力量的集中”（Strachan，1976：16）。尤其困难的是要把道德经济概念与纯粹经济动机的行为指针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经济理论都声称信任与连带之所以使人有值得信任的行为模式，或相互对对方行动负责，是因为这对他们有经济上的利益。他们忧心于坏的名声会影响未来的生意，比如，尽量做好一点以满足标准避人口实，却不是被这些道德标准激励而行动。如果在有利可图的情境下，即使个人信念受到质疑，理性选择学派及经济学家们会相信极有可能行为正当就不再是考虑的因素之一，而其他情境就自然不至于如此。实际上他们用上了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名言：“不一样就不会是不一样，除非造成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很难区辨出理念与自利的因果影响大小，但确实在很多情况下道德经济会造成很不一样的结果——行动者不会完全依照经济及物质激励所预示的方式行为，如果他们与别人一起分享了什么是适当经济行为的信念。如果能有证据展示它的存在，将可以强力证明道德经济这个概念的价值，也会帮助我们了解它会在哪里呈现出重要性。


  财务、资本以及企业集团中银行的角色


  连带的方式、所有权、权威模式以及道德经济都与企业集团的内部结构有关。除了这些议题外，我们也要省思企业集团如何在它的经济环境中运作。这一节我会谈集团动员资本的方式，下一节则讨论其与政府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学家谈企业集团的方式，多半视其为资本市场的替代物。一般而论，这虽然失之褊狭，但事实上一个界定明确的企业集团确实以并购、分配与投资资本为其主要活动。从企业集团的自然发展史上看，那些一开始不是从属于金融机构的集团也一定在早期兼并一家银行，以帮助集团成员从各式各样的外部资源中累积资本。


  在研究美国早期的银行史中，鲁莫鲁克斯（Lamoreaux）注意到，1600年以来，“新英格兰商人们会以复杂的亲属连带构成的财务联盟去运作企业，随着19世纪初期银行特许状的成倍增加，不可避免地，这些财务联盟会通过银行追求私利。主要的亲族团体都会各自在他们的城市中控制好几个银行”（Lamoreaux，1986：652）。原来由亲族组成的企业集团都有一个不利之处，就是“资本累积限于亲族之内，所以很难取得足够的资本支持大规模的工业投资……银行从周遭社区的储蓄中取得资金所以可以扩充集团的资本来源”（Lamoreaux，1986：653）。在19世纪初叶，新英格兰的银行并“不像今天的公共服务机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宰制地区经济的亲族集团的财政助手”（Lamoreaux，1986：659）。


  鲁莫鲁克斯特别标举出银行的角色在于让企业集团突破亲族企业的限制：“少了银行，亲族集团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来投资。这会限制集团扩张的大小与重要性。在19世纪前半叶，银行的多重发展使得很多欠缺自有资源的家族能跨足工业领域，这给了美国经济更大的活力。”（Lamoreaux，1986：666）这个陈述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企业集团在早期一定要加入银行功能。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企业集团较诸世界其他国家显得不太清楚可辨，银行及保险公司（扮演了相同的金融功能）仍然是其经济结构中的中心部分。敏兹和史楚华兹（Mintz and Schwartz，1985：120）发觉20个有最多董事会联结的美国公司中有17个是因为财务而连接的。银行尤其是地区性企业网络的核心。“地区性公司的紧密联系……反映了地方精英的长期商业关系，一种说法就是董事会联结……每一个严谨的研究都指出大都会区的网络联结，银行必然是其中心节点”（Mintz and Schwartz，1985：195-196）。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很多国家中，企业集团都以地理界限为分界，边界最清楚的美国集团也都是依地区而分的。这或许可部分归因于美国的地大、大城市众多、各城市都有强烈如个人主义般的自我认同，以及反托拉斯法。当然在小而同构性高如日本者就不太有财团地区化的压力（但韩国财团却有强烈的地域忠诚度）。更多的研究目光应该放在地缘关系如何形塑商业关系，以及这个形塑的机制上［如赛克森妮娅所提的一个有趣的美国例子］。


  企业集团与政府


  因为企业集团比个别公司强而有力，所以往往可以把它们在寡头垄断市场的力量转为政治资本（查阅Leff，1979），所以集团与政府的关系不能不考察。这种关系的研究不仅能了解权力与公共政策，也常是一个集团的形式、性格与行为为什么会这样的核心议题，因为它们常常因政府的行为而有所反应。


  没有任何理论解释为什么企业集团鲜少能自外于政府影响而发展，或像墨西哥财团一样和政府若即若离又时而反抗一下政治精英（Camp，1989）。另外，政府又经常陷在企业世界的泥泽中，因为政府的关键人物常自己也组织公司甚或企业集团，虽然这种集团自然有较好的政治连带，但也必然像其他集团一样运作。最好的例子就是前桑定政府的尼加拉瓜的苏慕萨集团（Strachan，1976：chap.2），以及在印度尼西亚被苏哈托家族控制的集团（Robinson，1986：chap.10）。集团甚至被政府机制的一部分掌控，比如印度尼西亚军方就拥有一个企业集团（Robinson，1986：chap.8）。


  政府对经济发展及商业利益的一般政策很有可能会形塑企业集团的结构。在美国，即使时断时续执行的反托拉斯法也足以挫折一群公司间的经常合作（Fligstein，1990）。而对企业间合作持鼓励态度的日本则带来了它的大型合作系统。


  艾文斯（1989）主张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区分在“强盗型”及“发展型”两端中的连续谱里，前者主要是剥夺国家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目的，后者则是支持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的“强盗型”政府是刚果。被艾文斯形容为“世袭的”政府（Evans，1989：576）是很难让经济发展的，因为它切断了任何有系统的资本累积的机会。一个强调世袭又稍微不专注于剥夺资源的政府也许会孕育出微弱但不至于看不见的企业集团。苏哈托统治的1949～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就属此类政府。这期间，集团主要是因为政府特许的独占事业如输入许可、外汇贷款、政府合约以及银行特贷而形成。怀特（White，1974）就指出一些巴基斯坦的集团因此形成。让这类情况与纯粹在公共资源上寻租的行为不同的是，党、政、军高层在设置集团上的积极参与——也就是罗比森（Robinson）所谓的“政经帝国”——好从政府特权中谋取好处。无政治支持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的弱点在于没有政府帮助很难长存，当然，当苏卡诺（在印度尼西亚）及其从属倒台时，“很多最重要的企业集团也跟着崩溃”（Robinson，1986：91）。


  1948～1960年的李承晚时期的韩国也是如此，少数企业领袖大量地接受政府的好处，它们接收了大多数的国外直接援助；甚至有的公司接受政府贷款既不付利息，也不付本金（Amsden，1989：39）。政府反而变成关系中较弱的一方，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一度强劲成长，但到了50年代末期又陷入衰退中（Amsden，1989：40）。


  大量好处用来酬佣亲信的世袭政府，会使企业集团成为重要而权力集中的机制以有系统地兑现政治上的利益，但却使小企业与小集团处境困难。罗比森就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因为企业集团长期需要军事将领的保护，使得这些集团变成大型财团，而且“环绕在政治权力的四周”（Robinson，1986：267），尤其以苏哈托时期的中国人财团为显例；因为人们普遍对少数民族掌控全国经济现象有所不满，这种依附于政治保护的需要就更显殷切。


  在韩国，当李承晚于1961年被朴正熙的军事政变推翻时，朴正熙第一件事就是逮捕那些百万巨子们，因为他们得益于李承晚的政权，现在却威胁要卷款出国。朴正熙先置他们于绝望之境，然后又在得到他们承诺致力于经济发展后赦免他们。一方面因为认可长期投资与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朴正熙主导了财团的扩张，如今它们掌控了韩国经济。因此弱势又依赖的商业利益的财团，在前任保护者倒台之际只有屈膝了，毫无选择地接受了军事政权的政策要求好取得更多资金，但不同于以前的是，新政府要求好的经济表现（Jones and Sakong，1980）。这就造成了为什么集团的很多特性——大规模、分散投资、跨入重工业，以及高度的权力集中——要不是政府直接下令的，也是为了因应政府要求而产生的。


  欧鲁（Orru，1993：9）也指出，“二战”之后，法国也发动一个类似于朴正熙将军的计划，以“滋养大型具国际竞争力的集团的成长”。结果，“家族拥有的企业网络以及紧密结合的国有或私有控股公司成为法国经济的主导力量”（Orru，1993：15），这一反传统的法国经济是掌握于中小企业以及中型控股公司手上的状况。


  讨论


  我所讨论的企业集团彼此相异的六大层面是相互独立的，这需要在理论上将它们连接。它们之间是否显著相关的实证证据仍然付之阙如；举例来说，集团企业的股权集中现象并不能预期该集团的权力有垂直整合的结构，因为这还要看所有权建构的历史轨迹。对韩国的财团而言，因为政府让某一企业家掌握大量资源而控制很多企业，使得权威结构随之产生。但是对很多成型于20世纪初叶至中叶的英国集团而言，如英国烟草集团就控制了16家公司的股权，由控股公司集中控股反映了某些功能集中的协议，但各个公司却仍能使原有家族保有最大的独立经营权（Chandler，1990：247-248）。不过如果所有权是分散而对称的，却似乎可以下结论说权威会比较弱而关系是平行的。


  在企业集团中有高强度的道德经济似乎又意味着它来自内部坚实的连带与团结，这连带与团结必然来自强的水平关系，至于强的垂直协调结构却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既存的研究鲜少深入到此一层面。大多数的企业集团多多少少有道德经济的存在，但是没有能力产生这种规模结构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原来期待可以形成集团的一群公司却无法形成。比如在东南亚大部分地方，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集团都是中国人而非本地人，因为海外华侨内部有足够的团结力，这一点本地商业就没有（Geertz，1963；Granovetter，1992；Kim，1991；Robinson，1986）。诚如罗比森（1986）所说的，中国人的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后果，因为他们的主要商业利益基本上要靠政府的保护以对抗当地憎视，若非如此，这股力量该是中产阶级政治自主性的核心。中国人因此不能联合当地的商业力量，因为后者总是视他们为外族竞争者。


  政府角色对集团所有权的形成、权威结构，以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当各集团相互竞争激烈或至少不相连属时，政府尤其会担负起中介协调的功能，这时候个别集团的利益极少有机会对上国家的利益。韩国就是一个强力协调的典型例子，相较于日本，后者政府给集团较少的直接指导，却靠着各集团间良好的关系而促使它们讨论共同的问题。


  不同于那些乐观的功能论者，当然这却不能保证，政府或集团能扮演“正确”协调者的角色。如果这个角色被扮演好，我们能期待看到更好的经济表现。我前文就论辩过基于错误的选样，总有一些人相信东亚国家集团内的跨公司合作导致了经济奇迹。但从经济史来观之，这种合作经常得见，但经济奇迹却很少发生。这指出我们实在需要一个理论，不只说明企业集团的内部特质，而且更要了解它们如何与制度环境相融合，并找出什么样的集团与什么样的制度配合表现最好。


  当政府与集团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以平衡私人、产业以及国家利益时，总体经济表现以及分配公平性是可能同时达成的。但要使此一陈述不致流于套套逻辑，恐怕还要相当多的理论整合工作。一个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为艾文斯所提出，他强调国家机制要想推动经济发展，一定要内部聚合紧密并强势，且深入经济领域之中，却又不至于为经济领域所左右：他称之为“镶嵌性自主”。一个好例子是印度，恩卡尼逊就指出，印度的集团虽然也如韩国的财团一样成功地把跨国公司的势力赶出印度市场之外，但韩国政府的强大自主性却容许它坚持使财团努力于出口，而印度政府就无此能力，以至于两国的经济表现有天壤之别（Encarnation，1989：204-225）。很讽刺的，从自由市场理论的主张来看，企业集团只有在它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时才能有效率，而集团一定会逃避市场竞争，除非一个强有力又自主的政府逼它这么做。所以自由市场的产生竟是社会与政治建构的一个不自然的杰作。


  为什么自主性高的政府会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是未来研究应有的一个重要议题。因各国的情况不同，更完整的研究应该涵盖其他利益团体的位置及其与政府、商业的关系，如劳工、精英、外国公司与投资者。当然这已超出了本篇文章的范围而需要把理论发展得更细致。但也只有如此，才能把企业集团连上重要的经济及政治结果。我在这里拋砖引玉所要说明的是，想深入了解一项经济与政治结果，就需要深刻地研究企业集团及其所存在的制度环境，而今日的努力显然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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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为格兰诺维特的初稿，此文的改稿收编在斯梅尔塞与施威特博格（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2004年编辑的《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The 2nd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中，第二版已有极大的改写，本文可视为不同的论文，为本选集所单独收录。


  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1]


  经济社会学已不再是一种新事物。它诞生于19世纪末，复兴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领域已产生了大量令人激动的研究成果，出现了大批很有前途的优秀学者（Granovetter，1990）。值此世纪之交，我们需要从已积累的重要经验研究中走出来，重新评估结构的经济社会学（structural economic sociology）所应追寻的理论日程（theoretical agenda），以及这一日程应在何处与社会学、经济学的基本关怀相一致。


  这样做时，我们应该牢记，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分配不过是一系列活动的制度化复合体。而且适用于这些活动的理论观点，应该与我们用来解释政治行动、科学与知识、家庭与亲属关系以及其他持久性社会模式的理论观点具有内在相似性。思考关于经济的社会学如何相似于和不同于关于其他制度的社会学，有助于我们看清哪种理论观点最为有效。


  动机、个人、背景和历史


  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学作为一种解释经济的方式有何独特之处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部分取决于人们对学科“独特性”的看法。经济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一个方面在于，经济分析主要受一门学科——经济学支配。经济学在理论上关注的是理性行动或工具性行动概念，其“方法论个人主义”把所有解释都归结于具体的个人行动。尽管社会学应提出自己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而不仅仅是回应新古典经济分析，但是，廓清社会学概念与经济学家的概念在哪些方面有关联，能使这些概念更鲜明。在社会学概念与经济学概念都已完善之处，我们应建立一种统一的理论。


  我认为，工具主义的还原论在两个最基本的解释方面是不完善的，这表明经济社会学可以进一步提供独特的解释。第一个问题，工具主义还原论局限于用抽象的个人利益来解释人类互动，却没有考虑关系这一基础层面，而正是关系形塑了经济行动和其他类型的行动。具体而言，横向关系可能包括信任与合作，垂直关系包括权力与遵从，这些都超出了个人动机所能解释的范围。信任与权力在利益和行动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在于，规范和身份认同来源于认知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并在其中得以建构。认知与情感方面的互动不能还原为自我利益，而只是行动者定义其利益是什么的关键所在。


  还原论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看到在一些情境下，可以用纯粹利益驱动模型进行有效解释，但对于这些情境是如何演化的，却几乎无法简单还原为个人动机来进行解释。在这些情境中，个体发现他们的行动既受到约束也受到激励。[2]实际上，上述推论基于以下更为一般性的主张，即，受利益驱动与受信任或权力驱动的行动，其发生和产生结果的方式，都取决于比地域更加宽泛的背景。我之所以首先提到利益驱动模型，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去背景化分析。


  上述第二点并没有将结构凌驾于行动者之上：尽管个人发现其所处情境不受自身力量控制，并远远超出其生命历程，但他们仍然可以使情境变得更加有利，并深深地影响未来的行动与制度。例如，尽管科西莫·梅迪奇大公[3]在博弈中很晚才“突然领会到其身边的社会网机器具有强大的政治能量”（Padgett and Ansell，1993：1264），但他几乎没有为创设这种机器做过什么，而他一旦有所行动，就戏剧性地改变了佛洛伦萨数代人的历史。


  实际上，在同一案例中，这两个问题经常同时存在。尽管我们应该将二者进行区别分析，但对于具体案例，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也多少有些牵强。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太成功。我首先集中讨论，在哈里森·怀特（White，1992）称之为“分子”的那种特定社会空间中，行动动机的混合性来源，然后接着分析这种“分子”是如何被建构的。


  社会空间中行动动机的混合性


  为阐明上述第一点——纯粹利益驱动理论的不充分——我从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开始讨论。劳动力市场上、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存在社会网络，经济社会学为理解信息在这些网络中的流动做出了主要贡献（例如，Granovetter，1973；Burt，1992）。应用经济社会学观点的一种方法是：工具性地利用它，以了解一个人如何最好地经营其社会网络。不仅经济学家，鲍曼（Boorman，1975，关于弱关系的投资）、伯特（Burt，1992，关于“结构洞”的利用）等一些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做的。这些模式沿袭理性选择路径去理解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动，且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并未完全与经济学的研究相分离。


  但是，即便对于明显容易处理的情况，也很难仅用工具理性的简单框架来解释。例如，我对工作信息传递的研究（Granovetter，1995）清楚表明，将信息获得看作是关系“投资”的结果在很多时候是有极大误导性的。至于其理由，彼得·布劳（Blau，1963：62）在关于“社会交换”的讨论中已经做了很好的描述。他指出，只有当接受者认为来自他人的积极反应不是故意为之时，他才会予以回报。虚伪的赞同总比没有强，但它与没有额外用意的真诚赞美相比就苍白多了。尽管正如“可信赖的社交活动”（confidence rackets）之成功所表明的那样，一些社会关系的“投资者”在假装真诚方面炉火纯青；但是，接受者对真正赞同的殷切希望与对虚伪话语的高度警惕，极大限制了计算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因此，经济社会学为理解经济所能做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唤起人们注意：当行动者从事生产、分配或消费活动时，其动机混合有经济目的与社会目的。[4]但还需要对社会互动的背景以及这种背景是如何出现的做更详细的说明。一般来说，人们在交叉重叠的社会结构中总是追求多重目的。例如，将人们参加聚会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经济行为，似乎不太合理，因为从热闹喧嚣的社交中获得预期经济要素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为零，经济利益不可能是人们参加聚会的主要原因。[5]但是，关于工作的信息确实会在聚会常客（partygoers）之间传递（Granovetter，1995）。问题的关键在于，独立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富于表达的社会化规范相互交织，而这种交织形式是个人动机无法解释的。这一点与我前面提到的工具主义的第二个问题——行动的背景如何出现——相关。在下文谈到各领域（spheres）和制度之间的交叉时，我将更概括地研究这一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主张：在社会互动中，人们有混合性的动机，因此其行动方式很难用纯粹自我利益来描述。社会学通过考察具体的社会关系如何使行为与狭隘的工具理性分道扬镳，扩展了上述论点。为穿越这片庞大的理论荆棘地，我在这里简要区分了横向关系与垂直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上述“分道扬镳”的不同影响。


  对横向（非等级制）关系的分析，主要是对“信任”或“团结”——一种可能超越决策困境如“搭便车问题”或“囚徒困境”的关系与群体状态——进行讨论。垂直（等级制的）关系由与团结或信任不同的一种关系特征来界定，我们称之为权力。权力的行为后果是支配与顺从，信任与团结的行为后果是合作，它们是并行的。


  信任与权力在行为与动机之间打开了一条裂缝，而这是工具理性理论家试图要堵上的。他们堵上这一裂缝的努力是艰苦发奋的，因为信任与合作问题、权力与顺从问题，给任何完全基于理性选择和自我利益的理论造成了难度很大的挑战。在本文中，我也挑战那些意图把信任与合作、权力与顺从问题纳入工具理性主义轨道的尝试。在此，我先简单说明，这种尝试即便成功，也仍然不能解释许多社会生活与经济行动问题。他们没有考虑更大的社会背景在决定自我利益参数方面的作用，而我在稍后会谈到这一问题。


  也许，人们在信任问题以及源于信任的合作问题上花费的笔墨最多。理论家们指出理性的两难困境：互动中的个人理性地追求其自身目标，但得到的结果却比每个人都选择次优策略更坏，如著名的“囚徒困境”。此时，信任与合作问题就与理性选择理论特别相关。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1965）一书中把理性选择用于政治分析，指出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会被名副其实的理性行动者牵引出轨（derailed），因为每个人都试图“搭便车”。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可以与十年后奥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提出的市场关系中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论点相匹敌，“机会主义”即简单自私自利与欺诈的合金。在工具主义理论史上，这些发现终结了赫希曼（Hirschiman，1982）所谓“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观念的长期统治。“和气贸易”一词源于孟德斯鸠时代，意指理性行动和交换会把人变成绅士，即使彼此的动机是相反的，他们也依然自动遵守游戏规则并且相互信任。现在，这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突然又让位于新霍布斯主义的市场关系概念，如肮脏、野蛮和短视等——只有当人们在与他人关系中是匿名的原子和高度非社会化时，市场关系才会具有这些特征，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Granovetter，1985）。


  实际上，如果参与者相互“信任”，决策困境和机会主义是可以得到克服的。两个被分离的囚徒相信对方会做同样的决策，所以不论支配性办法是什么，他们都会否认犯罪。这样就会给集体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没有一种理性选择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囚徒会这样做；正如结果矩阵所界定的那样，信任恰恰意味着每个人都期待他人会违背其自我利益而行动。


  多数关于信任的工具主义文献，都极力否认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经验数据。工具主义理论家认为，只有在各种动机组合过程中，信任恰巧合乎理性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相互信任。通过这种解释，他们使“信任”的含义与人们常说的信任区别开来。据他们说，如果在等级评估中，一家公司的还债责任感被评为AAA级，我们就会相信这家公司将履行其偿还债务的承诺；或者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和无限多次的，我们也会相信另一个囚徒。公司保持良好信誉并避免拖欠债务，是因为失去较高的信用等级，代价会非常昂贵；而囚徒之所以否认犯罪，是因为长期来看，假如他不这样做，就会因违背规则而被逼出局。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1984年的著名研究将这一点纳入演化框架。


  尽管这些现象都是无可否认的，但很难说是结论性的。人们经常满怀信心地行动，因为他们预期他人的内在动机会给其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信任的常识性含义在于，不管其动机如何，我们都预期他人的行为是良好的。并且，这种信任对于社会与经济生活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每个人都假定，其他人仅依照其动机“做恰当的事”，那么有些人就会为使形势对自己有利，而不断掩盖真实动机，经济生活因此被污染。实际上，井水并不总会被下毒。多数情况下，经济行动者会无忧无虑地喝井水。因此，经济社会学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揭示那些人们在其中可以安全地搁置猜疑的环境，而那种猜疑是理性行动要求他们具备的。[6]根据定义，在只认可理性行动的行为理论内部，这一任务是无法被构建或实施的。[7]


  尽管我强调行动与自利的分离源自横向关系中的信任，但反感和相应的不信任、合作失败也是同样重要的。尽管这些负面的关系很少被整合到社会理论中，但它们是这一论断的另一面向。约翰·帕吉蒂和克里斯托弗·安塞尔（Padgett and Ansell，1993）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描述了美第奇（Medici）是如何跨越其追随者之间的“结构洞”（Burt，1992）的。这些追随者之间的网络之所以会断裂，是因为不同的支持者群体间通婚率很低。帕吉特和安塞尔评论道，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因为“贵族的支持者和新富的支持者相互鄙视。有地位意识的贵族……通常不愿因为与一个新富家族联姻而玷污自己的名誉”。然而，正是这种断裂，赋予了美第奇家族在这些无法团结的支持者中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信任与不信任的概念指的是横向关系，在横向关系中，一方不能命令另一方必须做什么。如果我们将问题从横向和对称关系转向垂直和非对称关系，就会看到，对权力及源自权力的顺从的讨论，与对信任以及源自信任的合作的讨论相类似。在各种经济行动和制度中，人们有时都会遵从他们所理解的、其他人希望他们去做的事。不过，与“信任”这一术语不同，我们还没有清晰的术语，来区分基于个人动机的顺从与基于其他关系或制度要素的顺从。


  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布劳（Blau，1963）试图为“社会交换”概念开辟一片独特天地时，将无法解释为自愿顺从的情形——比如当一个强盗提出“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时——排除在外。韦伯（Weber，1968［1921］：chap. 10）以类似的方式划分了几种权力类型。一种是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权力，比如在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尽管这种权力明显是很重要的，但对韦伯来说却也是最无趣的，因此他仅做了简单讨论。相应地，他也几乎同时注意到，在持续高压下维持一种社会行政管理，成本昂贵且不实用，是一种最无想象力的追求。相反，他对具体历史要素的大多数分析，主要剖析了“各种类型的合法性权威”。在这些情形下，人们认为应当遵从那些权威位置比自己高的人。


  社会学提出了一种独特主张，认为遵从与合法性能够在相关的产业组织和地域中形成（Burawoy，1979；Granovetter and Tilly，1988；Freeland，1996）。这种主张使我们意识到，将遵从与合法性看做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是武断的，其原因之一就是，行动者通常对哪种行动是适当的有确切的看法，他们明显不会将行动的规范与习惯——在社会群体中被建构、习得与吸收的——解释为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这些规范的核心意义并不是为理性行动提供支持。[8]


  鉴于20世纪中期社会学的过度诠释（excess），大多数社会学家已从基于共享价值承诺的理论中脱离出来。这种被称为“过度社会化”（Wrong，1961；Granovetter，1985）的理论，从共享价值承诺是社会生活重要力量的看法，一下子得出所有社会行动都源于这种价值承诺的结论。相反的另一极端则假定，经济伦理完全从属于和来源于某种技术需求，其目的是保证社会系统的运转效率。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规范尽管被承认是重要的，但却是因符合经济效率而被选定的。现在，我们应该找出一种中和性的解释，既承认规范与习惯的重要性，同时也使它们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框架相适应。


  就经济行动而言，历史学界汤普森首先提出了这种中和性的理论。在其1971年的划时代论文中，汤普森对18世纪英国群众为得到面包等基本食物而频繁采取的抗议行动及其意义进行了研究（Thompson，1971）。汤普森的观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认为，只要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表面上歇斯底里的、高度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其实是有组织的理智行动的一部分。采用工具理性主义的视角，很容易就能理解其行动目标。但另一方面，汤普森并没有止步于理性选择框架。他坚持认为，经济行动者参与行动的过程，除了理性目标以外，也深受愤怒情绪的驱使。基于个人对其置身其中的集体所具有的某种情感——汤普森称之为“道义经济”，人们对于哪些行动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具有明确的信念。


  注意，在这种表述中，汤普森仿佛是在与饥饿的人们打交道，他不愿意陷入规范霸权的扩张性还原论中（expansionist reductionism of normative hegemony），这种还原论声称行动者仅仅由规范与价值观念驱动。食物骚乱的纯粹工具性一面是无法被忽略的——人们推倒并劫掠了一车又一车运往遥远市场的面包——这一点使汤普森含蓄地归纳出一种论述，认为规范、身份认同和工具理性共同驱动和影响着集体行动。揭示这些似乎完全不同的动机共同产生影响的过程，虽然并不是汤普森分析的内容，但它却是任何经济社会学的一般性解释框架所必须包含的。


  制度与经济：合作、遵从与策略行动——作为互动与交叉的副产品


  尽管以上我对行动者在有限的空间中如何被激励的论述，仅触及这个问题的皮毛，但我现在必须转向之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这种空间极少完全独立于更大的网络、制度、文化及历史趋势而自主存在。比如，合作与遵从高度依赖于个体人际关系及其历史的同时，也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因此，两个行动者既有的关系只是部分地决定了他们是否会相互欺骗；他们所处的整体网络是密网（不正当行为的消息传播得很快）还是疏网（不正当行为的消息可以被隐瞒很长时间）。


  但是，网络结构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从空中”观察网络如何在时间变化中不断被建构，那么，网络结构可以被看成是更宏大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在这个层面，对社会边界——或者如怀特（White，1992）所描述的耦合（coupling）与脱耦（decoupling）——的思考就是非常核心的内容，这种思考已经以各种面貌出现在社会理论中。在关于耦合和脱耦的各种理论中，最突出的共性就是，必须理解资源、信息和影响力是如何在界限分明且自我再生的社会结构中流动或不流动的。“流动封闭”（blocked movement）这一概念与“资源流动”思想同样重要，正如怀特所强调的，“行动起来”（get action）并冲破社会壁垒是多么困难。这种思想通常是从个人理性行动视角来考虑的，也即个人如何能够协调各社会领域并跨越其界限，以使自己获利。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更宏大的结构视角来运用“流动封闭”的思想，去解释为何社会团体能够通过理解这些潜在的边界与联系，来实现自身的良好运作。


  这两种思想说明，结构与行动者（agency）之间存在一种二重性。我关于“弱关系的力量”的研究（Granovetter，1973）就是一个例证，它关注的是界限分明的却又联系紧密的不同团体，部分是由其成员之间的“弱关系”联结起来的。就这种观点的策略性来讲，与其他群体有很多这种“弱关系”的个人，在与他人竞争理想职位时，可以将不同的、非冗余的信息转化为自身优势。但也要注意到，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网络越来越显著，同时参与多个网络可能会弱化个人的身份认同，搅乱其对自我利益的认知。这种结果性的混乱可能使行动者困惑不堪，也可能以无法预测的形式将优势转给他人，正如帕吉蒂和安塞尔（Padgett and Ansell，1993）对梅迪奇角色中“多音性”（multivocality）和“强盗行径”（robust action）的分析。


  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是，缺失“弱关系”的社会结构是碎片化的，鲜有集体行动出现。因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可能无法成功开展政治动员（正如我1973年对波士顿市伦敦西区的观点，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反之，“弱关系”给新群体带来新信息这一事实，使得具有“弱关系”的成员连接成一个整体社群，就像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结果那样（Friedkin，1980；Collins，1974）。伯特（Burt，1992）指出，彼此联系的单元可能就是像公司那样的各种集体，我们应更加关注由于缺少某种联系而在网络中形成的“结构洞”。他强调，个人行动者或公司能够利用“结构洞”，将那些彼此没有联系的行动者连接起来，并因此获得某种优势。与我关于“弱关系”的研究相比，伯特明显更关注这种优势如何源于对网络结构特征的操控，而不仅源于某人为自己搜集的资源（比如信息）。在这一点上，伯特的理论可以更好地阐释权力与顺从，他认为这种权力是以对不确定性的控制为基础的（由Crozier于1963年首先提出，见Burt，1992：26，30）。而且，要想长时间维持这种控制，就必须防止“结构洞”被封闭。[9]


  经济人类学已经开始用一种不同的话语来讨论类似问题，他们注意到，在很多社会中，并不是所有商品都是相同级别的；它们往往被划入彼此排斥的不同系列中，一个系列被称为一个“交换层面”（Bohannan and Dalton，1962；Espeland and Stevens，1998）。不处于同一级别的商品或服务不能进行交换，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交换，或者认为这种交换是极不适当的。任何社会，无论其技术多么发达，也都保留了这样一种层级划分。例如，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以多少钱的价格卖掉我们的小孩是适当的（Radin，1996）。


  挪威人类学家弗瑞德里克·巴斯（Barth，1967）指出，某人在交换中可以利用对方（counterparts）对日常交换比率的忽视而获利。他强调，打破先前彼此分离的交换层面的能力，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他以苏丹卷毛（Fur）部落为例来进行说明。卷毛部落认为，为金钱而出卖劳动是可耻的（即，劳动与金钱不能等同）。部落成员生产的某些产品，如小米，以及用小米制成的啤酒，主要是用于换取共同劳动，比如在建造住宅过程中的相互帮助。只有在一个单独的交换层面中，食品、工具和其他商品才可以为了钱进行交换。阿拉伯商人作为这一社会系统的外来者来到这里，雇用当地工人种植一种经济作物——西红柿，然后用啤酒来支付劳动报酬。西红柿的价值远超过啤酒的成本，但这些工人并不清楚这一点，因为在这个交换层面中，啤酒和劳动力都不能与现金交换。但这些外来商人不受这种群体道德律令的束缚，他们将两个分离层面连接起来，利用这种“结构洞”获得利润。巴斯准确地把“企业家特质”界定为创造这种新交易的能力。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以色列·柯兹纳（Kirzner，1973）也独自提出了与巴斯几乎一样的企业家特质的概念。一定程度上讲，柯兹纳借用了他的同事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特的思想。此前，熊彼特已经把企业家特质界定为：将过去未连接的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而创造出新的获利机会的能力（Schumpeter，1979［1926］）。不过，柯兹纳的表述与巴斯更接近，他把企业家特质界定为通过套利交易将先前分离的市场连接起来的能力。尽管套利者需要熊彼特所说的机敏品质，但其所扮演的角色却与熊彼特笔下弱肉强食（swashbuckling）的企业家不尽相同。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会打破现有的均衡，创造性地形塑经济图景，进而开拓出新机会。与之相反，柯兹纳所说的企业家则是一种阴郁的形象。他们通过找到市场间的价格差异——总体图景中的一种非均衡，并将这些市场连接起来而获利，他们重建了——而不是打破了——以价格一致为特征的基本均衡。如果人们渐渐了解这种使企业家有利可图的连接，企业家就不能继续从这种机会中获利，而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可供利用的价格差。


  当时，巴斯与柯兹纳都是从20世纪中期的乐观的现代化理论视角来看待企业家的。企业家发现无效率之处，就立即弥补它们并从中获利。最后，不能与他人交换特定商品的情形消失了，由价格差造成的经济过程的延滞被消除了，经济得以全速前进。统一价格被建立起来，此前不相连接的市场要素被整合到一起，因此，生产要素可以无障碍流动，人们能得到完全的商品信息，进而最优化地使用这些产品。


  但是，这种观点与企业家的经验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如果企业家真正认识到，他们的优势是在社会结构中未被连接的各板块（chunk）间建立联系，并且在协调资源流动方面形成垄断性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几乎不能想象，这些企业家会高兴地坐到一边，邀请任何其他人参与这种协调。在此，熊彼特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图像似乎更为恰当——如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之流，他们在从事其喜爱的活动时，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即“交易限制”。怀特认为，这是流动封闭的一个特例（White，1992）。相应地，我们也不应当期望，在巴斯笔下的苏丹案例中，阿拉伯商人会平静地进入套利交易的美好夜晚中，而应预期他们会变本加厉地增强其优势并形成地方权力，以使他人无法获得同样的机会。[10]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权力并不以合法性为基础，而来源于在韦伯看来很烦人的“利益集中”（constellation of interests）——垄断地位。这种来源之所以令人讨厌，是因为它隐含了一种假定，即这种垄断地位来自过去既有的位置，也就是“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话虽如此，但就我所描述的案例而言，垄断实际上来自于现有的结构与积极的能动者。如果没有一种分裂的社会结构，企业家就没有机会使各部分之间的资源流动成为营利来源。但是，填补“空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企业家不仅要具有奥地利经济学传统所强调的认知智慧，还要有运用团结与义务网络来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垄断地位是在其他结果技术上看似合理的情况下被积极地创造出来的。然而，在合法性很重要的情景中，处于分离的网络中心的动员者，可能需要在幕后行动，以免显得过度自私自利：这就是帕吉特和安塞尔在分析梅迪奇家族的兴起时所说的“强盗行径”（robust action）的一部分（Padgett and Ansell，1993）。结构条件使得集权化与夸张行动得以可能，那么，动员策略与结构条件是怎样结合的？这一问题急需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化的交换层面中建立桥梁的技艺，取决于这些层面原本是被分离的。在对社会结构演化的历时性分析中，比较社会学的一般研究主题已经从涂尔干（Durkheim，1984［1893］）的同质结构（机械团结）转向帕森斯（Parsons，1966）关注的结构与功能的高度分化。在政治社会学中，这种分化已经在与经济企业家成功问题相关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政治领导者如何才能集合起组织一个权力系统所必需的资源，并把大量的人整合进一个他们共同认可的单一政治单元，一直就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问题。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1963）对其所谓“集权化官僚帝国”（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empires）如何出现的分析很具有启发性。他的观点是，这些帝国要维持下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领导者必须有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结构或制度的纯粹政治目标；二是社会必须已经在各种制度层面上形成“有限的但却普遍的分化”（limited but pervasive differentiation）。也就是说，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活动，必须与家族以及日常家庭生活相对分离，呈现出自己的独特生命力，这种独特性可以用角色专门化程度和专业认同程度来衡量。


  在这种观点中，分化是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分化，统治者将要用来建立和维持他们权力的资源，就会被锁定（locked up）或嵌入在没有分化的亲缘和其他社会性定义的团体中，因而是不能被动员的。从历史上看，经济思想已经将资源流动视为一种常态，但事实上，研究这种流动性是如何出现的，对社会理论来说，是最困难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土地、劳动或其他可理解为商品的要素不能被随意分离，而部分是义务与象征意义的复合体时，统治者的资源动员行动会受到阻碍。分化产生了艾森斯塔德所说的“自由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有动员意愿和才能的人占有，并被从一个层面动员到另一个层面。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资源从其原初的社会来源中分离出来，专门化部门在最初就不可能产生；而资源一旦被分离出来，即使处于专门化角色占有者的控制下，也被理解为是可以让渡的。第一个从公认的“主人”处占有食品或其他物品的统治者，为自己的目的将这些物品动员出传统循环圈，并利用这种新的、有利可图的交易去扩展自己的政治事业。所有成功的课税都带有这种性质，研究者在对现代国家产生所做的系统分析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这并非是偶然的（关于西欧的这种情况，见Tilly，1975）。


  因此，对于在离散社会单元间建立连接的人将会获得某些收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在弱关系或“结构洞”的讨论中，这种社会单元是个人或组织的具体网络。就“各种交换层面”来讲，这种单元被定义为围绕特定交换类型建立起来的边界，而交换类型则由一系列可以进行相互度量的（commensurable）物品所定义。在艾森斯塔德的系统分析中，这些单元就是社会中的各个制度层面。对经济或政治资源动员的讨论，适用于任一单元。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企业家都会在多个层面中进行连接活动。


  例如，我与我的合作者在关于美国电子产业的研究中所描述的人物——萨缪尔·英萨尔，该产业的少数几个早期领导者之一（Granovetter and McGuire，1998），无论在地方还是国家层次上，在焊匠-发明家（tinkerer-inventors）、金融家、政客等分离网络中，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我们也可以在一种更抽象的制度层次上，描述英萨尔在这些网络之间来回动员资源的方式，即他是他所在产业中第一个为了经济利益而成功动员政治资源的人。他还以支持他特别喜爱的技术发展路径的方式，应用创新性的金融工具与会计技术——如“气球式折旧”（balloon depreciation）。尽管英萨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精英圈子中分享这些创新，他却积极反对圈外人所做的各种努力，这些人是分散化生产、分散市政所有权、分权化供应公共物品等要求的发起者。他留下的是一种高度垄断的权力生产，这与成功企业家会尽其所能阻止他人跟随他们步伐的观点相一致。直到20世纪20年代，控制在英萨尔及其合伙人手中的巨大控股公司有很多特点，都和艾森斯塔德所描述的“集权化官僚帝国”相似。


  现在，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没有一种新融资方式的出现和发展，硅谷信息技术产业就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在旧金融模式中，金融家大都与其所支持的产业没有什么联系，也很少知道技术细节，他们还与这个产业中的社会与职业圈子保持一定距离。在这种模式中，金融家所需要的唯一信息就是该产业中贷款偿还的可能性。在以某一基期为基础的稳定市场中，通过对资产平衡表进行全面仔细的审查可以测量出这种可能性。然而，旧金融模式无法适应快速的技术变革，因为一般的金融工具难以准确评估技术变革。相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硅谷出现了一种促进创新的新金融模式，即工程师和其他的产业成员利用已获得的巨额风险收益，变身为金融家。他们把传统的与新的财富来源结合起来，创造了“风险资本”的概念与实践模式。在这种新的金融模式中，金融家是技术网络中的成员或与之有密切联系；在新资助的公司中，他们占有实质上与董事会同等重要的地位，有时他们还扮演积极的管理角色（Kaplan，1999：chap.6 and 7）。


  金融创新者最初对各个交换层面的突破——从产业本身或产业成员的家庭中动员出大量的收益进入金融圈和公共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他们现在不仅能在吸纳了这些基金的公司内，还可以在任何前景看好的可能发生创新的地方配置这些基金。而且，开创性的成功吸引了具有有限责任的合伙者，如本身与技术圈没有明显联系的养老基金和富人的巨额资金的流入。正如19世纪的美国银行那样，自称代表那些其发展再也不能由家庭基金单独维持的银行的利益，而从亲属群体外吸纳基金，从而为经济扩张提供了资金（Lamoreaux，1994）。


  那些执行这一策略的人实际上并无宏大计划；他们仅仅是头脑足够清楚，能够抓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宝贵的结构性机会。20世纪50年代离开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晶体实验室并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8个叛徒”（traitorous eight）[11]，逐渐设置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硅谷经济的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中占据中心角色。但是，就像梅迪奇家族一样，使他们得以成为中心角色的结构，来源于或多或少的不相干的历史事件的交合（Padgett and Ansell，1993），如肖克利残暴的管理风格、仙童公司独有的股权投资安排等。这些因素强烈地促使他们抽出资金，开创新的企业，英特尔和现在各种有名的“仙童公司”等都是这样产生的（Cringely，1996）。


  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


  本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处理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于建立整个的解释框架而言，单一利益动机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基础。鉴于在横向和垂直关系上已确定了解释动机的关键要素——信任、权力、规范、身份认同等，即便是相对微观的理论也已经把初始分析的焦点从单一个体上抽离出来。只有把分析限制在单一个体上，才会维持一种狭窄的工具主义视野。接着我转向第二个问题，界定人们行动的社会空间、制度或各种制度要素，并粗略地概述了关于这些空间是如何出现、如何结合和如何分离的，以及资源在它们之间是如何流动的种种争论。


  现在，我扼要地谈谈，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些微观与宏观的脉络聚拢起来。受动机、信任与合作、权力与顺从，以及个人行为规范、身份认同等影响和调节的个人行为，是如何受到更大的制度结构影响的？个人行为又是如何重构这些更大的制度结构的？如上所述，关于经济行为的诸多论题同政治行为理论中的论题有一种内在相似性。例如，在关于“弱关系的力量”的论述中（Granovetter，1973），我讨论了赫伯特·坎斯提出的悖论（Gans，1963），即波士顿市伦敦西区的居民对他们的邻里状况非常关注和投入，对他们的社区将因“都市复兴”而遭到破坏的前景忧心忡忡，但却不能联合起来，不能动员地方领导来进行抵制。坎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对毛遂自荐的领导不信任，因而不利于政治群体成员资格的形成。相反，工具主义的理论家则看到了千奇百怪的“搭便车”现象——每个人都希望他人来承受动员的代价。我对坎斯的反驳也可以应用于对“搭便车”思想的批判：这些问题很多都可以用社会结构限制来解释。我认为邻里是由内聚网络丛簇组成的，但这种网络丛簇彼此又是严重脱耦的，不管个人的意图是什么，这种分裂都使得动员极为困难。[12]


  用更为流行的术语来说，我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缺乏一种个体，即缺少可以跨越伦敦西区的网络“结构洞”，并把弱关系延伸到各种结党式小圈子中，以动员资源和谋求领导者角色的个体。坎斯的解释表明，动员确实会在结党式小圈子内出现，但不会超越小圈子的范围。居民之所以不信任个人网络之外的领导者，可能是因为居民与这些领导者之间缺少一种社会关系短链。而这种短链存在的地方，对一个领导者意图的信任会沿着这种短链流动。这种信任之所以可能，部分是因为个人能通过这种短链来施加影响，以抑制领导者追逐私利（self-seeking）。[13]这里，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信任与权力经常能通过横向与垂直关系的整体协调而结合起来。


  经济制度的建构遵循类似的原则。安纳利·萨克斯利安（Saxenian，1994）认为，网络的开放性以及人员、思想、资本能在公司多孔的边界之间自由流动，是硅谷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她指出，（在硅谷）名义上处于竞争状态的公司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实际上存在很高的信任。她认为，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忠诚更多地存在于职业群体中，而不是公司中；二是快速流动使不同公司中的人比以前更经常地在一起工作；三是工程设计型文化鼓励个人向彼此展示其技术本领，对于自尊来说，有这种男子气概，比高薪或工作有保障更为重要。[14]相反，波士顿大都市区128号公路园区的综合性企业则显示了一种与坎斯的伦敦西区一样的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吉尔诺特·格拉布赫尔（在一篇德文中）把这些公司称为一种“沙漠的大教堂”集合（Grabher，1991）。这些公司试图自给自足，避免与其他公司共享思想与人才，但最后却发现，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这种战略会弄巧成拙。[15]成功的经济模式来自于公司、职业群体、社会网络的复杂的相互交叉，来自于个人自尊和自豪感、社会地位、经济利润等混合目标的驱动。这些目标相互嵌套，以致没有任何一种目标能单独维持经济成就。


  在疏而广的网络联系中很少存在“结构洞”。相应地，尽管在硅谷有些公司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庞大，并且在为国家提供税收方面也变得很重要，但在这一产业的公司网络中却很少有权力中心。而在支撑性的基础结构方面，如金融和法律，却存在多得多的令人吃惊的权力分层和等级制度。尽管对地位结构及其影响还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但非正式的解释表明，如果有了适当的风险资本家（如克雷勒、佩尔金斯、考菲尔斯和拜尔斯，或者当地人所说的那些KP），或者有了适当的法律事务所（如威尔森—索西尼—古德瑞奇和罗萨堤这样的硅谷最大的商业律师事务所），就有了一种很大的优势：因为这些公司有权力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历史学的解释则表明，这种支配权力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即这些领头的公司面临分离的资源基础，在分离的网络和资源之间进行动员并取得非凡成功的时候。这正如我上文简要讨论的金融与工业相对结合与分离的来龙去脉一样。


  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和进一步推进这些研究论题。理查德·诺克的《意大利经济再造》（Richard Locke，1995）一书，比较分析了意大利两个主要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和阿尔发·罗密欧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结构重组的结果。菲亚特在进行结构重组时，强行压制工会，产生了许多劳资矛盾，使整个地区都蒙受了损失。阿尔发·罗密欧则通过复杂的谈判取得了较好的地区经济结果。诺克把这种结果上的差异归因于都灵与米兰地区的政治行动者与协会的网络结构的不同。在菲亚特的生产基地都灵，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与协会（associations）结成两个主要的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支持公司，而另一个支持劳工。每个阵营内都有着强烈的内部联系，但两个阵营之间却没有多少联系——这就是诺克所说的一种“极化网络”模式。相反，在阿尔发·罗密欧的生产基地米兰，网络模式是由协会与利益群体形成的一个“多中心”密网，并通过许多横向关系彼此相联系。他指出，在多中心网络模式地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大量的中间协调减弱了冲突，并保持交流途径的开放。在这一网络结构中，信任得到了促进与加强。然而在都灵，中间协调者的缺少阻碍了双方通过协调来实现妥协的意图。由于熟悉冲突双方，协调者可以使其成员更近乎人情，为尝试性的讨论提供一种交流渠道。而如果缺少这种熟悉（如在都灵），在调解人向另一方表达一种妥协的情感时，看起来似乎是不真实的甚至是阴险的。最初的交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缓慢和艰难的，因为可能没有明显的、共同认可的和值得信任的中间对话者来进行这种交涉。结构条件产生了认知和规范压力，因而加速了分离，使冲突更可能发生。


  在对纺织工业的分析中，诺克（Locke，1995）运用这种网络结构的差异来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小公司网络能取得广泛的开创性的成功，实际上，网络结构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即有些网络在某一地区会失败，而在其他地区却实现了其意图。他认为，这种形式网络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事物，而取决于它与当地社会和政治网络的相容性。具体来讲，普拉托市（Biella，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相当两极化和等级制的公司网络，与比艾拉（Prato，意大利纺织产品生产基地之一）等地区的多中心公司网络相比，最终被证明因缺少有利的环境而不能存续下去（关于汽车工业的但在国家层次上进行的类似讨论，参见Biggart and Guillén，1999）。


  现在我转到社会资本领域，普特南（Putnam，1993）社会资本观点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所有这些城市都具有丰富多样的协会生活，这很可能是组成这种资本的规范、网络与信任的来源。不同的是，都灵（Turin）和普拉托（Prato）的协会都是垂直结构的，与其他类型的协会只有很少的联系，但却有更远的垂直关系，从该区域直到国家政党和其他组织；相反，米兰（Milan）和比艾拉（Biella）地区的协会则拥有更丰富的横向关系，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缓解冲突，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利于公司间合作的种种枝节。因此，不仅协会生活的频繁度对经济（或政治）结果很重要，其关系结构也同样重要。


  这些观点与另一种更古老的，或许可以称之为“新托克维尔主义”[16]的思想传统有关，它强调社区、民主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协会与“横向性关系”对于政治、经济结果的重要性。李普赛特对这种思想传统进行了经典的阐述（Lipset，1963：77）。


  多元的和政治上矛盾的从属关系、忠诚和激励，减少了卷入政治选择中的情感与侵略性。例如，在当代德国，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被同时拉向两个方向（即朝向他的阶级和朝向他的宗教），他们最可能投基督教-民主党的票。但与一般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徒相比，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对社会民主党有更多的宽容。群体与个人拥有的大量的横向性关系、政治上相关的从属关系，增加了民主稳定的可能性。


  对这些新旧理论传统的比较，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说。但我在这里仅谈几个似乎更为有趣的要点。首先，20世纪中期关于“横向性关系”的研究文献，其本身出自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强调这种关系缓和冲突的作用（如格鲁克曼于1965年提出的人类学传统）。我将这种横向关系的特征概括为离散网络或制度之间特定层次的结合。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为策略行动者提供了渠道，使他们能利用各部分间的弱连接，把资源集合进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如果该实体是一种政治结构，我们就可以挑战那种认为该模式会增强民主的观点，因为政治创业家也许会发现，它可能是在其上组成帝国或其他专制制度最肥沃的土地。如果这个更大的社会实体是一种经济组织，比如商业群体、集团或战略联盟，那么我们是在谈论组织的经济影响，如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所具有的影响。在此，我们可能会想起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他把威廉·杜兰特（Willian Durant）之前已收集，但只是稍加连接的零散资源整合起来，从而挽救了通用汽车公司。


  因此，我们可以划分出三种网络结构和三种相应的潜功能。一是高度脱耦结构，没有横向性关系，在利益抵触时更易发生冲突，而不太可能被放在一起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体；二是弱耦合结构，在出现冲突时可能导致更具共识性的结果，但如果在其中出现了一个积极的企业家，这种结构可能在更大的社会实体中集聚权力和影响；三是高度耦合结构，实际上它所具有的结构很少，尽管可能最适合于一种高水准的合作，但也许它比第一种结构更不可能被高度协调在一个中心周围。


  这种粗略的类型学划分（在方法上）具有强调结构的特点，但也为行动者留下了重要的功能空间。我把这种结构及其连接性视为既定的，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当然，最有趣的挑战之一就是探讨这些模式来源于何处。早期的社会资本理论，最有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似乎当前的政治结果早在800年前就被公认模式决定了。要克服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集中研究是什么决定了网络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懂得怎样集合资源的策略行动者改变。


  总结与讨论


  在本文中，我强调指出，经济社会学理论必须摆脱还原论和纯粹工具性的观念。社会学中许多独特的思想，如对多重动机、工具性与非工具性行动的混合性、信任的重要性、小范围和小规模层次的互动规范的强调等，都有助于我们摆脱还原论与纯粹工具主义。更大规模（较宏观）的社会学，重点强调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相互交叉，强调耦合与脱耦的网络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关于经济结果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它说明了质疑还原论解释的理由，还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理论观点。


  我的目的并非要论述，结构经济社会学的特点在于对社会网络中行动嵌入性的强调。尽管我自然地认为，经济社会学的许多重要贡献均来自它的网络分析（Granovetter，1985），但是对网络机制的特别关注并不是想要与工具主义在理论上完全分开，而是想使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向更为复杂的综合进军。相反，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把社会网络的分析与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本文可以说是对我在1985年关于镶嵌的论述中提出来的研究计划的继续与详细阐述。[17]关键的问题是，像团结、权力、规范和身份认同这些基础性概念，如不从相关的意义上说，就是不可理解的；只有基于社会关系，才能对它们进行恰当界定，因为它们是在社会网络中产生的，正如涂尔干、韦伯、马克思、齐美尔等人的经典著作对它们所做的恰当理解那样。金斯利·戴维斯（Kinsley Davis）在1959年指出，“功能分析”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独有方法的思想是一种神话虚构；同样的，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必须从视网络分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或方法的神秘主义中脱离出来。网络分析的力量在于，它与任何制度分析的中心关怀相联系，经济只是这些中心关怀中的一个特例。


  即使关联性分析的比较优势在于它对理解信任、团结、合作、权力、支配、顺从、规范和身份认同等是不可或缺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放弃对个体在界限清晰的空间中如何追求其目标的精细分析。这类分析是好几代最优秀、最聪明的骨干社会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已达到高度精练的水平。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最艰巨的议程是把这种分析与结构社会学更具综合性背景的主张整合起来。背景静止不动，与被明确界定的社会空间中的理性行动相脱耦，这只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形。然而我们在对经济的理解过程中，却把巨大的和主要的智力资源都倾注到这种特殊情况中了。在新世纪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为更一般的情况建立理论，在这些一般情况下，（制度）背景、（网络）结构和个人行动是相互作用和共同变迁的。世界不断变化，理论之树常新。


  我要感谢2000年3月4日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二届经济社会学年会上我的讨论搭档南德尔·科林斯，以及其他与会者——斯威德伯格、木通松岛菜菜子和维利瑞·雅库波维奇对本文的早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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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选自纪廉、科林斯、英格兰、迈耶编的《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姚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在收入本书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马蓉蕊对照原文及方卫华译版（《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6期）进行了译文及体例调整。在此对相关译者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2] 见我与吉宾斯（Gibbons）的讨论（Granovetter，1999）；或见帕吉蒂和安塞尔的说明（Padgett and Ansell，1993）。


  [3] 佛罗伦萨大银行家，佛洛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译者注


  [4] 但总的来说，这种贡献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我们极少关注互动的细节，甚至也不注意人们为什么要追求相互连接，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了社会心理学。如果一个人“仅仅”认为行动者有经济需求，以及就其“客观功能”而言的社会需求，那么我所说的混合动机似乎也受到理性选择理论中纯粹工具性一类的主张影响。只有通过完全彻底的讨论，才能对人们在关系互动中是否纯粹是所谓的“结果论者”进行正确的研究（Sen and Williams，1982：4）。换句话说，他们的社会行动在何种程度上被当作一种通向结果的方式而被实施，这个结果在哪里会得到社会赞同，同时也在经济上获利？这样一种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认为，要在这种讨论中抓住如此多的社会生活的质地是不可能的。


  [5]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中，这种具有社会化作用的行动比目的（zweckrational）行动有更强烈的“情感”或者“习惯”成分（Weber，1968 ［1921］：chap.1）。尽管他以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来意指这一点，但我们很难反对把凯恩斯（Keynes）的“野兽精神”说成是参加聚会的一个“激励因素”。参见迪马奇奥（DiMaggio）对凯恩斯的“野兽精神”所做的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6] 我认为对信任问题的这种解释并无创新之处，如干贝塔的大多数论述对信任问题的思考都是浮光掠影的（Gambetta，1988）。除了在哲学文献中存在或多或少的大体一致外，主流的经济分析继续努力把信任还原为激励性结盟。在实际中，经济行动者经常发现，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处于一种我所说的，信任由一种明确的动机评估所补充的情境中；这就是所谓的“具有强制力的信任”（Portes and Sensenbrenner，1993：1325）。对信任的深入研究方向应该是，对这些激励因素的结合状况进行更为彻底的理解，因为无论是只有激励还是只有信任在这种情境中都是不够的。


  [7] 尽管正如弗利格斯坦（Fligstein）所指出的，某些建立在网络分析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接受了理性行动者假设，但我认为，我对信任的讨论和之后对权力与顺从的分析，表明网络理论对这种假设提出了直接怀疑。


  [8] 在对规范与价值所驱动的行动进行的讨论中，韦伯的“价值理性”行动概念认为，行动追求的是行动过程本身，而不是一种取得结果的方式——如在追求真理、美感或者宗教教化中体现了与结果论的认识论的根本分离。但他那种强迫性的谨慎，使他提出纯粹价值理性是极少见的观点，又调和了其激进主义（Weber，1968［1921］：chap.1）。阿玛蒂亚·森展示了一种更大的自我利益理论流派，他认为很多经济行动可能是由他所说的对特定目标所具有的“责任感”所驱动的（Sen，1977）。尽管森是站在一种更广义的工具理性行动观念的立场上，但其主要的观点是，如果行动者是由价值观上的义务感所驱动的，那么行动者追求的结果可能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或其他自我利益是相悖的。


  [9]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可参见伯特最近关于“结构洞”的杰出解释和研究。


  [10] 不幸的是，巴斯（Barth，1967：172）的解释在此突然停止，没有继续追踪这些创新者以后的活动，但他解释说，已开始出现阻碍其活动的情形。


  [11] 1957年，8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因不满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的独断专横而离开了肖克利的晶体实验室，并成立仙童公司。肖克利骂他们是8个叛徒。后来，在硅谷人心中，“8个叛徒”成了光荣的代名词。——译者注


  [12] 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因为对同时面临都市复兴但更少片段化社会结构的波士顿其他邻里社区的研究显示，即使邻里社区居民同样也是工人阶层，并且大概也同样是理性的，但他们却对这种威胁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性动员。


  [13] 参见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White，1943），其对波士顿北区居民利用他们的地方网络成功建立了一个运动场进行了解释。


  [14] 我们可以称之为“令人讨厌者的文化”，值得加以广泛的理论与历史关注。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中的生活，在某些解释中（如Josephson，1959）听起来与人们想象中的没日没夜写代码的电脑黑客的独特生活氛围令人吃惊地相似，他们最多不过是靠几加仑可乐维持生命，偶尔在工作现场而不是在另一个地方睡睡觉都是一种奢侈。加文·赖特（Wright，1998）对美国19世纪工业发展的解释表明，给彼此留下忙碌印象的“令人讨厌者”的早期原型，即男性技术焊工（tinkerers）的网络有着长久历史，贯穿于机械发明与创新的整个过程。他们都喜欢四处旅行，炫耀自己的成就，这可能是加速技术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些令人讨厌者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与他们对方程式与机械设计的熟练程度相比，他们拙于处理社会关系。一个共同的观察结果是，对于那些不擅长处理社会关系的人，这种对技术的精通掌握就成了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以及获得地位与社会身份的途径。这种观察结果并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变化，而与科技史学与科技社会学中的一般主题恰当地联系起来。例如，科学社会学的法国传统强调网络不仅是社会的，也是“社会—技术”的，即科学与技术可以成为个人彼此连接的节点（Callon，1989）。科林斯（Collins，1998）在其哲学社会学中说，技术“随着焊接而进化。早期的机械需要改进、改装以与其他系统的技术相结合。因此，他们本身可以被设想为网络——确切地说可以被设想为谱系学；存在一种从机器到机器的重要联系，而不仅仅是从人到人的联系”（Collins，1998：536）。因此，如果焊工们不通过技术彼此交流，技术的发展将会慢下来或停止。“如果一个人不使用早期的样例，波义耳的真空管就不会被成功地仿造”（Collins，1998：993）。并且，在总体上对于改进设备必需的“默会知识”要求面对面的接触，通过个人网络而传递（Collins，1974）。因此，“令人讨厌者”的网络及其耦合与脱耦，对技术发展都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硅谷的情况，请参见资深互联网记者克林奇利对“家酿电脑俱乐部”（HCC）在个人电脑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所做的一种独特的解释（Cringely，1996）。


  [15] 1988年曾一度名声大噪的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破产转让，似乎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16] 我在此借用了卡罗斯·福蒙特（Carlos Forment）的术语，谨表谢忱。


  [17] 我在《为法语读者的初步介绍》（Granovetter，2000）一文中，对一段时期以来我的研究计划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这篇文章的未发表的英文译本。


  译后记


  ——从格兰诺维特理论重新认识中国[1]


  用“从格兰诺维特理论重新认识中国”作为后记的标题对很多熟悉格氏理论的人而言一定十分奇怪，因为格氏不是做中国研究的，甚至当很多老大师如科斯（Ronald Coase）与马奇（James March）等人近年来纷纷对中国研究发生了兴趣时，格氏也没有明显的转向。另外在他的诸多论文中广泛地谈到了很多不同文化下的行为、社会连带与社会网结构，中国也只是他举例时的一个例子而已，并没有特别多的着墨。所以说格氏对中国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而可以启发我们，似乎是扯的太远了。


  其实我使用这个标题作后记主要是想强调以格兰诺维特为领军人物的社会网学派以及其“同盟”如复杂理论、复杂网正在掀起一场社会科学界的“典范移转”，而其背后的理论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特别相近。简单来说就是：一、从只重视行动者的研究到加入了重视行动者之间连结的研究。二、从预设行动者只有理性动机的理论模型到加入了行动者因重视关系而有的非理性动机或长期性思维。三、从强调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到加入了个人镶嵌在社会网中，既有能动性但也有网络限制性（network constraints）。四、从只看到市场与层级的治理机制到加入了自组织、自治理的重要性。五、从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研究方法到讲求整体性思维的方法（holistic thinking）。化约主义就是把一个整体不断细分，分成越来越小的单位，以为研究清楚了细分单位的性质就能了解整体的性质，而整体性思维刚好相反，相信一加一不等于二，细分单位行为的总合不等于整体的行为，细分单位间网络结构的属性将决定整体“涌现”出很多崭新的性质。格氏的理论正好反应了这个“典范移转”的前沿思想。


  过去我们总以西方中心主义来看待自己，中国人确实有很多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人不同的地方，但是把西方简单的二分法往自己身上套则是不正确的。美国宪法要义上说要以法治取代人治，西方是法治社会，我们就说中国是它的反面，是一个人治社会。西方说自己是个人主义社会，我们就说是它的反面，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现代西方社会强调进步与发展，我们就说是它的反面，是一个封建保守的社会……举这类完全以西方中心主义看待中西文化不同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但大多都没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而格氏理论对现在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以理性动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强烈批判，其实正好反应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互补效益，格兰诺维特从一个不同于过去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出发，重新研究了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现象，展现出这些现象中行动者的连结、非理性或长期性的动机、其镶嵌性与结构特质、自组织过程以及复杂系统的一面，而新、旧两条路径就好像阴阳两极，必需相融相生，我们才能窥得整体社会的全貌。


  那么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质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格氏的理论反应出了这样社会特质下的思维方式？我过去从社会网理论的视角出发观察中国社会，以为关系、基于关系而有的社会结构——圈子、基于圈子发展而有的治理机制——自组织治理，以及由很多自组织小生命体组成的复杂系统是理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四把锁匙。这些也都多多少少出现在格氏的理论之中。


  我们常说自己是“关系社会”“人情社会”，说明了中国人看重人与人的连结，这正是格氏谈的研究社会连带而不止于研究个人行动。


  基于中国人以家伦理本位为核心而有的个人中心人脉网和差序格局现象，中国人的社会网结构特质是由圈子以及圈子之间连结产生出来的，而社会网结构的特质正是格氏理论的精华之处。


  因关系、圈子的发达而使得中国一直是一个充满自组织的社会，基于情感性、认同性关系而有的自组织治理不同于基于自由交易关系而有的市场治理，以及基于由上而下权力关系而有的层级治理，但它同样对社会秩序和交易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正是格氏与威廉姆森论战的焦点，也是格氏的理论为管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所重视的源由。


  最后，自组织的发达会使一个充满自治理、自发展的小生命体的生态系统生生不息，这会发展出一个建基在生态系统上的整体性思维，而不是做分类、建因果的分析性思维。整体性思维正是中庸之道中强调的动态平衡的思维，中国人的阴阳并存、相生相克其实也反应着整体性思维。格氏发展他的“弱连带优势理论”时开宗明义就说，社会网理论要做整体与个体间的“桥”，要做结构与行动间的“桥”，集体不再是化约主义中个体的加总，而是要透过了解个体行为，这是一加一的部分，但又同时找到因为整体网络结构特质而“涌现”出的大于二的部分，才能对集体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


  但一定要注意的是，格氏的理论不是一个中国研究的结果，而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提出的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所以关系、圈子、自组织与复杂性思维都不是中国“独有”的，中西社会的不同不是一个“yes or no”问题，而是一个“more or less”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在中国是“显现象”的重大行为、连带、社会网结构与思维特征，在西方不是没有，而是一个“隐现象”，所以两百年来才为西方社会科学界所忽略，唯大师能见微知着，因这一系列社会网与复杂系统的大师力作，才让西方学界正视了这个“隐现象”。


  下面我以中国本土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的理论描述中国社会的特质并以之与格氏理论对话，从而显出在关系、圈子、自组织与复杂系统四个方面上，格兰诺维特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推进了一步，这将帮助中国人对自己社会的理解。


  关系


  在格兰诺维特成名之作“弱连带的优势”中，即本书第三章，分社会连带为强、弱连带（strong vs. weak ties）两类，引爆了社会科学界对关系进行分类的研究，并以关系强弱解释了很多社会现象。跟随这样的研究，还有将关系分为密聚型和桥接型连带（bonding and bridging ties），以及以互惠内容区分出情感性、信息性、咨询性和知识性连带等。


  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最被注意到的特质，所以中国本土研究已得出很多精彩的成果，并指出了中国关系的特色，诚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人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因为关系亲疏远近之不同而形成由内而外的一层一层关系圈层，不同层的关系适用不同的互动规范。黄光国则延伸了费孝通之意，指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有三层关系，而且每一层都适用了不同的交换规范，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的混合性关系，其互动规范分别适用需求法则、公平法则以及人情法则。这十分类似于杨国枢将之分类为家人、生人以及熟人。


  中国人关系的差序格局结构


  基于费孝通（1998）的“差序格局”框架和杨国枢（1993）的中国社会关系的三个类别，我提出一个个人中心网络圈层及其相应行为法则的框架（见图1）。


  
    [image: ]

    图1 中国人脉网络圈层结构和人情交换

  


  中国将其社会连带分成几个圈层，不同的圈层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最内层的圈层一般包括家庭成员和拟似家人。中国心理学家杨国枢（1993）把一个自我中心社会网的最内圈称为“家人”，可以演译为拟似家人，因为他们可能包括除了家庭成员外的特殊亲密关系。下一个圈层是熟人圈层，包括好朋友或者关系很近的连带，他们遵照“人情交换法则”，其特殊信任是通过频繁的人情交换建立起来的（Tsui，Farh，1997）。在“公平法则”下认识之人处于圈层的最外层，个体间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一般道德原则以及一般社会交换过程基础之上。中国本土心理及管理研究者将关系分为三种类型是很常见的。除了杨国枢的分类，基于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之间的连续体，关系还可以被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黄光国，1988）。或者按照责任程度，关系还可以分为强制性的、互惠的和功利的关系（Zhang Y，Zhang Z，2006）。


  这类研究更进一步认识到家庭伦理是中国关系的基础（Bond，Huang，1986；Chua，Morris，Ingram，2009；Chua，Morris，Ingram，2009）。家庭伦理完全适用于关系的最内圈，而在关系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家庭伦理对陌生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拟似家人的小内圈中，中国人被要求是集体主义的，自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一个人背叛这种关系是不大可能的。黄光国（1988）因此把此类关系的交换原则称为“需求法则”。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关系的原因（Wang，Liu，2003）。


  在中国家庭中不仅存在情感感受和感情依恋，还有各种社会职责，从教育、自卫到合作经济行为。坚不可摧的关系实际上正是中国家庭关系的特点。因此，拟似家人不仅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身份认同，还有不可避免的责任和牢不可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背后有双重信任机制。除了其自有关系特点外，信任机制的第二重是规范—使人们不敢背叛这种关系。在一个小社群里强大的规范使得关系双方绝不可能背叛彼此。


  中国概念“伦”（或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非常适用于最内圈的行为和道德标准。解放理论强调，这种非自愿的关系必须以保证为特点，而不是信任（Yamagishi & Yamagishi，1994；Yamagish，Cook，& Watabe，1998）。强力的相互监督中，规范在这样一个小团体中往往被强制执行。信任的解放理论（Yamagishi & Yamagishi，1994）很好地解释了产生于拟似家人中的“信任”。信任与承诺关系（committed relations）最主要的区别特征是有没有被别人欺诈的风险（Yamagishi，Cook & Watabe，1998）。拟似家人圈层是相当小和封闭的，圈内的规范是强有力的，所以这种风险极低。


  “伦”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规范，破坏这种规范的任何人都会遭到家庭和社群，甚至整个社会的谴责。“伦”要求集体主义行为（Zhai，2005），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成员应该不求回报地满足其它成员的需求。由于监控的存在，使得这样一个封闭的团体有显着的特点，在这个圈内的社会交往中，行为是可预期的，承诺是可靠的，所以这被山岸和山岸（Yamagishi & Yamagishi，1994）称之为承诺关系，“值得信任”是由于强大规范的监控和惩罚，因此被利用的风险就会降低。甚至在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已不存在之后，“伦”可以阻止一个人背叛他或她的拟似家人。


  最外圈是认识之人，或者按照杨国枢的说法叫生人，但为了区隔开陌生人，我称之为“认识之人”（陌生人就是no tie，而不是weak tie了）是一种工具性交换关系，或是社会交换，或是经济交换。这类关系构成了由工具性成分表示的关系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Law，Wong，Wang D，Wang L，2000，Chen X P，Chen C C，2004）。在与认识之人交往时，中国人是个人主义的，因此自我利益的理性算计和讨价还价是被允许的（黄光国，1988）。公平交换原则非常适用于这一类关系。黄光国称为“公平法则”，它是认识之人的行为标准。


  在这类关系中，“信任”可以被概括地定义为可预测的行为，而非真正的信任，它可以建立在算计的基础上（Williamson，1996）。“相互为利信任”理论（Hardin，2001）断言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是因为他或她的利益存在在对方的利益中。这种观点类似于博弈论，因为背叛不是一个在未来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好策略（Dasgupta，2000）。


  除基于算计的信任之外，在这类关系中也有基于规范的信任。中国本土概念“报”，在中国是被高度赞赏的道德基础。报和科尔曼（Coleman，1990）提出的社会资本类别中的“责任和期望”意义接近，因为它建立了过程为基础的（Process-based），植根于社会交往中的互惠信任（Creed，Miles & Raymond，1996；Zucker，1986）。


  在牵涉社会交换的关系里，期待对方有良好的报答意愿是有必要的，因为社会交换不能要求立即回报（Blau，1964）。基于过程的信任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报提供了一种体现中国人之间这类信任的关键机制。相互信任保障了互惠过程，可以提供在必要时能将潜在的社会资本（latent social capital）变成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Lin，2001）。


  “报”提倡一个人不要背叛他或她的关系，即使这种背叛可以实现他或她的短期利益。规范通常在关系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中国人的长线思维导致的（Leung & Bond，1989）。关系双方认为他们像是加入了一场存在很多未知不确定性且可能永无止境的博奕，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为了避免损害关系而更好地遵守规范。此外，中国人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一个人在倒霉的情况下迟早需要他人的帮助。遵守规范从而留住关系是应对未知的未来不确定性的有效战略（Luo & Yeh，2008）。例如在没有强大的制度支持的商业环境中（Peng & Luo，2000），在规模小的、新成立的或非国有的企业中（Park & Luo，2001），关系运作通常在不确定性中起着重要作用。


  介于家人关系与认识之人之间的是熟人关系（familiar ties），是中国人最特有的关系型态，其交换原则是人情法则，是一种对等交换，但又隐含在情感关系的烟幕之下进行交换，更是中国人最特别的行为模式。重视家族关系的文化很多，包括西方的意大利、西班牙、犹太与希腊等都有强大的家族传统；能够将家族往外推广成为扩大的封闭团体的也有，比如日本。但孕酿出将家人连带原则运用在工具性交换关系上，又保有情感关系特质的，却是中国文化较独特的风貌。所以，黄光国“人情与面子”的研究（Hwang 1987；黄光国，1988）最大的成就在于区分了情感关系与混合关系，也就是家人与熟人的区隔。其中尤以熟人与人情法则的提出，对西方的网络理论进行了最好的本土化修正。熟人在强连带与弱连带之间找到的一个中间形式，也正是中国人行为的一大特色。


  强连带也会有交换关系，但这是情感关系的副产品，然而，我们社会的熟人却有不太一样的内涵，黄光国称之为混合性关系，因为它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很难说谁轻谁重。有时，它是情感关系开始但却发展出交换关系，但更经常，它是“伪装”在情感之下的交换关系，中国人有那么多的交际应酬，不正好说明了我们对有价值的交换关系希望作更多“投资”，使之发展出情感。


  换言之，中国人能够在交换关系中区分出适用于熟人间的人情交换与适用于认识之人间的一般工具性交换，这两者之间有何不同？黄光国做了一些比较。首先，人情法则下的人情交换建基于长时间的关系上，而一般交换关系则往往短暂。其次，人情交换往往会有共同认识的人或共同认识的一群人，也就是镶嵌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网络中，这符合强连带的定义。其三，工具性交换往往具有普遍性（universal）与非个人性（impersonal），相反地，人情交换则强调特殊性（particularistic）及个人性（personal），也就是社会规范不要求我做的我也尽力去做，像在一定场合为对方“作面子”，为对方作担保，参予对方的私人庆宴、送往迎来、通知一些“我告诉你，但你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的重要讯息等，这样子对方才会觉得和我“够熟”，并欠下人情，因为认识之人是不需要如此特殊相待的。


  另外，我们以为最简单的区分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是否有一本“人情帐”。人情交换是不能明说的，也不能要求立即回报的，因为它要表现成情感行为，即使回报仍是人情交换中的义务，“来而不返非礼也”，我们对不知回报的人往往会说他/她“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视为极大的不道德，但明白要求回报却仍是人情交换中十分伤感情的事。“这点小事那说的上是帮忙，你要再提，就是把我当外人了”，这句中国人常用的客套话正好说明了，人情是要还的，但施惠者却不能说，而受惠者也不能忘，还要常常放在嘴巴上说，以示记得。所以一般交换可以明说要求的回报，可以讨价还价，也可以要求立即回报，而人情交换却不行，君子报恩三十年不晚，所以双方心中都要有一本人情帐，记得相互给了多少，是不是到了还的时间？需要如何还？不求回报的给予才是“恩德”“人情”，明说了，也就不会使对方“欠人情”了。


  如“弱连带优势”理论所提出的，认识之人组成的圈层是充满了“桥”的松散网络。因此，个人可能会发现这个网络中的结构洞，然后去创造机会。与之相反，拟似家人圈层是一个密集而封闭的团体。闭合可以带来动员的社会资本（Lin，2001；Cook，Eric & Alexndra，2004），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团队与伙伴来抓住机遇。然而，拟似家人的最内圈太小的话就无法动员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以他们通过把家庭伦理运用于圈外团体来扩大内圈（Yeung，2000；Chua，Ingram & Morris，2008）。于是中国人有了熟人关系，它是一种强连带，但却又不像拟似家人那么封闭，那么“无限责任”，那么不可破坏。


  我曾数次和格氏讨论这些中国人的关系与美国人的社会连带间的异同，格氏对中国人“混合性关系”的概念感到特别大的兴趣，还要了黄光国的论文去读，可见中国人经常把情感性与工具性关系混在一起，确实是一个特色，相比之下，英美德等西方社会比较能公私分离，比较分的清情感与工具连带，但格氏强调西方也不是如此可以截然划分的，混合性关系一样存在，诚如他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社会与经济》的第三章（Granovetter，forthcoming）中所述，人们在长期发展工具性交换之后，多多少少还是会重新审视这些工具连带，不可避免地发展出情感来。所以这还是一个“more or less”的问题，只是中国社会混合性关系的光谱特别宽吧！


  格氏还指出，强、弱连带是一个有强大解释能力的概念工具，但在实际中社会连带是无法二分的，而是一个从弱到强的连续统一体，这是为什么我在图一“中国人脉网络圈层结构和人情交换”中未将三类关系分成三圈，而以由深到浅的颜色，说明关系分类是连续的，而不是类属的，纯工具性交换关系可看作是关系连续统一体的一端，拟似家人看作是另一端，用情感成分、情感感受（Law，Wong，Wang D & Wang L，2000；Chen，Peng，2008）或者亲近（Chen X.P.，Chen C.C.，2004）来表示拟似家人的特质。中间有大量由深而浅的中间地带都是混合性关系。同样的，格氏也表示，情感投入正是强、弱连带之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但在四项连带强度的构面中—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与互惠内容，频繁的互动与亲密行为及亲密话题都是构成强连带的指标（Masden & Campbell，1984），但工具性的互惠内容也一样是指标之一，所以连带强弱的测量同时包括了情感性与工具性交换的多少，这一点中西之间又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只是“more or less”的问题。


  行为者动机


  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从行动者个体的分析转移到他们之间连结的分析时，行动者动机的研究也从一个人为什么要完成什么样的行动，增加了另外一个动机的研究，行动者为什么要建这条关系，想切断另一条关系？


  格兰诺维特在他的又一力作，即至今还是社会学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镶嵌》中，即本书的第一章，开篇即谈了“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行为动机的问题。前者，行动者只会屈从于社会压力以取得社会认同及生活中的安全感；后者，行动者都有完全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且往往在经济学模型中被赋予了最大化效用，最小化成本或极大化pay-off等理性的动机。当我们转睛于行动者建关系、切关系等社会连结的动机时，不可否认理性的动机仍然是重要的部分，比如在风险投资界，人们找联合投资伙伴时就会考虑到风险的分担（Wilson，1968），资源的互补（Lockett and Wright，2001；Brander et，al.，2002；Tykvov′a，2007），社会网更佳位置的取得（Sorenson and Stuart，2008），以及“傍大款”（Powell，et，al.，2005）等，但是也有一些联合投资却不是基于短期的理性算计，比如找气味相投、相似性高的合作伙伴，或是追求时尚而有趣的伙伴（Powell，et，al.，2005），以及为了维护名声而会牺牲短期的利益（Podolny，1993；Tykvov′a，2007；Hochberg et al，2007）。


  在《镶嵌》一文接下来格氏也指出，威廉姆森的理论以为治理机制的选择全视行动者如何极小化交易成本，这又是理性的动机，但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即经济行动中存在着的信任关系。格兰诺维特（1985；2002）指出，任何经济行动都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一方面，对于任何一项交易而言，基本的信任是必需的，少了起码的信任，任何经济行为都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信任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会改变治理结构的选择。


  首先，信任的存在是必须的，是制度无法取代的，可称之为“最小信任”问题（Luo & Yeh，2008）。尽管制度设计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小交易成本，但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具备最起码的信任，交易才可能发生。在每一件事情都不能相信的环境中，再多的制度设计也让人不敢交易。举例而言，中国人到印度去，可能会连住个小旅馆这样的交易都没有信心，而必须依赖旅行中介商代为交易。即使旅馆有合约，印度也有法律去保障这样的合约，但对印度商人的诚信度以及对印度法律品质的怀疑就会使得中国旅客难以自行交易。


  其次，信任关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制度的。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有限理性会造成交易中有较高的交易成本。然而，除了用制度约束之外，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能够降低这些成本。当交易双方都保持善意，高度信任对方时，律师、过多的合约和繁琐的监督检查就变得不那么必要。此外，在交易后的监督行为中，即便一方有违约行为，另一方也不太可能马上诉之法律解决，而是多半会保持善意，以私下协商的方式解决，尽量以善意取代昂贵的律师诉讼费用（Maucaley，1963），从而能够减少大量的交易成本。


  所以信任关系的存在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使得治理机制的选择不太可能只是基于理性的自利动机。


  而信任的来源常常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长线的思考而不是短期的利益算计。比如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自有关系”（consummatory relations）可能会更好地解释家族企业中的经济行动，因为这类关系是一个融合了人际情感感受，社会身份认同和不可避免的责任的混合体。


  格兰诺维特在讨论哈丁的信任的“互相为利理论”（Hardin，2001）中强调，如果关系延续仅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如金钱、威望、声誉和资源，那么真正的信任几乎不能建立。真正的“互相为利”应该源于自有动机（consummatory motivations），例如，关系延续是为了表达情感，如爱情、激情、友谊和身份认同、志业共享等。伤害你心爱的人的行为也会伤害到你自己。双方都背叛这种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建立真正的信任。正如他所说：


  因此问题是你重视关系是否是因为它本身，如在爱情或亲密友谊关系中；或者你重视它是为了得到关系本身之外的一些东西。你对关系的关注不是这样工具性的，而是自有关系的，互相为利才是真正的，任何对他人利益的损害，不管是否被发觉，也将损害到你自己（Granovetter，forthcoming）。


  又比如，口碑声誉的维护会让人屈从于社会规范而不追求算计性的利益。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子是一个很好的声誉体系的指标。一个中国人可以根据面子操作来敏锐衡量他或她在一群人中的地位。丢掉面子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在相关人等中的权力和声誉。保留面子证明保住了原有地位。赢得面子表明他或她获得了新的权力或声誉。对中国人来说维护声誉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规范已经被社会化入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树立良好的声誉是在未来能够吸引更多资源的重要策略。因此这种声誉系统把中国人关系中的短期行为转换成长期互动。当长期互动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理性的短期算计性动机就显得无用武之地。


  格兰诺维特的分析使得人们将关注点从制度、规章、成本算计等一般性信任或算计性信任转移到了人际间的关系信任。由于信任一方面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又能够替代制度而影响治理机制的选择，在管理的过程中就不能只片面地依赖规章和制度等治理机制，而要重视信任和关系的作用，也就是要在硬性的制度和软性的信任中间做好平衡。


  圈子


  社会网研究的核心议题，一是行动者间的连结，也就是关系，二是这个连结的形态，也就是社会网结构，三是社会网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国人的关系和西方的社会连带有所不同，那么它们在社会网结构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人类学家许烺光（Hsu，1981）在比较中美两国社会的主要社群结合（solidarity）模式时用了两个精辟的字眼，他说中国是“宗族”（clan）的，美国是“俱乐部”（club）的。俱乐部指的是一群人基于共同的兴趣、职业行业、信仰、志业等，以平等的方式加入成为一个正式化程度较高的组织中作为会员，并共同组织公共活动的一种结合形式，有明确的个人权利义务的边界，也有明确的会员资格和参会条件。宗族指涉的则是一群人有固定的关系存在，如血缘关系、乡亲关系、结拜关系等，除了有横向关系外，也有一个“长老统治”（费孝通，1992）发展出来的纵向关系，正式化程度很低，而宗族成员的社群参予却很深，所以不会有明确的个人权利义务的边界。中国人的这种社群结合模式也为西方学者所充分认知（Boisot and Child，1996）。


  基于中国人关系的混合性，人脉网络的差序格局，“宗族”的社群结合模式，形成了中国人在工作场域中的抱团现象，我称之为圈子现象，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小圈子现象。通常是从自我中心社会网发展而来的，往往有一个中心人物（或一小组中心人物，如一对夫妇，一双兄弟等等，实施“长老统治”），只包括他（或他们）的拟似家人和熟人这样的强连带。这就是为什么小圈子常可以以某人命名的原因，如张经理的圈子、王董的圈子或林总的圈子等。这一概念和行动集（Mayer，1966）（Action Sets）相似，而不是封闭的团体（closed group）或协会（association）。一个圈子不是封闭的团体，因为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组织严密的，其成员是不确定的，不具有固定的会员资格。集的概念是和圈子中心人物有共同联系的一群人（Barnes，1954）。行动集是由一个圈子中心人物特意动员的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以行动为目的一群人。圈子中心人物的目的是提出一系列针对个人或集体目标的行动。作为行动集的一类，圈子的特色是只包括强连带且持续很久、包括一系列的行动从完成任务、实现组织目标到努力争取为己使用的组织资源、扩大它的势力等各种行动。


  人类学家许烺光（Hsu，1981）“情境中心”理论认为中国人的家庭伦理适用的对象因情况而异。换句话说，中国人在工作场域当且仅当与圈内成员进行交换时才是适用家伦理的。我因此对工作场域的圈子（实际上是小圈子）定义如下：“一个相对封闭的和小规模的行动集，其内部成员进行着强烈的情感交换和工具交换。它是一个从个人自我中心网发展而来的非正式团体。”


  虽然一个圈子往往是围绕一个领导者的自我中心社会网建立的，但是圈内成员可以吸收自己的熟人加入圈子。在圈子运作过程中，所有成员大多会彼此成为熟人。因此，它一般有一个紧密的和长期持续的网络结构，在其中，迫于团体压力，强有力的互惠规范将被执行。一个圈子从而为一个人提供了可以防御各种不确定情况的安全环境。


  一个圈子结构中主要有一个中心人物。正是这个中心人物动员他或她的拟似家人和熟人形成一个圈子。圈子中心人物的拟似家人，如上所述，基于不可破坏的关系及情感或忠诚的动机，往往形成一个圈子的最内核，可以被称为“班底”（Chen，2007）或“亲信”（Chi，1996）。而熟人加入圈子外层则不仅是因为情感原因，也是为了进行长期的人情交换，以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自我中心社会网来积累社会资本。


  关系运作中长期的人情交换形成了自相矛盾的力量，这体现了熟人的特色。中国熟人的特点是混合了工具动机和情感动机。这种关系为扩大基于“家庭伦理”的互惠圈子，而非西方文化下的社交圈子，创造了极好的机会（Liang，1983；Bond，Hwang，1986；Boisot，Child，1996；Chua，Morris，Ingram，2009）。通过人情交换法则也可以建立强大的个人信任，为一个人在熟人圈中进行频繁的人情交换创造机会（Tsui，Farh，1997）。


  在中国社会里，“人情交换法则”指导熟人关系仍旧在现实中是工具交换关系，所以自利和理性算计是这类关系的核心要素。工具交换的指导原则同样适用于这类关系。但另一方面，这类关系又有强烈的规范要求——“义”，要求一个人不求回报地为伙伴提供帮助——重要的和针对个人的援助行为，但这些人情却是要还的。在这类关系中还朋友的人情是一种被期望的责任。接受人情但忘记归还是要被责备的（有来无往非礼也），会增加个人在交换中的压力。这和“报”的原则保持一致，在长期的人情交换过程中会增加关系中的所有各方相互信任的可能性。“报”和“义”是熟人的行为的道德标准。


  熟人会有工具交换，但是又不同于纯粹的工具交换关系，理性选择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类关系的行为。正如格氏所言，一个行动者的动机是混合的，因为历史、文化和规范因素与自利算计交织在一起。拟似家人强调情感和规范动机，认识之人关心规范和工具利益动机，熟人则需要平衡这三种不同的动机。


  熟人的存在使得一个工作场域中的圈子除了内核之外，还包括了一个外围，这个外围因为人情交换法则所以不似内核那么密闭，那么牢不可破，那么“无限责任”，相反的，它是有限的交换，而且可以延迟支付，在最紧要的关头可以只拿不给，到了平时再偿还人情债，关系远近也可以弹性调整，所以这类关系的存在使得中国人的圈子具有相当的弹性。更重要的是，这类关系既可以发展成拟似家人，进入内核，也可以让圈外人发展成熟人，进入圈内，圈子的可大可小，可进可出，更增加了圈子的弹性。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圈子有以下的几个特质：一、它是一个自我中心社会网，主要是强连带，包括拟似家人及熟人，所组成。二、它有差序格局结构，所以有“亲信”、“班底”这样的内核，也有以熟人为主的外围。三、人情交换使得这个外围保持了较高的弹性，使圈子可以保持不封闭及有限的交换。四、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圈子可大可小，关系可进可退。


  圈子是一种介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结合形式，在中国特别发达，但在西方社会也都存在，要不然就不会有“国王的人马”这样的说法了。格兰诺维特在谈企业集团时，即本书第五章，特别指出，这样的介乎个体行动者与集体间的“中间形式”常常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界所忽略，但在现实中，这样的“中间形态”却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行动中，企业集团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介乎自然人或法人行动者和国家、社会经济体之间，比如在日本十大纵向集团与六大综合集团的营业额（不是生产附加值）可以占到全国GDP的八成以上，韩国的五十大Chaebol基本上也是占到GDP八成以上，法国则有九十六大集团等。格氏因此发出“科斯之问”：为什么这些经济行动者要以非正式的关系结合在一起？而更重要的是问，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结合出“中间形式”？企业集团中有少数正式化程度很高，如握股公司和信托公司的形式，但多数的其实都是有类于圈子这样的结合形式，韩国、法国、南美的很多家族型企业集团固然不在话下，日本的集团虽然松散的多，但以数家大公司CEO组成的president club为决策核心的数百甚至上千的经济行动者，也有类似的圈层结构。格氏之问引发了我们注意到圈子在经济行动中的价值，在组织之外，这样的结合组成各样的企业集团、外包系统或商帮，在组织之内，它也会形成各式各类的自组织，从分包到挂靠到自我导向团队到内部创业，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结合形态。


  在今天有一群人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二分地把关系与圈子视为了法治与市场的对立面，或是被视为了集体秩序的破坏者，而遭到了污名化。格氏的理论正好让我们看到关系与圈子的正面价值，在一个社会的运作中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且和市场、法治与秩序可以相生，而不必然相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自身文化价值的地方。


  自组织治理机制


  格氏与威廉姆森的争议的另一个亮点就是治理机制。格氏“镶嵌理论”中信任问题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市场治理与层级治理之中也必须有人际关系与信任在其中发挥作用，所以没有治理结构是单纯的市场或层级，或多或少都要混合了关系在其中发挥作用。信任关系对制度的替代，则说明了在治理机制的选择上，自组织与层级或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不同的关系情境下会有不同的“最合适”的治理机制。


  威廉姆森否认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的信任能够产生于私人关系、情感、认同等，他称这些为个人信任（personal trust），以别于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及算计性信任（calculative trust；Williamson，1996）。格氏则以为那些基于制度、道德、社经特征带来的一般信任以及算计性、吓阻性的信任都只能说是广义的“信任”，只有建基于关系、情感、认同上的信任才是真实信任（real trust），真实信任才真真实实地影响治理机制的形成。


  格氏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政治学者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1994）正以相同的观点发展她的自治理（self-governance）理论，她认为建基在一个社群的情感、认同、信任之上，为解决共有财（common pool resources）问题，可以发展出一套基于社群内成员自愿参予而有的信任机制、互惠机制、声誉机制及监督机制，不同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治理与由上而下管控的层级治理，她称之为自治理。有趣的是，威廉姆森2009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同时获奖的正是奥斯特罗姆。


  就如同对“中间形式”的忽视一样，西方管理学界长期以来对建基于社群关系与信任之上的自组织治理机制也十分忽视，正是由于西方的管理思想奠基于理性系统之上，只强调个体行动者与集体行动者，忽视“中间形式”有以致之。


  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及其治理机制——自治理，指涉的是一个系统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社会系统也因为自组织所以由下而上自发地产生集体行动，配合着社会网结构的自然演化，从而发生新制度的创造，带来系统转型。简单地说，自组织有以下的特性：


  1.一群人基于关系与信任而自愿地结合。


  2.群体内关系变强，社会网密度变密。


  3.结合的群体产生认同及集体行动的需要。


  4.为了管理集体行动而自定规则、自我管理而产生自治理的机制。


  5.将新机制推广向更大的社会网，而带来系统的转型。


  自组织研究的定性研究可以描述一个小型系统的整体转型过程，第一步就是要问是什么样的关系使得一群人越聚越密。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中，自组织能否发生的关键不仅在于社区自身是否拥有基本的社会资本存量，也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能人。能人的动员形成关键群体，在没有收益的时候，付出建立共有财所需的初期成本。从少数人中动员更多的相关者加入自组织过程，从而使规模效益显现，吸引到更多人参予，并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网，高举出大家的认同，更转化这个社会网中原有的“乡规民俗”成为自治理所需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这样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网中，口碑容易流传而声誉可以相互验证，从而产生声誉机制，另外，如果有较强的非正式规范存在，则封闭社会网内的有效监督可以使成员的行为具有确定性，是建立信任机制的重要基础。这个群体进一步提供了监督机制以有效执行自我创造的新制度。自组织治理主要是参与人达成共识后，根据其已有的信息自行设计资源利用与管理的制度规则。


  可以看出，市场、层级、自组织三种治理机制，不仅是规则不同，其内部成员身份、运行逻辑、成本和权力的性质都有所区别。


  层级制的运作主要依靠层级结构和命令系统。成员在其中的身份是集体化的，遵循权力逻辑，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层级制需要建立自上而下一套完备的规章、流程、命令体系，因而会产生较高的管理成本。


  自组织制则主要依靠成员间的合作运行，其内部成员身份是志愿性的，遵循关系逻辑，权力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关系和信任是自组织的重要因素，因而为了建立和维护关系，自组织治理会产生关系成本。


  市场的运作是依靠自由竞争。成员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自由选择交易伙伴，遵循合约与交易的逻辑，权力是分散化的，握在每个交易者的手上。市场会带来交易成本。三种治理机制特点的对比详见表1。


  
  表1 三种治理机制行动逻辑特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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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政府和自组织间的平衡


  格氏的镶嵌理论又进一步提出我所谓的“最小信任”问题，如前所述，他以为无论是规范再完美、信息再流通的市场也好，或制度再严明、控管再到位的层级也罢，都一定有人际关系在其中的运作，尤其是不确定性高的系统中，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作为润滑剂效果尤显关键。所以引伸言之，没有治理机制是“纯”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无法仅依靠单一治理机制完成善治，而都是在各自的基础上，吸收另一机制的特性。换言之，良好的治理，都是层级、自组织、市场三种治理机制的结合和互为补充。


  不仅是对某一具体组织的管理有这三种治理机制，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存在层级、市场和自组织上述三种治理机制的抉择。这时候，层级制指的就是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自组织则指的是依赖社会力量，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社区与社团。因而，这三种治理机制又能被称为“政府”、“社会”和“市场”。


  同样的自组织概念，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则早已有了很多理论来阐述。下面我想借用林南（2009）的理论，来说明社会学在公共治理问题上的理论和观点。大部分社会学家认为，在公共治理中应该有三种力量同时存在，即政府、市场和社会。唯有三种力量呈鼎立之势，共同发挥作用时，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发展。林南将这三种力量分别称为“政权”、“民权”和“社权”。所谓，政权，指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体系；民权，个人权利，主要是财产权，指的是人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的权力；社权，即社群权力，指的是自组织形成的社群所拥有的自治权，也可以称为社会力（social force）。


  形成社会力的社群种类有很多。具体而言，在我们的社会上，社群包括NGO、兴趣团体、网络虚拟团体、职业团体、行业团体和城市的社区或乡村自治团体等等。比如，未来社会中，网络虚拟团体是一个最重要的自组织型态，其实他们在网下都会有聚会等现实行动，四川赈灾过程中的驴友会就是这样性质的组织。驴友会是一群爱好旅游的人，平时在网上交流心得感受，有空闲时则结伴去旅游。汶川大地震后，许多驴友会也组织起来协助灾后重建，部分成员捐钱捐物，部分成员则将自己的假期都积攒起来，亲自到灾区参与当地重建事业。这种社群行动的力量就是社会力的一个代表。


  又比如，另外一种社群是行业团体。罗家德与叶勇助（2007）在访谈高科技制造业的管理者时了解到一个说法：“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小圈子，所谓的玩家不过就那么几百号人。”正因为这样，在这个行业里，谁干了坏事，或者哪家的品质不好，哪家做人刻薄，内部人都会知道。因此，行业团体实际上发挥了内部监督的作用。


  还有，地域团体，比如农村的村落、宗族，城市中的小区等，也可能自组织成社群。


  管理学家明茨伯格（Mintzberg，2009）强调，社会治理的优良需要靠三种权力：市场，政府和社群（community）。三者相互平衡，社会才能健康运行（见图2）。他在人民大学CMPM课程开学典礼上给了专题演讲，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右派学者曾一度欢欣鼓舞。日裔学者福山（2003）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了本书叫《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所有的大问题都已经被美国用“民主政治加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解决，剩下的事情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本书出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几十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9·11”、2008年金融危机等都说明了福山判断的错误。


  究其实，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失衡。美国的发展恰恰是由于其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功能，能够主动吸收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诸多优点，如社会福利制度等。而苏联则过于强调政府力量，消灭了市场和社区，只剩下了中央计划、政府管控的单一力量。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取消了市场，一切依靠行政调控，这一方面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俄罗斯人历史上大多是东正教国家，教堂和宗教组织在协调社区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消宗教之后，一切都由国家指挥，压抑了自组织的自由。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出现失衡和各种问题。随着官僚系统越来越庞大和僵化，腐败问题开始在各个层级涌现并开始向整个系统滥权的趋势发展，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今日美国也有重蹈苏联覆辙的趋势。美国越来越强调资本主义和个人权力，其宗教和社区都在逐渐没落和解体。普特南（Putnam，1995）在《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中指出，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自我和孤僻，独自去打保龄球的人越来越多，这正反应了美国社区力量的衰弱和总体社会资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的市场力量膨胀，甚至到了控制政府的地步。鲍尔森担任财政部部长，而其自身恰好是制造金融风暴的美国投行的人马之一。由于政府官员背后都有赖财团经济力量的支持，因此政府行为受制于市场的力量。这种情况已经带来了美国国力的下降。


  
    [image: ]

    图2 三种治理机制关系

  


  善治，无论是一个组织、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社会，都需要调合并平衡市场、层级与自组织三种治理机制，其中自组织长期为西方社会科学界所忽视，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是从韦伯（Weber）的层级制与泰勒（Taylor）的科学管理开始（Perrow，1986），是一个以理性管理系统为主轴，但不断以自然管理系统加以修正的思维（Scott，1998）。而中国管理却刚好相反，我们总以“道法自然”的思想来看待管理法则，所以自然管理系统是主轴。与之对应，自然系统尊重人的社会性和非理性，强调“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构与人的自主性，所以在治理机制上强调自组织，依靠成员间自发的合作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因此，中国人天然就更熟悉自组织治理机制。格氏的理论提醒了我们，自组织一样可以带来社会秩序、交易秩序与组织秩序，而且在世界范畴内，也是做到善治不可少的一环。


  复杂系统


  晚近复杂网研究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网统计分析，结合了大数据中的社会网分析，显得红红火火，复杂系统的研究则是各个学门百家争鸣，各类模型层出不穷，好像格兰诺维特并没有追上这个趋势，那么如何说他的理论触及了复杂理论？尤其是中国人的复杂性思维呢？


  首先，格氏引领社会网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形成了独特理论视角，认为社会现象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简单加总，即个体加总不等于总体；社会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社会现象之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社会网视角既不把个体看作是彼此无关联的、自由原子人，也否认人在社会中是处于无自主选择的牢笼状态。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强调行动观点有时犯了“低度社会化”的谬误，结构观点又有时犯了“过度社会化”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忽略了一个中间的环节，就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结构。社会网结构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个体行动会自组织出社会网结构，社会网又会产生集体行动与场力，同时，场力又会影响社会网结构，场力与结构又对个体行动具有约束力量。社会网可以在结构与行动之间塔起“桥”，也可以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搭起“桥”，通过分析关系与社会网结构，使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过程机制得到显现和说明。


  这样研究观点使网络动态学成一时显学，并与“复杂理论”的概念不谋而合。复杂理论发现物理世界中的自由分子会有自组织现象，最后结构出一些固定的“秩序”出来。比如，水蒸气分子本来是以布朗运动自由位移的，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分子会凝结成水，分子之内的转动能不见了，分子之间则依相同的方向频动。再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出现耗散现象，比如在密闭空间中，下面加热，上面冷却，则会出六角形的结构。这样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的现象在很多领域得到研究，如人工智能，脑神经网，演化，基因遗传与雷射等等，成为一门新兴的，跨科际的学问—复杂理论。


  同样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现象也出现在社会、经济之中。格兰诺维特（1985）所说的“低度社会化观点”就好象水蒸气状态，每一个都是自由分子在空间中随机运动，踫上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互动。“过度社会化观点”又好象固态的冰，所有动能都不见了，没有能动性的个人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在场力形成的铁栏铁栅内处处受制。而我们实际的社会却是在这些不同状态中不断转变，更大多数的情况是大家既受场力的束缚，但也有能动性，更可以集合起来，也就是自组织出一些固定的结构，进而改变这些场力。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内，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一个产业或一个组织，我们可以称之为“场”（field；Boudieu 1966），场之内有许多作用力，称之为场力。依照Dimaggio and Powell（1983）针对组织定义的“场”：“组织场是一群组织组成的社群，它们从事相类似的活动，并屈从于相类似的声誉暨规则压力之下”。换言之，使组织“屈从”的场力包括信息类的，如声誉、口碑、顺应流行等等，以及规范类的，如服从风俗、道德、法律与制度等等。


  从社会网的观点来看，场力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行动者身上就决定了行动决策，而是透过一个行动者身旁的关系及社会网来作用，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接受了某一信息，会使此人也相信此一信息，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服从着某一规范，就使得此一规范具有强制力，使此人也必须遵守。场力如何作用于个体关系的形成，以及个体如何在社会网结构中取得结构位置，是社会网研究的第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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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场、行动与社会网间因果关系示意

  


  进一步的，个体关系与个体结构位置（配合着场力的作用）会影响行动者的行动决策。一群人持之以恒又相互合作的行动则会改变集体的社会网结构，从而不同的结构中，相同的个体行动却会“加总”出不同的集体行动，而这些集体行动一旦持续甚久又被制度化了，则形成了场力。图3中的箭头方向正在说明此一过程的因果关系，而社会网研究正是要辅助解析这个从集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其中，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结构是这个过程中间的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在论文（罗家德、王竞、张佳音与谢朝霞，2008）中总结了整体系思维中一个社会网分析的架构，如图三中所示因果循环的理论架构，我们将社会网研究分成七个研究领域，上图中椭圆型的文字方块就说明了每一领域在此一因果关系链中的位置，下面分述之。


  领域1：关系研究，以及个体因素（受场力或集体社会网结构干扰）→关系。如强、弱连带，连带强度，信任关系等等领域，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增强了我们对关系如何形成，如何运作的了解，以及社会学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场力如何形塑这些关系。


  领域2：关系→个体行动，这是个体社会资本主要研究的领域，一个体或一个企业的关系及自我中心社会网的广度、高度及多元性将会影响行动者的商机机会、资源取得，进而影响其生存与发展。代表性研究为林南以及其借由个体中心社会网方法发展出来的职位生成法。


  社会网研究主要就是三项，一是关系，一是社会网结构，一是社会网结构的动态变化。一个行动者的社会网结构位置如何取得，以及场力并个体因素如何共同决定这些个体结构位置，是另一个主要议题，因此而有下述研究领域。


  领域3：个体因素（受场力或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干扰）→个体结构位置。一些组织行为学者或社会心理学者研究了个体结构因何而取得，亦有研究采用了HLM模型，以场力或集体社会网结构为干扰变量，分析个体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结构位置。


  领域4：个体结构位置→个体行动，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可为这一类研究的开山之作与代表作，以后这类研究是整体网研究数量最多的一类。


  除了上述研究集体的力量如何透过关系暨社会网结构影响个体行动外，社会网理论也分析个体行动如何“加总”成为集体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如何形成场力的问题。


  领域5：个体行动→集体社会网结构。这就是行动者自组织过程的研究，也是动态社会网理论主要在处理的议题，其中最初引起社会科学界注目的就是Watts的小世界研究（small world；1998），以个体的“搭桥”行为以及“趋同”行为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网会有小世界的结构。个体的某些行为方式会彼此联结，进而决定了大社会或局部团体的整体结构型态。


  领域6：集体社会网结构→集体行动。一个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又会进一步影响集体行动，这是集体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组织研究中，一个集体的学习、创造力，知识传播，工作效能以致于一个战略结盟的成与败都受其内部社会网结构的影响。


  领域7：集体行动→场力。一些群体的集体行动以及群体与群体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个场域中更强大、具胁迫性的场力，如信息的累积会引爆流行，群体的相似行为会引爆趋势，或协议形成制度，以及共同认可形成规范。


  这些出色的社会网研究——个体网、整体网、复杂网与动态网研究——共同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论架构，从关系与社会网结构出发，分析个体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共同演化，研究其涌现的集体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带来的场力变化，从而周而复始地分析出一轮又一轮的复杂系统的变化。


  这是一个从整体性思维下看系统变化的理论架构，格氏对其中各研究领域皆有着墨，在建立这样的思维系统上居功至伟。


  动态平衡——耦合与脱耦的平衡


  格兰诺维特在复杂系统中看到的第二个理论洞见是，他率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提出了动态平衡的重要，这是复杂系统重要的特质，也是中国人阴阳思维下中庸之道的真义，只是他又是从西方企业家行为中观察得来的，而不是来自于阅读中国哲学。


  格氏认为整合闭合团体和结构洞是企业家的主要职责。一方面，结构洞可以将原来分散的资源集合起来，允许资源流动，创造商机；另一方面，闭合团体造成资源流动的堵塞，因此保留了大量的独享资源。他举例萨穆埃尔·因苏尔（Samuel Insull）是企业家操作的一个很好案例。一方面，他将技术员、银行家和政治家集中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为了排除不同的声音，他创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协会，进而从新模式中维持圈内人的利益，排除竞争者的干扰。


  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提出了平衡耦合和脱耦的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外来的企业家会在当地商业中取得成功。耦合会带来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它为企业家提供了可以动员必需资源的社会资本，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来自于他/她的紧密关系的过度需索。从当地社区中脱耦可以帮外来企业家从这个重任中解脱出来，因此可以解决由紧密的耦合引起的两难问题。在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人被格兰诺维特认为是企业家的成功典范。


  我用圈子现象试图回答格氏之问，为什么中国人善长平衡耦合和脱耦所以全世界中国人到处都成为企业家、创业者。圈子理论说明了中国人在封闭的圈子内核之外，另有一圈熟人组成的外围，从事有限的人情交换，虽长期维持却又可进可退，更可以作时间上延迟、交换标多样的交换，因此保持了相当的弹性。同时，这个圈子边界是模糊的，可以有效连结充满结构洞的圈外人以及封闭的圈子内核，更可以让圈外人进入圈子以动员更多的资源。圈子的可进可出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运作事情的弹性，可以耦合以加紧圈子、加大圈子，也可以脱耦以放松关系、缩小圈子。


  圈子现象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擅长平衡耦合和脱耦，这让他们在海外和本土成功创业。根据大多数的跨文化管理研究，中国民族文化被认为是集体主义的，转而深刻地影响着组织机构内的行为（Hofestede，1980；Earley，1994；Chen C C，Chen X P，Meindl，1998；Morris，Peng，1994）。这种观点侧重于中国文化的闭合方面。然而，一个中国人的个人中心网被发现到处是结构洞，善于发现机会，并且关于创业的统计数据很好地支持了这一发现。


  其次，在“阴阳”思维下（Li，1998；Li，2008；Chen，2002；Chen，2008），中国人发展了平衡工具和情感动机之间的冲突的方法。人情交换法则是家庭伦理和自利算计融合的结果。通过人情交换的过程，中国人积累了社会资本。这些交换因此有力地动员了中国人的积极性，为了积累他（或她）的信任关系，一个圈子是从一群相对封闭而亲密联系的人之间的人情交换中涌现出来的。


  再次，“阴阳”思维也适用于平衡特殊性和普同性的关系。为了保持圈内的认同感，一个圈子中心人物常常与他（或她）的成员进行人情交换。但是为了扩大一个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和更大网络之间的和谐信任，一位领导者需要在工作上保持均分的原则。领导的自我中心社会网越大，说明他（或她）的事业越成功。然而，他（或她）可能面对自己的圈子里的不满情绪。在较大的网络中保持和谐通常会和维护圈子的利益发生冲突。


  长线思维强调熟人的特殊性。当加入相当长期的交换时，短期自利算计不能规避所有风险。与之相反，遵守规范帮助一个人在他（或她）的自我中心社会网中保持良好的信誉。在长期的动态平衡过程中，人情交换的成功运作使一个中国行动者避免了圈子和更大网络间的即时冲突，并给未来在更大网络中发动集体行动留下了空间。圈子的可伸可缩增强了中国人平衡耦合与脱耦的能力，也说明了中国人善于创业的原因。


  企业家布局的思维


  在回答格兰诺维特之问时（Granovetter，1995；2002）——平衡耦合和脱耦作为企业家基本能力，中国人何以善长？我开始观察中国企业家，尤其是创业阶段的企业家，发觉中国的成功创业者有一种在完全不确定性环境中长线布局的能力，他们可能学历并不高，更没学过西方的管理学，但却基于中国人复杂性思维的本能就作出很好的长期布局。


  布局是围棋中的一个概念，其反应了棋手在全局开始之初就对全盘的整体把握能力和敏锐性。创业家（entrepreneur）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由于目标不太明确，其寻找和创造商业机会的过程需要总揽全局的谋略（supra-planning）。谋略不同于战略，后者往往是目标明确时，竞争者清楚了，拟定如何动员资源完成目标的决策。而前者却是一个动态过程中，目标不清，敌方不明下，创业者对全局观察而定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导。


  创业家同时关注机会的开发、资源的动员、以及自身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客观上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衍化与共建（Mclean & Padgett，2004）。在环境高度不确定，目标不清，信息不明下，创业家只好在社会网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体味”形势的变化，逐渐把握机会方向，并为捕捉机会而构筑新关系，同时又在偶发的关系中修正机会开发的方向，直到一个或一系列的机会变得成熟，我们把这种创业中的机会发现和关系网络的共建共生现象称为布局。即，布局是创业家面临信息高度不完整、环境高度不确定，机会似乎浮现，但又不够具体的情境下通过社会网络、资源和能力之间的整体性规划和动态性调整，为企业带来对外在环境高速变迁的复杂适应的行动逻辑（Stacey，et. al.，2000；Padgett & Powell，2012）。


  如格氏所述，创业家有时需要疏网以扩大触角、找到机会，有时又需要密网以建立团队与战略伙伴，好掌握机会，在空间上，可能左地疏网，右地密网，在时间上，可能此时疏网，彼时密网，如何动态平衡，正好考验创业家的布局智慧。


  1.疏网（Sparse Network）：创造机会


  耦合就是加强亲密关系，增加个人社会网的密度，但这会带来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它为行动者提供了可以动员必需资源的社会资本，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来自于紧密关系的过度需索。


  多弱连带的网络蕴含着机会，因为疏网中多布有结构洞，而行动者可能在其中查觉到甲地之有与乙地之无，搬有运无而创造出商业机会（Burt，1992）。当然博特强调机会出现的“结构洞”所在的网络必须是有一定规模，结构较为松散。脱耦是一个切断紧密关系、放松网络或与某些网络子集脱离的过程，所以往往可以带来疏网。脱耦的过程可能带来更多耦合的机会，考虑到维持强连带需要用到较多的时间及资源去经营，往往脱耦之后能释放出大量的时间与资源，若用于弱连带的扩展与延伸，则可能带来更多的结构洞与商业机会。


  2.密网（Dense Network）：利用机会


  科尔曼（Coleman，1990）强调紧密网络的封闭功能，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网中会有承诺性关系，而且封闭带来强大的监督，使得网络中保证性“信任”很强（Yamagishi&Yamagashi，1994），因此易于被动员起来产生集体行动。密网往往由强连带组成，而紧密的关系往往有较强的动员能力（Lin，2001），一些较关键的资源往往只有强连带才能动员。


  密网对于社会资本的动用，因此掌握住机会至为重要。布迪厄（Bourdieu，1986）以为社会资本就是因为在一个以熟识为基础的、带有一定制度性的持久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可以得到某些存在的或潜在资源。封闭网络更易在血缘、地缘、社会团体等固有社会关系中存在。但科尔曼（Coleman，1988）也同时指出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社会资本越丰富，这也意味着密网的构筑不仅仅在于既有的社会关系的使用，更在于人为的关系构筑，耦合正是指涉密网的构筑，将较不亲密的关系逐步拉近，从而创造出一个紧密的小圈子。强关系、密网络以及封闭的结构会带来更多的第三方信任、彼此监督以及相互认同，这些都使得行动者面对机会时可以动员十分可靠的资源。


  “疏网”与“密网”同时存在于创业过程中，两者功能互补，随着社会行动与资源流动，网络之间的转化也会发生。过去松散的网络随着互动和正反馈可能变为紧密的网络，而紧密网络也可能随着机会开发利用中的负反馈和过度开发而变得松散，其涉及到网络与机会的动态演化。


  3.平衡（Balancing）：网络与机会转化的逻辑


  事实上，布局的思想在经济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都有所暗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2）提出的平衡耦合与脱耦的理论说明了一个行动者，尤其是创业者，需要将个人社会网由疏转密过程与由密转疏过程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应时而变。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是时间维度上，也就是在一段时间中需要脱耦出较疏的网络，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需要耦合出更紧密的网络。换言之，在疏网中寻找机会，之后又在收缩疏网、加强密网的过程中巩固机会。第二个平衡是网络子集上的，一个行动者会有各式各样的网络，产业上的、行业上的，同事、社团、商业伙伴或政治联盟的，这些网络可能不太相连，在同一时空内表现为数个子集分布，个人社会网就是这些不同的网络子集所组成。行动者可能在某一子集上耦合，却在另一子集上脱耦，比如一个创业者可能在A产业的个人社会网上降低网络密度的同时又在B产业的个人网中增加网络密度，或是在政治性的网络中降低密度的同时又在经济性的网络中增加密度。


  布局是一种独特而微妙的关于平衡的行动逻辑。社会网络的衍化有其自然发展的路径，但人在其中不是无所作为的。善于布局的创业者并不总是对关系网络的经营费尽心机，也不会对关系构建放任自流而苦苦寻找不到市场机会。成功的创业者会在一个指导行动的架构下，综观全局，包容基至善用偶发的关系，佐以有意图的行动，成就一个机会丰富的个人中心关系网。一如中国画中泼墨山水，在随机的墨迹中辅以随笔的雕琢就成佳品，也像在围棋中，依据时时变化的局势及布局思维神来几子抵定大势。


  布局是一个随时间演化而形成的行动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需要秉承开放的心态，接触不同的网络与机会，不断打破已有的格局。网络在“疏—密”之间跳跃，组织在现有的“局”中开发机会，也在“局”外探索机会。布局的时间演化特征也暗示了，创业者并非全知全能，可以对未来进行全盘的规划与设计。创业者需要感知到可能的机会与风险，需要在关键时刻能够辨识冗余和危险网络关系，能够牺牲短期的利益，承受风险，重新凝聚力量，能退能进。布局的领导力是在网络与机会共建过程中塑造。


  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至今的30多年时间里，多数企业的成长遵从了自发演化的自组织规律，过多的密网导致衰败和密网欠缺导致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司空见惯，那些基业常青和顽强生存的企业往往是顺应了网络自发演化特征，同时巧妙平衡了疏网与密网。创业者面对的是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很难在“成事”之初就有明确的路径可依，但成功的创业者总能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中看到一系列的机会，并铺垫出“成事”所需的一系列的资源，终抵于成。这就是布局者的智慧。


  布局在某些时刻表现为看似没有明确目标的“机会主义”，但又是在一定谋略指导下有计划的建立或切断关系，并综合观察偶发的关系作出判断，不断调整目标与行动，最后确定一个或一系列的机会利用。


  再次地，格氏平衡耦合与脱耦的理论让我们看到中国人阴阳相融、动态平衡之道，展现在创业者身上就是一种在复杂情境下的布局能力，不识者往往斥中国企业家为“机会主义”、“关系导向”，诸不知这是成功企业家在其背后的谋略深意。格氏理论又一次让我们正视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优势。


  说了一大通格兰诺维特在社会连带，“中间形式”、治理机制以及复杂系统上的理论洞见，对现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及有价值的修正后，回头来说说这篇后记的主题“从格兰诺维特理论重新认识中国”。我以为这些格氏理论的方向正好是中国人“关系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中最善长地对经济、社会、政治的解释方法，它不同于“行动者中心”的思维，尤其是“理性行动者中心”的思维以及“化约主义思维”，但却是了解社会的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极。换言之，我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以其善长的思维方式为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要发挥其“相生”一面，而不是老看它相克的一面。


  今天的世俗言论里总是充满着我们对自己的误解，因为掉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我们是和西方有很多不同，但过去总是西方说他们是什么，我们就陷在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说我们和西方正好相反。而不能以“阴阳相融”“动态平衡”的思维来看待自己特别专长的方面，以及我们的专长可能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学术带来的贡献。格氏的理论不是针对中国研究出来的，也没受到中国哲学的熏陶，但他却是一个能从关系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出发看世事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界产生了那么大的突破。这启示着我们要正视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发挥我们的所长，而不是陷在“不同就是相反，相反就是不好”的迷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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